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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成为真正的领导者

殷阿笛（Adi Ignat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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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
 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对于卓越的领导力有过精妙的阐述：既遥不可及，却又触手可得。“成为领导者，”他写道，“与认清自己是一个意思。如此简单，但又如此困难。”没有人能将优秀高管面临的重任与挑战描述得这样贴切、简洁。

在去年夏天辞世前，本尼斯曾在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执教多年。为向他的成就致敬，《哈佛商业评论》联袂马歇尔商学院，创立了“沃伦本尼斯奖”（Warren Bennis Prize），专门表彰《哈佛商业评论》中关于领导力话题的年度最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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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高兴地宣布，2014年度的获奖文章是发表在6月刊的《创新团队“集结号”》，该文由琳达希尔（Linda A. Hill）、格雷格布兰多（Greg Brandeau）、艾米丽图拉夫（Emily Truelove）和肯特林内贝克（Kent Lineback）联合著述。其主旨是，为保持组织竞争力，领导者须创建并维持互帮互助、愿意且能够创新的团队。

我们还设立了二等奖，获奖文章为：W.钱金（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的《蓝海领导力》（“Blue Ocean Leadership”）；鲍里斯格鲁斯伯格（Boris Groysberg）和罗宾亚伯拉罕斯（Robin Abrahams）的《工作生活，尽在掌握》（“Manage Your Work, Manage Your Life”）以及克劳迪奥费尔南德斯-阿劳斯（Claudio Fernández-Aráoz）的《潜力：21世纪英才新标准》（“21st-Century Talent Spotting”）。

领导力话题对《哈佛商业评论》来说至关重要。这一话题的研究方向很多，本期聚光灯中首篇文章与决策制定相关。文章指出，优秀的领导者要像决策设计师一样决策。两位作者弗兰西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和约翰贝西尔斯（John Beshears）都来自哈佛商学院。他们认为，高管改善决策制定的环境后，更有可能看到积极成果。

对此，沃伦一定会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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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Adi Ignatius）


作者为《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明智决策不难，突破局限不易






在
 一切激变的年代，公司战略是否仍然最重要，在管理学界越来越有分歧，但决策的重要性无人质疑。如何明智决策，是中外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恒久难题。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见过很多颇为自信的领导者，根据直觉迅速决策。茶余酒后，他们当年如何明智决策的故事几乎成为传奇。但现实从来没有这么浪漫，看过本期“聚光灯”栏目系列文章后，我们不得不告诉这样的领导者：依赖直觉和情绪、忽视逻辑和理性，往往会导致决策失误；反过来，真想算无遗策，务必理性第一，科学决策。

因此我们郑重推荐《哈佛商业评论》同事们精心编辑的这组文章。哈佛大学两位“行为经济学”专家约翰贝西尔斯和弗兰西斯卡吉诺，首先提出了一套高效决策的“五步法”
 ，他们坚信：领导者只要严格按照这五个步骤进行决策，将有效规避多种决策难题，比如人才流失、错过最终期限和糟糕战略决策。有兴趣的领导者不妨一试。


第二篇文章
 主要针对领导者决策时依赖自身认知的问题。杜克大学的杰克索尔等三位作者认为，决策的最大障碍正是领导者的认知偏差，解决办法就是三思而后行，主动拓展自己的视野，他们也提供了一整套解决方案。道理都不高深，但恐怕知易行难。有多难？看看《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同事采访的无印良品社长金井政明，是如何超越自我局限，在看似回归常识的消费需求认知中，抓住巨大商业机会的。

人类的直觉往往基于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不过随着变化成为常态，我们不得不面对“熟知非真知”认知新窘境。可惜，很多领导者在决策时仍然依赖于自己的经验。本期“聚光灯”第三篇文章
 就是针对这种依赖症进行系统破解：领导者不仅要关注结果，也应注重过程；要从侥幸成功中学到教训；鼓励员工提反对意见；必须开阔自己的视野。

在全球制造业，最新的视野无疑是“工业4.0”，其中一个热门就是3D打印，本期《哈佛商业评论》还有一篇重磅文章值得细读：理查德达韦尼撰写的《3D打印革命》
 。如今3D打印不再是小打小闹的实验室新玩意儿，而是可以运用到军工、汽车制造等复杂领域的全新制造技术。达韦尼认为，既然3D打印可能颠覆现有商业世界，公司领导者必须从战略层面审视其影响，从而尽早做出明智的顺应之策。对于以制造业起家的许多中国企业家，深究这一话题并迅速行动，无疑就是最具“工业4.0”价值的明智决策。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辑部

官方中文网：hbrchina.org






主创者 Contributors



刘筱薇 | 译　刘铮筝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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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盖伊川崎（Guy Kawasaki）
 于11年前撰写的《创业的艺术》（The Art of the Start
 ）出版以后，他在硅谷就成了提供切实可行创业建议的专家。最近，他补充了这本书中的理论。在本期文章中，他解释了为何管理者要成为组织中的宣传者。即使你不能像他一样努力（每年做50场演讲，并且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50条消息），川崎还是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学习和练习宣传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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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聚光灯
 中不同寻常的壁画作品出自意大利艺术家米洛（Millo）
 之手。他的本名为弗朗西斯科卡米洛乔治（Francesco Camillo Giorgino），原本是一名建筑学学生。对于曾在罗马、佛罗伦萨、伦敦或里约热内卢的建筑墙壁上看过他作品的人而言，他的履历不足为奇。请登录网站millo.biz
 ，查看更多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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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索尔（Jack Soll）
 大学的专业是经济学。令他感兴趣的是，人们的真实表现并非如经济理论中描述的那样理智，毕竟在20世纪80年代，这还是个很新奇的想法。如今索尔的研究领域已发展成学术界一个成熟派系，他也成为了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的副教授，并与合著者钻研了在制定决策过程中，减少偏差的战略。“我会犹豫不决，”他说，“但犹豫让我自己受益，我们都能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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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弗兰西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
 研究人们所作的奇怪决定以及为何他们的行为与目标不一致。她以研究顾问的身份在一家《财富》100强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后，开始探索公司如何利用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解决工作问题。她和合著者约翰贝西尔斯（John Beshears）在本期文章
 中，分享了他们的洞见，并给出了减少员工偏见的建议。










众说 |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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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执行误区


唐纳德·苏、丽贝卡·霍姆克斯、查尔斯·苏，

《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3月刊《战略执行五大误区》一文





大型机构可能出于对战略执行的错误认知，容易陷入战略执行的误区。作者破除了5大最有害迷思：战略执行等于战略一致性、执行等于遵守计划、反复宣讲等于理解领悟、以业绩驱动执行和执行应该自上而下。



尽管这些根深蒂固的迷思能够充分解释战略执行因何失败，但我认为还有其他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认识到所有的战略方案都是计划和项目。因此，很多组织没能采取有利于项目管理的关键举措，也就不能降低风险、提高成功率并减少金钱损失。最近的研究表明，精于项目管理的组织完成初始目标的次数是不善于项目管理的组织的2.5倍，而不善于项目管理的组织浪费的钱是精于项目管理的组织的13倍。


——马克兰利




项目管理协会总裁兼CEO




领导者经常因过于专注日常运营工作而忽视了战略执行情况。如果他们不密切关注并监督执行进度，直线管理者和员工就会像往常一样例行公事。战略执行者可以在常务会议上告知员工最新进展，这将有助于确保战略处于执行过程中，并与目标高度一致。同时，战略方向还能得以迅速调整。


——格雷戈里比尔哈特




销售及营销策划师




高管每想出一条新战略，实际上就是在要求员工培养新习惯，然后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多数管理者认为，仅告诉员工新战略是什么就够了。但即使员工对战略理解到位，他们还是需要很长时间来培养能让新战略得到有效执行的行为习惯。


——弗朗西斯韦德




《基于时间计算的精准生产率》



（Perfect Time-Based Productivity
 ）一书的作者




这些盲点只适用于大型综合类企业吗？


——约翰森莱恩




ProductWorks公司执行合伙人





唐纳德苏回复：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拥有多个部门、在不同地区运营、员工数为200或以上的公司。但我们也研究了一些初创科技公司。我们发现，对于总在同一地点、采用开放式办公布局，且仅有数十名员工的小团队来说，协作和灵敏性的挑战相对不大。我和查理，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尔汤普森（Neil Thompson）和伯克利大学的露西胡（Lucy Hu）正在研究更多初创企业的战略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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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大会如何耳目一新


海蒂哈尔沃森，《哈佛商业评论》1-2月合刊《挽救糟糕的第一印象》一文




多数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每年都要召开大会。倘若会议运作得当，便值得会前投入大量时间和经费。然而许多大会只是做一堆无聊的演讲，自上而下地灌输信息。弗里施和格林在本文中提供了一些可以大大提升会议效率的方法。



我们都有过这种经历：参加了激动人心的大会，而后回归日常工作，结果意外发现自己的崇高愿景站不住脚。有意义的会后跟进活动（分享研究成果、文章和手机应用，还有组成讨论小组）可以帮助与会者坚定目标和令其愿景不动摇，就像保护火苗不熄灭一样，继续提供燃料和新鲜空气就会看到效果。


——伊莱肖斯塔克




Think NewCo运营总监




管理层大会中坦白直率是很重要的。最好让与会者尽可能多地交流信息，且直言不讳。


——迈克特姆金




Shaker Recruitment Advertising & Communications



公司副总裁，主要关注战略规划及发展问题




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常常围绕在大会的后勤层面。这篇却细致地写到了会议内容、传达内容的人和观众接受度。不过最重要的是会后执行以及与会者因为参加此次会议而做出的承诺。


——温蒂伯克




Cadence Travel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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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B.ORG近期热门话题

《数字经济在哪里发展最快？》

（Where the Digital Economy Is Moving the Fastest）

巴斯卡查克拉沃提、克里斯托弗唐纳德和拉维香卡沙特维迪



《7招吸引他人注意力》

（7 Ways to Capture Someone's Attention）

本帕尔



《人人都该懂的办公室政治》

（What Everyone Should Know About Office Politics）

达娜鲁斯马尼尔



《世界各国的千禧一代想从工作中得到什么？》

（What Millennials Want from Work, Charted Across the World）

亨里克布雷斯曼



《市场营销已被忠诚度杀死》

（Marketing Is Dead, and Loyalty Killed It）

亚历山大贾科维兹



《你为自己消磨时间的方式感到自豪吗？》

（Are You Proud of How You're Spending Your Time?）

伊丽莎白格雷丝桑德斯



《大多数HR数据都是坏数据》

（Most HR Data Is Bad Data）

马克斯白金汉








众说 |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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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协作阻碍


海蒂·加德纳，《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3月刊《跨专业协作提升竞争力》一文





为解决客户的复杂问题，专业服务公司必须进行内部跨专业协作。但管理机制和组织文化普遍更鼓励个人英雄主义而非团队协作，这可能阻碍合作。本文为管理者提供了具体对策。



首先，服务同一家客户的团队越多，公司收入越高，这点没问题，但收入增加不一定意味利润增加。其次，“管理者应尽可能不聘请能力很强但自私的合伙人”，这在理论上没错，但并未考虑实际情况。在现实中，大多数专业服务公司会尽可能招揽客户资源多的合伙人，并许以相应比例的提成和更多业务拓展机会；但之后马上会要求他与其他合伙人分享客户资源。另外，本文未考虑透明和非透明薪酬制度的差异及其对合作的影响。

最后，为提升合作水平，专业服务公司应更加以客户需求为中心。20年来的众多行业研究表明，企业选择专业服务公司的标准差异很大，但最重要的一条是：“懂我们的行业”。


——帕特里克麦金纳




McKenna Associates董事长




十分赞同本文观点。专业服务公司内部协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我看来，现实中阻碍合作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同事关系通常被转化为交易关系，二是大多数公司的考核和激励制度完全不鼓励合作。


——肯尼弗雷泽




Sunstone Communication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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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你曾在工作中遭受过偏见吗？》

（HAVE YOU BEEN TREATED WITH BIAS AT WORK?），HBR.ORG






发现前瞻者 Forward Thinker



中国建设银行

整体转型攻略：守正出新

熊静如 | 文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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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正在进行着全行整体转型的探索，这在全球都绝无仅有。为成功转型，建行以客户体验为核心，分别从规划、产品、流程以及文化等多方面，结合自身特点和技术发展趋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






20
 14年，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街头出现了一批智慧银行网点，并且正在向二线城市扩展。互联网发展正在迈入最新阶段——“可编程的经济”，实时智能银行可以被视作这一潮流的典型指征。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社交和移动以及物联网等新技术的风起云涌，无论金融服务市场参与者意愿如何，整个行业都已经进入实时智能综合金融服务的新时代。实时智能银行提升了客户购买金融服务“触摸和感觉”、“看和听”的体验，其依托的是智能化银行业务操作，而智能化银行业务操作原理来自对人类智能的学习和模仿。人脑的功能依托于“记忆－预测框架”，银行只有梳理构建起自身的“记忆体系”（业务组基因图谱）以及“记忆－预测系统”（客户需求感知响应的分析预测模型），才能具备实现实时智能银行的基础。这两者需要银行从产品到流程，从架构到文化进行全面系统转型。

身处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和社交的浪潮之中，几乎所有银行都在强调转型。但大多数银行转型仅聚焦在某个产品，或在某个部门内开展。传统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设立子公司或事业部等方式在互联网金融竞争激烈的零售金融服务领域，引入多维网状路径商业模式，或是在价值链的某一环节引入新技术进行改造。全球目前还没有银行真正在整个组织内、整个价值链范畴下开展全面的企业级转型，中国建设银行。



转型来自内外驱动

尽管智能银行网点的出现只是近年间的事，建设银行整体转型的筹划却可以追溯到2010年。从那时起，建设银行敏锐感知到技术趋势变化，开始规划设计面向未来的整体转型方案。为了调查现状，建设银行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开始探索自身现状和未来趋势。

建设银行当前业务转型中“企业级、以客户为中心和提升客户体验”理念来自两个驱动力：一是来自“客户之声”（Voice of Costomer，简称VOC）的外部驱动力，建设银行自2006年以来至今，一直坚持聘请外部市场调查公司做客户满意度及其驱动因素的调研，样本分布包括所有分支机构所在地、各产品、各渠道和各类细分客户群体；二是来自战略之声的内部驱动力，为落实2011－2015年战略规划，打造国内最佳、国际一流的现代银行，建设银行自2011年在内部组织了自上而下战略能力解析和自下而上的流程用户之声调研。

尽管内、外部的调查结果对现状的评判还算乐观，但建设银行的管理层则从这两项调研中感知到了潜在的挑战：过去银行是整个行业的主导者，一些新兴的互联网金融类早期产品尚未成型；而如今金融市场参与者迅速增多，金融服务、包括很多企业办的金融部门，以及互联网创业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价格”的透明度越来越高，功能可比较性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年轻的客户越来越追求客户化定制，传统的银行金融服务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建设银行管理者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在银行内实现在制造业已经出现的大众客户化定制，如何建立适应新金融生态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不同于制造业以产品为核心能力，银行业的核心能力在于信息加工处理。能够实现大规模客户定制的实时智能银行并非只是引入数字设备就可以做到，还需要大幅度优化客户服务流程、提高银行投入产出效率。这意味着产品服务和管理的整体变革。



规划：着眼顶层设计

长期以来，银行IT系统建设多局限于部门级或按系统环境的竖井式设计，很难在银行整体视角支持更高的灵活度，很难快速响应需求的变化。因此，变革端到端的商业流程成为巨大挑战，为了以更低成本和更快速度感知和响应客户需求，在流程上如确保以客户为中心弹性边界、无缝链接，必须对业务流程和信息系统进行“企业级”的顶层设计。

实时智能银行包含两个关键要素：一是精益服务，对客户的综合金融服务需求进行实时感知和响应；二是精细化管理，提供支撑实时感知和响应的智能分析决策。建行整体转型的第一步从产品和流程优化入手。建设银行管理层将客户体验场景化，依据场景设计产品，尔后引入价值链分析，将不符合场景需求的冗余过程剔除，大幅度精简流程。


客户体验场景化。
 正如布莱特金（Brett King）在《银行3.0》一书中指出的，BANK3.0时代的客户体验基本结构即“客户－产品－渠道”，也就是满足目标客户在特定情境下订制产品服务的需求。为客户创造比竞争对手更好的超级体验，是创新成功的关键。

建设银行引入外部合作伙伴IBM提供的技术支持，以业务实践为基础，围绕提升客户体验，融入了客户大数据分析、移动社交业务整合、智能的人流管理等众多创新技术解决方案。


基于价值链分析的筛选。
 与竞争对手不同的是，建设银行着力打造的企业级系统是从业务的顶层设计开始，而非从局部需求。通过业务价值链、业务组件、活动、任务和操作步骤的多层次业务解耦及标准化，建设银行基于战略能力主题，对全行共享的流程活动进行了从统一名词开始的业务梳理和定义。

在对流程环节进行筛选重组的过程中，建设银行坚持的原则是“守正出新”。面对永远不断变化、难以预测的客户需求、市场变化和业务创新，业务流程和IT系统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可扩展性，这是构建企业级流程和系统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问题在于，这种灵活性和扩展性应当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建设银行产品创新与管理部副总经理赵志宏认为，有两个认识很重要：

一是要认识到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银行业发展迅猛，未来变化难以预料，但那些不太会变、也不希望变的东西（优势的积累），银行可以总结、沉淀和标准化。要想快速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建设银行一方面要把能够标准化的业务组件先行标准化开发和生产，另一方面要让稳定的与变化的应用组件之间实现松耦合，避免牵一发而动全身。

二是要认识到个性的市场业务与可共享的基础业务平台的对立统一。随着深度与广度的拓展，金融产品和服务日新月异，客户需求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银行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具备灵活的应变能力，而这就取决于有没有稳固的、开放的且共享的基础业务平台予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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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从竖井式到工作流引擎

商业银行IT系统建设多局限于部门层级或按系统环境的竖井式设计。建设银行在整体转型之前也是典型的竖井式，即各个部门层级独立运作，彼此界线分明，完全割裂，形同一个个独立的纵深竖井。这种设计很难在银行整体视角支持更高的灵活度，很难快速响应高度互联的世界客户需求的变化。因此，变革端到端的商业流程成为巨大挑战，为了以更低成本和更快速度感知和响应客户需求，在流程运营上如何以客户为中心弹性边界、无缝链接，就要对业务流程和信息系统进行“企业级”的顶层设计。

建设银行在这项大规模转变中将竖井式的系统创新性地改造为“工作流引擎”。某个客户体验场景的需求会出发一条工作流，链接起任务相关的前端、中端和后端。从以账户为中心、银行内部管理为主的传统模式，彻底转变到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服务模式上来，致力于创建更加开放的、平台化的业务模式。

企业级系统建设，不仅需要引入技术与系统更加需要关注的是数据采集、管理、储存、分析与挖掘能力，注重挖掘相关关系。跨渠道、跨地域的快速响应系统能够更好地结合大数据分析工具，提升协同能力。

推进这一大胆的转变面临诸多难点：1．整个银行人员工作方式的转变；2．固有职责范围边界；3．人员业务成熟度、判断能力、沟通与协同障碍；4．员工对上下游链条上相关业务的熟悉度。

建设银行意识到，整体转型方案在设计实施的过程中必须要顾及地域差别和分行特色，进行谨慎的微调。建设银行引入IBM企业转型方面的专家资源支持，结合IBM的行业洞见和自身状况设立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同时结合自下而上的问题和反馈，逐步调整为适合建行的企业级工作流引擎系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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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打造银行产品工厂

建设银行建立在业务流程和数据基础上的产品工厂，其核心思路是借鉴制造行业的标准化生产流水线的方式，充分吸收制造行业的零件标准化、部件模块化以及装配平台化的特点，将银行业务中各类产品按照产品特征和业务流程划分成不同的产品线和产品组，同时解构成一些标准化、结构化的产品组件、条件和条件参数，以便采用拼装的方式，快速设计开发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当客户有了新的需求，或希望获得定制化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这些结构化、标准化的产品“零部件”就可以被迅速复用配置，发挥作用，银行利用已有的产品或产品功能，针对客户的新需求进行重新组合或少量开发，使原来复杂冗长的创新过程，变得灵活快捷。

例如，建设银行推出的“金管家”个人客户（家庭）现金管理服务，将客户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名下的不同账户及不同用途的流动性资金进行归集整合，满足客户对流动性资金的全方位管理需求。按照产品工厂模式研发，“家庭现金管理”采用7个产品组件和30多个产品条件在产品工厂配置而成，客户可独立选择所需的产品特征进行签约，获得相应的产品功能。该产品自2013年10月20日推出，截至2015年4月15日，共签约125.4万户，累计交易量402万笔，市场表现优秀。

建设银行成立了专门的产品创新与管理部，2007－2014年累计组织实施了4587项产品创新。与此同时建设了7个产品创新实验室，开展前瞻性、跨部门、战略性产品创新研究和模拟，研发完成“家庭现金管理”、“影视贷”、“智慧银行网点”等产品原型。2014年1月初，建设银行深圳产品创新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智慧银行网点在深圳市推出，到2015年1月28日，智慧银行网点已从深圳市扩展到北京、天津、沈阳、长春、上海和南京等12个城市。



文化：建立循证管理文化

未来银行可能是在智能分析基础上实时感知和响应客户需求的“实时智能银行”，在这一探索历程中，持续推行基于数据和事实的管理文化和建立领先同业的产品服务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早在2006年，建设银行启动与美国银行战略合作时就引入了精益六西格玛管理，对于培育基于数据和事实的管理文化和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以及产品创新、流程优化和服务质量管理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全行接受过六西格玛培训的员工约5.5万人次，获六西格玛绿带、黑带认证的分别有494和21人。2009年5月，建设银行在国际六西格玛专家委员会中国第二届亚太六西格玛领导力大会中获得“亚太六西格玛领导力大奖”，是亚太六西格玛管理领域的最高荣誉。自2007年－2012年累计实施了2554个流程优化项目，2012年至今进一步推进了企业级流程优化整合，支持了前后台分离、柜面流程优化、零售网点转型、网上银行与自助设备等业务改进。

在开展企业级转型的过程中，建设银行采用IBM业务模型驱动的企业工程方法论，并对其进行了重塑，打造建设银行自己的流程模型、数据模型、产品模型和用户体验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银行新一代转型的核心业务架构，支撑和推动建设银行全面转型。建行希望在整个银行组织内牢固树立基于数据和事实的管理文化，以便适应大数据分析和工作流引擎，并真正吸收其所能够带来的益处，迈向“综合性、多功能和集约化”的流程银行。



企业级转型的优势与未来

建设银行的整体转型仍在进行中，目前进展中可以归纳出的经验有以下四点：

一是在CAMSS——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社交及安全问题浪潮涌动的“D世代”，企业如欲构筑自己独特的客户体验竞争优势，需要采取顶层设计进行战略转型，围绕战略愿景、目标和使命，明确战略价值定位相关的客户、产品、渠道、关键流程活动、内外部资源和IT支持能力等战略要素，并且确定上述各要素的对应关系，按照企业工程方法进行架构管控和部署实施，将战略能力转化为流程能力和应用能力。

二是业务模型驱动IT开发有利于建立“D世代”面向服务的灵活应变能力。这意味着改变务IT开发业务需求管理方式，所有的业务需求和IT实施需求须通过业务架构管控，利用企业级业务模型消化整合业务解决方案，而不是各部门直接交给IT实施团队，以切实提升IT开发的企业级敏捷性。业务架构管控团队应按计划发布新版的业务模型，以在业务和IT之间进行同步。

三是在“D世代”高度互联世界环境提升精益服务和精细化管理能力需要综合运用流程挖掘和数据挖掘。在D世代应改变竖井式应用导致数据质量不高问题，同时，所有的数据分析挖掘问题最终需要关联到具体的流程上，毕竟没有流程意味着没有行动和落实。为了回答和解决问题，需要设计流程，明确责任归属以及识别源数据，并收集、分析数据，将结果灌入到相应的分析型流程中，否则业务无法贯彻推广落实。

四是业务和IT需要深度融合以体现“D世代”商业技术的市场价值与客户价值。IT不再是满足企业内部的事情，更要直接、快速地面对市场和客户，商业银行必须改变业务与技术两张皮的状况，形成业务战略与IT战略互相融合、互相推动的模式。不能把IT仅仅作为施工技术，这样就束缚了真正属于生产力的东西。IT要成为创新银行业务和管理的拉动力，就需要有更多的主动性、前瞻性和能动性，并与银行业务战略驱动力和外部客户需求推动力相衔接，以利于加速传统企业向实时智能的“D世代企业”转型进程。

参与了众多企业转型的IBM全球业务咨询服务部合伙人林伟平认为，承载着银行业务战略、业务能力、业务流程、业务事件和业务信息的新一代业务模型，将渠道、产品和客户作为变量因子剥离出来，使企业级整合的、组件化的业务模型更加灵活地支持新的产品和客户分类、现有和未来不同的新兴渠道和传统渠道整合，并在企业级数据模型的基础上，以业务场景驱动实现内外部结构化数据分析，实现全面支持业务运营和全量客户关系管理和行为分析，提升员工和客户体验和满意度等转型目标。建设银行企业级业务模型的建立和实施，将使之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社交及安全问题浪潮涌动的“D世代”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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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静如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





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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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6月封面 “聚光灯”


机器人vs. 人


[技术]


第二次机器革命

在个人电脑问世的20年之后，新的数字技术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称霸这个世界。纵观近期人工智能、移动设备、物联网、机器人以及其他领域的快速发展，很显然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我们正处于第二次机器时代的初始时期，在这个时期，计算机硬件、软件、传感器和网络对知识领域的颠覆，将形同于18世纪第一次机器革命时期蒸汽机和内燃机彻底改变体力作业。

这种将产生深远影响的技术进步的确带来了不小的社会经济挑战。来自MIT斯隆管理学院的安德鲁迈克菲（Andrew McAfee）和埃里克布林约夫森（Erik Brynjolfsson）认为，不同于第一次机器时代，数字科技带来的好处可能不会公平地眷顾到每一个人。事实上，据近期数据显示，相比15年前，美国平均家庭收入值低了很多。许多发达国家的中产家庭数量正在锐减，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工资总额也呈下降趋势。

计算机超级智能对于人类来说可能是恩惠，它能够解决人类无法解决的问题，能够在让人休息时间增多的前提下创造更多财富。但是超级智能也可能带来很大的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先进，超级人工智能在未来很有可能在任何领域都胜过人类，未来的发展形态最有可能是人工智能机器人。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何时开发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或者是否进入一个新兴市场之类的决策都可以通过电脑演算出来。

迈克菲和布林约夫森分析了近期的宏观经济数据，预测了哪方面的工作前景最好，以及未来会需要哪个领域的技能。他们指出，最终决定第二次机器时代成果的是商业和政府的决策，而不是技术。




[商业管理]


公司为什么需要创新战略


大多数高管认为，创新是增长和利润的重要推动力。尽管投入了巨额资金和时间管理，公司在创新领域进展依然不甚理想。失败案例比比皆是。那些取得创新成功的公司在保持它们不俗业绩方面也陷入困境。为什么会这样？相比常被提及的原因，即执行力不佳，真正导致创新失败的原因复杂得多。

造成创新和改进方面努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创新战略。战略的制定能够帮助公司更好地定义业务范围，提供各种职能部门的定位和指导。据哈佛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加里皮萨诺（Gary P. Pisano）研究，拥有创新战略的公司屈指可数。他在文章中探讨了创新战略的缺失会引发哪些问题，并针对如何创建出创新战略给出指导建议。




[商业实践]


机会是创造出来的


Twitter联合创始人比兹·斯通（Biz Stone）讲述起他的过往经历以及他和朋友创建了世界知名的社交平台Twitter。“我不相信机会是靠‘发掘’来的。对我来说，我坚信我们要做打造机会环境的构筑者，机会是你可以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等来的。”斯通写道，“当我回顾起自己过去40年的人生，我意识到我一直信奉的一个商业模式就是，不断地创造出商机，而不是站在那里等着它们来找我。这就是我早期职业生涯的真实写照，而且这一模式也在我和朋友共同创建起Twitter时得到很好的印证。我对企业家精神的解读就是创造出属于你的商机。”





[image: ]






hbrchina.org



人工智能已为进入商界

做好准备？

布拉德·鲍尔　流程创新和商业转型领域研究专家｜文



人工智能、专家系统以及商务智能的概念，虽已伴随我们数十年之久，但近期才在多项推动力的共同作用下演变成事实。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贴有“标签”，以及分析引擎的智慧性不断提高，此类数字化数据挖掘活动也变得越来越高效强大。




企业如何利用客户数据推动销售

库存软件供应商Fishbowl CEO　大卫·威廉姆斯｜文

人工智能，想说爱你不容易

哥伦比亚大学多学科天体生物学中心主任　卡莱布·施拉夫｜文

2015你不可忽视的6大趋势

Webbmedia Group创始人兼CEO　艾米·韦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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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办公室八卦满天飞 怎么破？

有人的地方就有八卦，办公室这种现代人的必争战场肯定也不会少了它。可它带来的恶习远远大于它能够创造的价值。要想治愈“办公室八卦”问题，就要给员工以直抒己见的空间。这种空间怎么给？

不怕没有好创意 就怕执行不给力

回想一下：每次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最终的结果和你最初的想法完全一致吗？相差甚远吗？是不是在不经意之间，事情就偏离了方向。在创新中，这更是一大隐疾，是很多创意最终没能收到好效果的根本原因。

《纸牌屋》的生财之道

2013年Netflix首部原创自制电视剧《纸牌屋》成绩斐然。这部大数据算出来的剧，不仅将艾美奖、金球奖等收入囊中，也为Netflix带来了大量现金流，可谓是名利双收。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1005、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hbrchinese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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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如何终止办公室流言

约瑟夫·格兰尼（Joseph Grenny）| 文

IG_Wen | 译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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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
 是一家鼎鼎有名的技术公司的CEO。每周五，他都把团队成员聚集在公司后面的露天庭院，了解公司内外的最新动态。他们聚会的坦诚程度着实让人印象深刻，但最令人难忘的部分是最后的问答“Q&A”环节。这位CEO要求员工给自己提一些尖锐棘手的问题。

在最近一个周五，临近会议结束，肯点到一位举手的员工，员工说道：“肯，当我加入这家公司的时候就得知你希望创建一个坦率的文化环境。因此我想告诉你本公司一位高管曾与我和在座其他好多人多次发电子邮件联络。在邮件里，他表现得像一个十足的混蛋。他侮辱别人，傲慢又凶狠。所以我有三个问题想问到你：1）你知道这件事情吗？2）你在乎吗？3）你想怎么处理？”

这样的Q&A环节的确让人倒吸一口冷气。不仅因为涉及的问题敏感程度非同寻常，更因为通常在大多数的组织中，能够做出决策、改变现状的领导者往往被严防死守在八卦墙外。当然，我不是说在无数同事面前严厉责难某人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我想表达的是，通过努力将问题展露在大家面前总比集体八卦推卸责任更可取。

首先，我们来谈谈八卦发生的原因。无风不起浪，人们谈论肯定事出有因。事实上，八卦涵盖三层需求：信息上的、情感上的和人际关系上的。

1．对于不相信正规渠道的人而言，八卦是宝贵的信息来源。“据说新设备的测试基金没有通过审批。”

2．八卦有时候会充当排解愤怒和沮丧的工具。“切特让我在今天的项目回顾中像个傻瓜，我觉得十分丢脸。”

3．当我们面临人际关系争端时候，八卦是间接应对的方式。“我听说布雷特在今天的计划会议中抨击了你我的资金要求，我想我们也必要急着处理他的请求。”

在不健康的社交体系中，八卦是达成这些目地的有效途径。由于缺乏信任，人们加入到八卦中。当我们不信任正式渠道的时候，我们会成为八卦的接收者，我们向信任的朋友求助而非陌生的管理者。当我们无法直接说出敏感话题的时候，我们变成八卦的传播者，我们向身边的人抱怨，而不是直接面对那些冒犯我们的人。

八卦的问题是它助长了形成它的这种不良环境。它有害是因为它建立于自我实现预言之上——我们对待他人或自己的预想会影响到自己的行为，并最终导致其自我评价与预想一致。

随着时间的流逝，八卦削弱了意志。就像所有的缓和剂一样，它缓解了问题却并没能解决问题。无风险地抱怨问题的确暂时将我们从解决问题的责任中分散出来。可是它也麻痹了我们解决复杂人际问题的能力。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家科技公司的管理者认为：八卦不是一个问题，而是缺乏信任和效率的症状。他们总结出以下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1 不允许

停止八卦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允许，阻止其传播。八卦的人在八卦的时候，哪怕仅仅在听，也是对流言传播者的鼓励。要想停止它，就要公共场合公开流言。在这家技术公司，员工知道八卦是有风险的，因为他们有可能被点名解决流言。

最近，一些员工发现有很多人在使用一个叫“秘密”的第三方app，这个app让大家可以匿名分享信息，抱怨同事和公司政策。当员工辨认出这些同事的抱怨时，老员工会点出那些抱怨却不能直接面对问题的员工。他们甚至在App公布他们的名字和联系信息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2 用其他方式建立信任

管理者也可以通过削减需求来降低八卦的出现的可能。他们可以增加提问的机会。全体员工会议只是一个例子。技术公司还有内部社交网络平台，在其他一些场合可能会很敏感的话题在这里可以坦诚开放地讨论。

例如，当经营管理层宣布最近的一项数十亿美元的收购时，一些员工就会嘟囔。星期一早上的决策会议在所有的公司都很普遍，但是在这家公司，周一早会议是大家公开进行讨论，而且肯也参与了。一个员工跳出来说：“怎么回事？我们已经有一个做同样业务但赚得更多的部门了吗？”公开提出了担忧而非背后八卦，因为在这里员工可以通过可信的渠道进行讨论。

3 培养沟通技能

八卦是一种能力的不足——表达不同意见和情绪的能力。克服它的方法就是用新的技能替代它。公司希望在员工报到第一天就培养直接表达意见的能力。在新员工到流程中，员工被问及他们在其他公司讨厌的行径。名单第一条往往就是八卦和办公室政治。管理者利用这个时刻带领员工讨论，给员工提供表达不同意见的方法技巧和策略，并且鼓励员工通过使用这些方法创造他们想要的工作文化。

当那位技术公司的员工对肯说完，全场抱以热烈的掌声。她最后得到了奖励，因为她选择透明的沟通。每位在场的员工都了解到了这个信息：“在这家公司，有事公开说。”

面对开头的三个问题，CEO肯回答说：“首先，我不知道你说的问题。其次，我很关心。最后，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做。我需要更多信息，你现在方便聊下吗？”

八卦不是问题而是症状。当重要的管理者开始去制止它，通过健康的交流渠道，建立信任并且培养员工公开交流的技能，这个症状就会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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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格兰尼是四次获得《纽约时代周刊》畅销书的作者、主题演讲家、还是经营业绩的主要社交科学家。译文由译言网网友IG_We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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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好创意被公司扭曲

乔恩·坎佩尔（Jon Campbell）| 文

齐菁 | 译　安健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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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小的时候可能也玩儿过“电话”游戏。同学们在教室里围坐成一圈，老师在身边的第一个小朋友的耳旁说一句悄悄话，然后他传给下一个人，然后下一个人传给下下一个。就这样一个个地传到最后一个人的耳朵里。我们会发现，最后一位小朋友说出的句子总是和最初的相差甚远。这也是这个游戏的乐趣之所在。

原意的扭曲源于一种叫做“累计误差”的概念。组织在进行创新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遭遇。每当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时，原本的创意总是不经意间在执行过程中流失或演变。这也是“累积误差”在作怪。一个新的创意产生了，在执行的时候它会从一个部门传达到另外一个部门。这和我们在玩“电话”游戏时的经历如出一辙。个人来负责听取、传达和分享一句话，然后在传达过程中总是会一点儿一点儿地改变原句。这种过程就像是生产流水线，当它重复生产已有产品时会非常高效。但是，如果想要发展点什么新产品，这样僵硬的线性流程就会摇摇欲坠，因为没有什么先例可以参考。

商业案例做好了？好的，传递下去。产品说明书出来了？我有了，下一个。IT技术整合？正在做。这样的例子在法律合规、培训和营销中比比皆是。

虽然有时也会有倒回去看和检查的步骤，但这一般只发生在你的部门之前和之后的部门，并不会有全局或者“整条流水线”的检查。因此，最终的结果就是公司高效率地执行了错误的想法。

在执行中错失良机就是因为最初的创意并没有保存下来。每一个涉及的“部门专家”都会不可避免地进行再次编辑，添加或者删减一些特征和语言，直到他们觉得这个创意足够引人注目。于是乎，创意的原型就这样一次一次地被动摇，直至最后面目全非。

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其实非常直接，最需要的只不过是大量的结构调整。抛弃原来流水线，建立一种新的团队结构，以保证以顾客为中心的想法能够最终实现。

根据我多年培训不同地点不同行业的客户的经验，我发现能够成功将创意原汁原味地呈现在顾客面前的执行团队具有以下4个共同特征：

1．它要有一个紧密的核心团队。

保留核心创意的第一步是创建一个多职能的执行团队，把他们集中在同一个办公地点，让他们紧密合作直到试验品或者最初的可行作品发布。执行团队的大小要根据创意的大小来定，但是一般来说，最高效的团队拥有5到9名队员就足够了。团队越庞大，越难以快速地聚合和沟通（还记得在幼儿园玩电话游戏时你要等多久才能等到你旁边的人在你耳边说悄悄话）。和软件的研发团队相似，这样的团队模型会有利于实时合作和快速决策。

2．在整个执行过程中，他们一直代表着客户的需求和价值主张。

确保你的团队里有一人来自客户需求研究团队。在整个创意执行过程中，他始终扮演着客户的角色，代表着客户的声音。他们的任务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发现、识别、证明那些“毫无商量余地”的部分，像防护栏一般地确保创意在讨论中原意不会被受到破坏和歪曲。

曾经和我们一起工作过的一个保险公司的创意执行团队，他们囊括了几位参与过最初的客户调查和创意建设阶段的成员在团队里。正是这几位成员，他们拥护客户需求，确保原创意的完整性，并且最终能跟终端用户产生共鸣。在改变产品名称造成对原创意的阻拦时，这些客户拥护者能够通过添加简短的描述将产品名称和原创意结合起来，保证吸引客户的效果。但是，他们坚持的也有可能是客户的随机反馈。因此，专用客户反馈中心的支持对于客户调查是至关重要的，也是需要被保护的。

3．他们使用讲故事的方法保证决策者充分了解整个流程。

领导者、决策者和相关领域专家需要了解这些面向客户的决定背后的原因。这样在试运行的时候他们才能确保原创意中正确的元素被保留下来。书面材料虽然很有帮助，但是它们数量太大，高层决策者很少能够完整地阅读。相反，创新执行团队需要做的是让高层决策者简单地“穿上客户的鞋子”。

比如说，在我们和假日酒店(Holiday Inn)合作的改善他们酒店大厅体验的项目中，我们与我们全球的执行团队合作，为项目高管和赞助商提供了全套的体验之旅。让他们从客户的角度亲自体验并且检验整个的改造创意。这就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了客户所谓的“毫无商量余地”的部分。

4．他们根据创意原型工作，而非模糊的、抽象的数字类工具。

大多数时候，传统的流水线执行过程是依靠文件资料来讨论、分享信息和取得进展的。这些工具其实在代表设计方案、基本原理的能力上比创意原型差了许多。不论是一个写满了购物体验的故事板，一个3D打印的消费品模型，或者一个可点击的PDF电子版产品等等，这些产品化的东西能让所有的项目参与者从中获益。

核心团队应该着力一起打造这样一个创意原型。这就迫使他们可以充分地讨论他们关于创意建议的价值，深刻理解创意的内在核心含义，然后决定保存什么，删除什么。一旦完成，这个创意原型就从此作为客户测试的激励点，它经过精细打磨的版本最终也会作为发布产品时一套兼具细节和经验的评估体系。这个原型包含的细节上的选择和决策，可以激励在不偏离创意本身的情况下相关专家在各自关注点进行反复地、积极地讨论。这是Excel表格和几张简单的PowerPoint所做不到的。

小时候“电话”游戏之所以有趣，就是因为最终的结果和最初的想法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这样的惊喜对于业务而言一点儿都不好玩。做生意需要的不是“累积误差”，而是使用上述4条原则来贯彻执行创意。这样当你有新产品面世的时候，你能确保它就是你的客户所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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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恩坎佩尔是全球化创新设计咨询公司Continuum策略总监和服务设计领导力团队成员，该公司在波士顿、洛杉矶、米兰、首尔和上海都设有分部。乔恩主管创新能力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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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绝非“颠覆式创新”！

TESLA'S NOT AS DISRUPTIVE AS YOU MIGHT THINK

刘铮筝 | 译　安健 | 校　万艳 | 编辑










特斯拉只是克里斯坦森所定义的典型的“持续性创新”。



如果有一天电动车市场能达到数百万的用户需求，研究者认为，大众、丰田和其他公司将以相对较快的速度颠覆电动车行业。


20
 14年秋，一位投资者委婉地向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了质疑。克里斯坦森以颠覆式创新理论闻名于世，该理论描述了公司如何自下而上创新，从初步引进基础产品，有计划改善产品，直到产品符合大多数客户的需求，且价格变得低廉为止。

这位投资者是电动车公司特斯拉的股东，他言下之意是，特斯拉创始人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在创造一种新形式的颠覆式创新：先打造高端产品，然后自上而下颠覆市场。在公司发展10年间，特斯拉只制造了5.95万部车，平均每部成本在10万美元以上。但该公司计划在2015年推出标价7万美元的车型，在2017年推出3.5万美元的车型。马斯克对他的目标直言不讳：制造可以量产的低价电动车，取代汽车。

克里斯坦森喜爱这种挑战性的问题，他认为改善一个理论的最佳方式就是研究特例。他委派研究助理汤姆巴特曼（Tom Bartman）和哈佛商学院增长与创新论坛的同事对特斯拉进行了深入研究，以确定特斯拉是否自上而下颠覆的先行者，此外他们还研究了其他可能颠覆全球汽车市场的公司。

目前，检验这一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2015年是颠覆式创新理论问世20周年。自1995年《哈佛商业评论》首发文章介绍该理论以来，“颠覆式创新”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同时也成了一个时髦的新名词，以至于出现了将之误用到名不符实的公司头上的情况。去年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克里斯坦森回应了《纽约客》杂志对他著作的批评：“从创业家到大学生，颠覆式创新现在已经被广泛滥用了。”

为了调查，巴特曼的团队发布了用来评估颠覆式创新的5个问题。第一，该产品是否以“过度服务”的顾客为目标（价格更低但性能也稍逊一筹），或者是否开创了新市场（以那些负担不起现有产品的顾客为目标）？第二，该产品是否产生了“不对称动机”，意即随着时间推移，在颠覆者有动力进入性能更佳的细分市场时，该市场现有参与者是否有动力与颠覆者竞争？第三，该产品能否迅速改善性能，在满足顾客期待的同时，继续保持低廉价格。第四，该产品是否创造出了新价值网络，包括销售渠道？第五，该产品是否颠覆了所有现有产品，或者在现有参与者中，是否有人能发掘同样的机遇？

巴特曼以这些问题为依据一一审视特斯拉。显然，特斯拉并非颠覆者，而是克里斯坦森所定义的典型的“持续性创新”，即不断以更高价格提供更佳性能的产品。特斯拉电动车并非基础款产品，其定价与宝马和奔驰位于同一档次。

特斯拉的定位问题对现有车企、车企供应商以及投资者十分重要。“如果特斯拉遵循颠覆式创新战略，根据理论推测，未来不会出现与特斯拉的激烈竞争，”巴特曼说，“但因为特斯拉是持续性创新，根据理论推测，特斯拉会出现竞争对手。我们的分析说明，只有当特斯拉的客户群扩大到目前的利基市场之外，让更多人更喜爱选择电动车而非汽油车。而一旦特斯拉开始经营更多款式（比如SUV）以及更廉价的电动车，竞争将会日趋激烈。”

试想，2014年，美国的1650万辆车中，只有119710辆是电动车，市场份额仅为0.7%。现有车企之所以尚未聚焦电动车，不是因为它们不了解电动车，而是因为电动车的需求实在太小。特斯拉寄希望于人们对电动车的改观。如果天平由汽油车倾斜到电动车，巴特曼相信，大众、丰田和其他车企会相对迅速转而生产电动车。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斯拉无法继续在利基市场中盈利。巴特曼说：“特斯拉是很棒的车。”尽管调低成本构成是一大挑战，但特斯拉仍有可能向低价市场扩展。不过，如果特斯拉的目标是占有电动车市场，或是颠覆现有的全球汽车巨头，“那么按目前战略走下去将十分艰难”。巴特曼说。

如果颠覆汽车业的不是特斯拉，还能有谁？巴特曼的研究指向了“近邻小汽车（neighborhood electric vehicle）”——一种酷似加强版低速高尔夫球车的交通工具。NEV的用途包括大学校园保安巡逻、退休老人社区间的短途运输和城际物流等。NEV价格便宜，只需几千美元，而且操作简单、停车也很方便。NEV的制造商已经基于传统产品增添其他功能。“颠覆理论的精髓在于，颠覆者能更好地迎合老用户的需求，然后随时改进。”巴特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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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发报纸的雇工当中，加薪对工人表现没有影响，除非这些工人觉得初始工资太低，加薪会令这些人的工作表现提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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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薪酬和表现激励：来自选择实验和现场实验的联合证据》（FAIR WAGES AND EFFORT PROVISION: COMBINING EVIDENCE FROM A CHOICE EXPERIMENT AND A FIELD EXPERIMENT）

作者是爱伦·科恩、埃尼斯特·费拉尔和洛伦佐·古埃特。







前沿 Idea Watch



理念回归实践

“一场重大颠覆即将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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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雪地机动车和全地形机动车（all-terrain vehicles）制造商北极星公司（Polaris），收购了克莱斯勒的一家小型分公司“全球电动汽车（Global Electric Motorcars）”。全球电动汽车公司生产电池驱动的NEV。尽管NEV时速小于35英里（约合56公里），而且缺乏很多汽车的功能，但还是赚取到了足以颠覆汽车市场的份额。近日HBR采访了北极星公司的总裁兼CEO斯科特韦恩（Scott Wine），摘录如下：




HBR：为何决定收购GEM？


韦恩：我们很高兴看到，作为一家规模相对较小的公司，GEM在电动车领域创出了品牌。它们的创新颇具实用性，而且款式也很独特，再加上我们的研发、分销和制造能力，这会是一个不错的市场拓展机会。




美国的NEV市场缺口大吗？


我父亲住在弗吉尼亚州一个小镇，我岳父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太阳城。他们随时都开NEV。在大多数城镇上，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驾驶NEV。我们认为NEV的市场潜力非常大。




NEV在高端市场上能走多远？


多数同类车款的市场充斥着高尔夫球车，这些车辆从高尔夫球场退役后，再被当地的车行转售。我们对这些高尔夫球车进行了实用的升级，改进了制动系统和操作系统，还添加了立体声系统和暖风。我们尚未讨论未来的产品计划，但已有600多名工程师在对产品进行规划。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推出新车型时，可能正是验证克里斯坦森理论的时刻。一场重大颠覆即将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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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特斯拉CEO马斯克：

不定位，只做最好产品

刘铮筝 | 文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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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的风口浪尖，马斯克仍然对自家产品表现出极度自信，他认为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下滑是暂时的，其技术优势和产品价值，令马斯克对品牌营销理念嗤之以鼻。






特
 斯拉电动车自2008年问世以来，一直以创新颠覆者的形象赢得全球声誉，其一举一动备受关注。但在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的研究助理巴特曼看来，特斯拉不过是持续性创新，对此特斯拉中国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不予置评。好在3月27日，《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在北京专访了特斯拉的CEO埃隆马斯克，直接追问了有关其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等问题。

2014年对马斯克并非好年份，2月份公布的特斯拉2014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其季度净亏损1.076亿美元，去年全年未达到销售预期。在马斯克寄予厚望的中国市场，特斯拉的销售业绩和团队协作亦出现重要变局。面对新的风口浪尖，马斯克仍然对自家产品表现出极度自信，他认为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下滑是暂时的，其技术优势和产品价值，令马斯克对品牌营销理念嗤之以鼻。当天下午，因为马斯克访华日程临时有变，我们的采访比原计划缩短了半小时。43岁的马斯克一身黑色西服，对所有问题有问必答，快速、简洁。



营销只是噱头


HBR中文版：
 2月份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下降了45％，你怎么看？


马斯克：
 影响月销量的变量有很多，比如每月的发货量，注册车牌数量，尤其是中国春节期间人们通常不会提车，我期待未来在中国能看到更好的业绩。我希望人们能注意到，Tesla的销量一直增加很快，中国和日本市场出现的一些问题只是短期的，Tesla在其他地方的表现都相当不错。




HBR中文版：
 Tesla在中国被描述为4个轮子上的智能手机，而你对特斯拉的市场定位是豪华车吗？为什么会改变定位，第一种描述似乎更酷一些？


马斯克：
 我们没有改变定位，那些只是人们的解读。我的定位就是，model S是世上最好的车，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不同独立测评机构的确认，比如美国最广泛和严格的测评机构《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两年一度对美国市面所有车型进行测评，特斯拉有史以来得分最高，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购买特斯拉的原因，如果你想要最好的车，去买model S，如果你想要糟糕的车，去买别的车。




HBR中文版：
 那你怎么定位特斯拉公司呢？汽车公司还是高科技创新公司？


马斯克：
 我们不定位，只做最好的产品。我讨厌品牌，品牌站不住脚。我也不喜欢营销，因为营销有很多花招，营销试图将产品和其他无关的、吸引人的东西建立关联。如果产品本身已足够吸引人，就不需要别的花俏东西。



特斯拉尚无敌手


HBR中文版：
 如今BMW、大众等大公司也增大了对电动车研发的投入，它们会不会对你构成威胁？


马斯克：
 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消息，更不要提苹果公司了。但你知道它们的产量吗？它们生产多少电动车？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只是说说并不代表什么，它们的电动车产量最能说明问题。

和汽油车、柴油车相比，电动车的数量是多少？远少于1％。目前马路上疾驰的汽车约有20亿辆，即使明天新出厂的车100%都是电动车，还需要20年才能改变格局，所以电动车的未来任重道远，除非企业真正下决心发展电动车才行。

媒体发布消息和真正投产是两码事。因此在庆祝听到如此多有关电动车的消息前，我想更重要的是关注路上到底有多少电动车——几乎为零。




HBR中文版：
 丰田也推出了氢燃料车Mirai，看起来也不错。


马斯克：
 我对你的看法不敢苟同。氢燃料车在可持续环保和能效上都远远不及Tesla。




HBR中文版：
 特斯拉电动车技术已经开源，如果无人驾驶技术成功，是否也考虑开放该技术源代码？


马斯克：
 我们目前还没有在研究无人驾驶技术，如果完成，有可能考虑开源。



小心技术异化


HBR中文版：
 你的移民火星计划有具体日程了吗？


马斯克：
 预计在10年内，我们会将第一个人送上火星。之后，建立能自给自足的城市大概还需要50年的时间。




HBR中文版：
 技术有善恶之分吗？之前有报道说，你认为人类有可能被机器人消灭或取代。


马斯克：
 我们应该小心，否则我们有可能变成机器人的宠物猫。




HBR中文版：
 你说过“最有意义的事是提高全人类智商”？如何做到呢？


马斯克：
 我的原话是：我最有意义的目标是，让全人类更受启迪（enlightened）。随着我们更了解宇宙和空间本质，我们会更受启迪。




HBR中文版：
 你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


马斯克：
 平衡工作与生活确实很重要，我希望这个周末能有更多时间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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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观看马斯克的视频采访，请登录

http://www.hbrchina.org/2015-04-01/28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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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铮筝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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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招聘启事不等于用工数





经济学家有时会利用在线招聘启事来衡量就业需求，但有时这些数据并不是衡量就业需求的可靠指标。

原因何在？首先，高科技领域员工和其他工作领域的白领相比，更倾向于在网上寻找工作岗位。毕竟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在网上办公，因此雇主更倾向于在网上发布招揽这些雇员的招聘启事，并经常将同一个岗位的招聘启事发布很多次。此外，当招聘网站提供折扣时，公司会不顾对雇员数量的要求，一窝蜂地在网站上发布招聘启事。

经济政策研究公司（Econimic Modeling Specialists Intl.，简称EMSI）负责追踪这些数据。EMSI的员工克里斯阿伯利（Chris Aberle）称，尽管从美国整体来看，差异有所缩小，但利用招聘启事来理解特定种类或领域的工作需求并不准确。“这个数据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比传统的就业市场数据更易于理解，”他表示，“但参考该数据的风险的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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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EM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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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项对23.1万种产品的研究，零售店结帐时约有4%的扫描价格是错误的，几乎超出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允许范围的一倍。

《扫描价格的准确度》（THE ACCURACY OF SCANNED PRICES），作者是大卫·哈德斯蒂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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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抑制强势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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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物世界里有个惯例：黑猩猩首领通常对群体中地位在自己之下，但可能会危及自己权威的健壮成员具有敌意，而且首领还会分化自己的下属，以免它们结成同盟。

新研究表明，人类中一些老板的做法和黑猩猩首领的做法异曲同工。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夏琳凯思（Charleen Case）和乔曼纳（Jon Maner）对大学生进行研究，找出其中喜欢发号施令的人。他们的研究显示，当这些弄权者认为他们的地位可能不保时，会试图阻止那些能力强的“下属”互相结盟和开展合作。例如，弄权者在安排座位时，会把那些能力最强的人与其他人孤立开。这么做的目的在于阻止这些人获得有利于取得成功的同侪交流，尽管他们可能在安排座位时，已经被告知，下属之间的合作有利于集体表现。

这些研究结果尤其适用于那些“支配欲强”和“没有安全感”的管理者，或者说，适用于那些下属有足够能力取代他们的领导者。但这些研究结果具有更强的普适性。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半数管理者都有支配欲，即便他们的动力来自其他因素，比如对认同感的需要。而且即便不是所有领导都如此，对自己地位没有安全感的领导也不在少数。

公司可以采取几大措施，抑制管理者如黑猩猩首领般的返祖趋势。首先，公司可以加强问责制。在曼纳的研究中，领导者的行动只有研究者和领导本人心知肚明；对管理者的上级、同侪和下属挑明发生的一切，可以有效制衡管理者。第二，公司应在下属间建立沟通机制，比如组织站立会议（standing meeting）等。

第三，由于在与其他团队竞争时，占有欲再强的领导也会施展聪明才智，一致对外，公司可以促进团队之间的良性竞争。毕竟，对团队凝聚力杀伤力最大的是让管理者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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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各个击破：何时何因领导者会自毁团队凝聚力》（Divide and Conquer: When and Why Leader Undermine the Cohesive Fabric of Their Group），作者是夏琳凯思和乔曼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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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对美国和德国的慰问卡调查显示，美国每张卡片平均含有2.9个负面含义的词汇，而德国卡片含有7.3个。这意味着美国文化鼓励人们在面对悲剧时要更积极一些。

《聚焦负能量：表达同情中的文化差异》（FOCUSING ON THE NEGATIV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EXPRESSIONS OF SYMPATHY），作者是布莱特·霍姆和珍妮·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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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

奖金确实能激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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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管大多数公司都用奖金来激励员工，但研究早已表明，当涉及创造性、概念性工作和创新时，外在奖励并非特别有效。事实上，外在奖励甚至有可能削弱内在动力。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认为，在21世纪的工作中，内在动力是最重要的东西（参见他2009年的畅销书：《驱动力：鼓励我们的惊人真相》(Drive: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What Motivates Us
 )）。

一项新调查阐明了奖金如何以及在何时能促进员工表现。2010年，一个亚洲大型IT服务公司随机指派了19个团队（大概共1.14万名员工）作为实验组或对照组。在13个月里，实验组成员的创意如果被采纳并实施就会获得积分奖励。如果客户认为他们的创意很好，员工将获得追加积分（这些积分能在网络商店进行兑换）。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提交过程都没有改变。所有职员通过公司内网提交创意，公司内网能够监管审查这些创意，并可以提供一个面板让高级管理人员决定跟客户分享哪个创意。公司会落实那些为客户所接受的创意，并对结果进行跟踪。

实验结果表明，提供奖励能促使更多人贡献自己的创意，但是平均每个人都提交了数量更少但质量更精的创意。研究人员由此发现“动机挤出效应”（意即外来激励因素会破坏原有的内在驱动力）并不是每个员工提交创意数量减少的真正根源。相反，有规划的激励措施能让人们专心想出更好的创意。

实验还表明，比起其他创意，那些由更多人合作形成的创意更有可能被客户分享并批准实施。这一发现强调了团队合作的好处。甚至在实验结束后，那些实验组成员依旧提交了高品质的创意。

“这个问题经常被误解，”研究人员之一麦克尔吉布斯（Michael Gibbs）说，“如果奖励错误的结果或行为，奖励容易破坏内在驱动力，包括创造力。但如果奖励正确的产出或行为，就肯定能增强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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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一个关于激励员工创意的现场实验”，此项调查由麦克尔吉布斯（Michael Gibbs）、苏珊娜内克尔曼（Susanne Neckermann）和克里斯托夫斯莫罗斯（Christoph Siemroth）共同进行。

[image: ]

旧档重提

“朝着丈夫制定的目标努力是妻子的责任，这意味着接受甚至鼓励丈夫出差、加班，以及全家要围着他的职业转。”

《成功高管背后的成功妻子》（SUCCESSFUL WIVES OF SUCCESSFUL EXECUTIVES，《哈佛商业评论》1956年3-4月合刊）， 作者是洛伊德·华纳和詹姆斯·阿贝格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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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逼员工健身了！

CORPORATE WELLNESS PROGRAMS MAKE US UNWELL

史考特·贝瑞纳托（Scott Berinato）| 访

时青靖 | 译　刘筱薇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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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伦敦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安德里·斯皮瑟（Andre Spicer）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分析了公司采用的健康计划。（这项分析刊登于他近期出版的《健康综合症》(The Wellness Syndrome
 )一书，合著者为卡尔·赛德斯卓(Carl Cederstrom)）。根据分析，他总结出公司的健康计划带来的不仅是低投资回报率，实际上还适得其反，导致许多员工身体状态不大如前，工作焦虑感也日益加重。




挑战：
 所谓的“乐趣奔跑”和节食计划真的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斯皮瑟教授，捍卫你的研究吧！







斯皮瑟：
 经过我们的分析研究，我和合著者卡尔都对健康计划不起作用感到难以置信。一些研究，尤其是兰德公司发起的研究表明，取得一般成效已是最好结果。以减重计划为例，只有一小部分参与者能够坚持，而且即便如此，最终的减重效果平均下来也不过区区1公斤。

很多计划似乎都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让我始料不及。这些健康计划让员工产生内疚感和焦虑感。我们分析研究中的一项规模较大的健康计划致使一些原本在稳定、健康工作环境下，快乐工作的员工陷入了生怕丢掉工作的不安。这个计划似乎让他们觉得，对他们的上司来说，他们还不够优秀，而且在他们看来，如果做了一些诸如抽烟之类的举动，公司会质疑他们是否符合受雇条件。




HBR：
 这种计划听起来危机暗伏。

不仅如此，翻阅道德心理文献，我们发现人们是通过一些健康特征，比如体重，来评价他人的。这并不奇怪，但是引起我注意的是，对某人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厌恶往往最终会演变成更深层的抵触。如果人们注意到你有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会认为你不是一名合格雇员。比如说，当人们注意到你的午餐过于丰盛，他们可能会认为你很懒，并且工作效率较低。




这么说健康计划不仅是无效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


某些情况下的确如此。在一些强度比较大的健康计划中，我们发现员工在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上投入了很多精力。有时候这意味着他们做主要工作的时间减少。更为常见的是，员工会耗费个人时间完成这些健康计划。工作和锻炼占据了他们大部分时间，几乎没时间做别的事情。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健康计划上投入这么多资金呢？


有许多原因。一个简单的解释是，这些计划正被大肆宣传。将健康计划这个理念灌输给各大公司的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另一个原因是，总的来说，我们相信这个健康理念。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在一个宗教信仰式微的社会里，健康计划填补了宗教留下的空白。公司之所以会大力推崇健康计划是因为这个理念符合一个共同认知，那就是，身体健康的人，工作成效也比较高。




是这样吗？


很显然，如果一个人身体不适，他的工作成效可能不会很高，这取决于工作性质以及所患疾病类型。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一个人的领导力、优秀的管理能力以及工作效率与超级健康的身体状况有什么关联。而健康计划是如何发展并推广的，这也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领域在过去20年发生了巨大转变。对健康计划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严格。合理的体重范围不再是超级健康的标准。

公共卫生政策专家告诉我们，政府和公司为塑造健康员工形象，选用的推广代言人都是些极端好形象，诸如超级健康的跑步者和身材苗条、肌肉发达的人，而不是那些形象“普通”的人。怎么会这样？相对健康的人会感觉他们是不合格的。他们看到那些形象代言人会说：“我是达不到那个标准的。”然后他们就会选择放弃。

与此同时，超级健康阶层诞生了。他们成为完美身材的标准，并批判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营造出健身与工作能力之间有联系的一种假象。实验结果显示，一位体重超重的求职者相对于一位标准体重的求职者来说，不太容易得到正面评价，即便他们的履历完全相同。




那些人！


过度追求健康带来的伤害是双向的。超级健康的人会变得痴迷于健身，因为他们害怕一旦疏于努力就会沦为不健康群体。对他们来说，健康体魄就是职业成功的指标。




那些成功商业人士的身体都更健康吗？


他们希望你认为他们是这样的。我偶然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在过去20年里，在简历里提到他们身体状况的CEO人数呈大幅增长趋势。他们似乎认为如果你想成为一名领导者，就要展示出健康的体魄。CEO加入马拉松比赛的人数比过去提高了一倍。




你是说，他们开始跑马拉松比赛了。


也许吧。毫无疑问，他们越来越坚信，这是向世界展示他们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他们可能希望手下员工也认同这点。




这太让人无法忍受了。我身体柔弱无力，但是我自认为是一名好员工！


我也认同目前的这些健康计划有压迫性。这是一种优势群体占领99%的资源的现象。道德判断并不是基于客观依据作出的。积极参与健康计划的人，反而是那些身体状况好的人，一如会吃新鲜食品的人更多地是那些常吃大量新鲜食物的人。我们从研究中发现，健康计划为那些高层员工提供了更多机会，然而那些往往能从中受益最多的初级职位员工和合同工却常常无法企及。




穿戴式科技会增强健康计划的压迫性吗？


这点很奇怪。人们会对“老大哥”（Big Brother）式的监控感到不安，而我们却花钱让别人来监视我们。我们花费上百元买罪犯被迫戴上的追踪手环。如果你自愿这么做，它对你的健康又有帮助，这可以说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公司想要强制使用这项技术，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因为它完全打破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线。突然间，我在闲暇时间是否去慢跑变成了公司追踪的事情。这的确是个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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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该如何合理推进公司健康计划？


我不是要完全推翻健康计划，这点我必须要说明。试着自问一下，“我们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正在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首先，雇主须要问，我们真的需要健康计划吗？在某些情况下它是好的，只是提供健身设施之类的器材就足够了。再者，雇主应该对健康计划所能达成的目标现实一些。他们往往以为，健康计划会让公司内每个人都成功戒烟。这类不现实的目标最终会适得其反。

再次，你必须要有界限概念。利用科技手段监视员工工作之外的行为的确是个问题，而且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工作占据员工个人时间越多，员工工作效率就越低。最后，寻找那些能带来大变化的小改变。人们常常去投资诸如跑步机办公桌之类的设备，其实给员工提供多一些自然光、新鲜空气和新鲜水果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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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领导力

LEADERSHIP ACROSS CULTURES

腾跃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我们都知道运营一家跨国企业会产生多种组织问题，同时，企业也面临很多领导力挑战。跨地区监管企业运营，要求管理者具备丰富的行业知识和专业技术，而弥合文化差异则要求管理者具备很高情商。来自YSC（一家面向跨国企业的心理咨询公司）的格尼克贝恩斯（Gurnek Bains）和他的同事对全球1500名高管进行详细评估，从而判断出他们在各种软、硬技能上的优劣势。贝恩斯还是《文化基因》（Cultural DNA
 ）一书的作者。下面的表格展示了每个地区的领导者具备某项技能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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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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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国企业领导者

提供的建议


	
给不同地区

员工的建议





	
●
 美国
	
承认其他人可能不会像你一样行动导向

不要让你的积极心态看起来像幼稚的乐观主义

培养倾听能力


	
简明扼要表达你的观点，并专注具体事情

记住，美国人重视效率和行动力

保持坦率和开放性





	
●
 中东
	
采取更民主、更具包容性的领导风格

接受不确定性

接受反馈时，不要态度傲慢或存在防御心理


	
将精力投放在建立信任和长期人际关系上

对传统文化与现代事物的关系保持敏感性





	
●
 印度
	
不要过分狭隘地解释自己的角色

考虑“团队优先”

尊重他人意见

不要被流程约束


	
不鼓励个人主义

温和地给出反馈并对反对意见保持耐心

鼓励主动性和质疑





	
●
 拉丁美洲
	
当别人举止正式时，不要感觉遭到拒绝

尽量少用指令型的领导风格

时刻准备给予、接受诚实的反馈


	
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

保证组织结构和流程的紧密性

用温和积极的方式提供困难的反馈





	
●
 撒哈拉以南非洲
	
建立深度的人际关系和更紧密的团队合作

承认组织结构的价值

努力赢得人心


	
用幽默和非正式语言打破彼此间的隔阂

认识到明晰性的价值

在团队建设上投入时间





	
●
 欧洲
	
更加行动导向

面对变化和不确定性时要更具灵活性

运营上应增强灵活性


	
尊重人们渴望被接纳的心理需求

专注于结盟和赢得支持

在执行方面投入更多时间

尊重每个人的地位和决策权





	
●
 中国
	
面对挫折时仍保持积极心态

表达观点和采取行动时要更大胆

具象分析和理论思考一样重要


	
提升个人动力

借助内部人建立人际关系

认识到和谐和平衡的重要性










大思路 The Big Idea




3D打印革命

理查德·达韦尼（Richard D'Aveni）| 文

蒋荟蓉 | 译　安健| 校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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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3D打印即将成为主流，但大部分高管和众多工程师尚未意识到，3D打印技术已然超越了制作样机、快速模具、装饰品和玩具。如今“增材制造”可以生产出安全耐用的产品，以中等数量乃至大批量卖给真正的客户。公司的战略和经营都必须随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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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突破


增材制造，又称3D打印，这项技术已有在产业经济中掀起变革之势。增材制造灵活度极高，不仅能实现方便的商品定制，还能免去组装和仓储，并可让产品得以重新设计进而提高性能。




挑战


管理团队应从以下三个维度重新思考本企业的战略：一、我们提供的产品如何改进，由我们来改进还是留给对手？二、有了制造产品及部件的无数新选择，我们该如何重新配置本公司的运营？三、我们的商业生态系统将会如何演进？




展望


必将出现功能强劲的平台，为增材制造制定标准，并帮助设计方、制造方和运输方交流合作。平台运营的佼佼者将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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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普华永道面向百余个制造业公司开展的一项调查中，3D打印革命初现端倪。当时受调查公司中已有11%转为大批量生产3D打印产品元件。根据高德纳分析师的说法，某项技术采用率达到20%便是“主流”。


20
 14年初PwC公司进行的相关调查已预示3D打印革命的到来，参加调查的100多家制造企业中，有11%已经大规模采用3D打印技术生产配件或产品。根据盖特纳（Gartner）公司的分析，当一种技术的采用比例达到20%时，它就已经成为主流。

如今许多企业开始利用3D打印技术提高生产力，其中有着几个业界巨头的身影：通用电气（GE）用3D打印制造喷气式引擎、医疗器材和家用电器零件，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和波音（Boeing）将其用于航空航天与国防，极光飞行科学公司（Aurora Flight Sciences）运用3D打印制造无人飞行器，隐适美（Invisalign）用于口腔设备生产，谷歌用其制造消费性电子产品，荷兰公司LUXeXcel将其用于LED灯透镜。有鉴于此，麦肯锡最近发布报告称，3D打印“即将从狭窄的利基市场冉冉上升，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成为传统制造业的一个可行替代选项”。2014年工业级3D打印机在美国的销量已达到工业自动化机器总销量的三分之一。部分预测显示，该比例到2020年会上涨到42%。

随着可打印材料的范围逐渐扩大，必然会有更多企业转向3D打印。现在可打印材料除了基本的塑料和感光树脂，还有陶土、水泥、玻璃、多种金属及合金，乃至加入了碳纳米管和纤维的新型热塑性复合材料。踟蹰不前者终将被3D打印的显著经济效益打动。虽然运用新方法和新材料往往使得商品直接成本升高，但增材制造技术（additive manufacturing，是采用材料逐渐累加的方法制造实体零件的技术，相对于传统的材料去除－切削加工技术，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制造方法。近20年来，该技术取得了快速发展，“快速原型制造”、“三D打印”、“实体自由制造”之类各异的叫法分别从不同侧面表达了这一技术的特点——编者注
 ）带来的高度灵活性可以让总成本降低。



革命性转变已然发端，管理者须关注三个层面的战略性问题：

美国助听器行业转为100%增材制造，用时不过500天，这是从业内一位CEO处得来的消息，而且坚持传统制造方法的公司全军覆没。

其一，实体产品销售方须探寻产品改进之法，若不思进取，改进产品的便是竞争对手。将电子“蓝图”下载到打印机，层层打印出成品，这种制造方法不仅为客户定制提供了无限可能，也为更加复杂精细的设计提供了空间。

其二，工业企业必须重新审视公司运营。产品和原件如何、何时、在何处制造？建制怎样的供应链网络最理想？怎样结合新旧生产流程？增材制造带来了无数新的选项。

其三，以3D打印这一新现实为中心开始形成一整套商业生态系统，领导者须考虑这一图景的战略内涵。不少人看到3D打印有潜力将庞大制造业分裂为不计其数的小“制造者”，但这样的预见使他们忽略了另一种更必然、更重要的发展——要让设计师、制造者和货物运输方的活动相互融合衔接，必须建立电子平台。平台运营之初便可实现“即时设计，即时制造”，亦可让人们得以分享并便捷地下载设计师作品。用不了多久，平台就会响应需求的变化，配置上打印机操作和质量管理，并对打印机网络进行实时优化，以及提供产能交换等各项功能。平台提供方若能制定标准，提供一个让这套复杂生态系统得以回应市场需求的环境，那么将会大获成功。这样的平台崛起会影响到所有企业。业内元老与行业新秀之间将会展开明争暗斗，争夺3D打印这一新技术创造出的巨大价值。

以上问题就会引发一系列战略层面的思考，还有另一个问题是，这一切何时发生？以下实例可说明这一切发生的速度之快。我从一位业内CEO处得知，美国助听器行业用时不到500天就转变为100%增材制造，而且坚持传统制造方法的公司全军覆没。等待这一迅速演进的技术完全成熟后再做投资是否明智？按兵不动所要承担的风险是否过高？这些问题有待管理者决断。不同管理者会给出不同答案，但他们一定都明白，现在是进行战略性思考的最佳时机。



增材制造的优势

极光飞行科学公司能够打印出一整架翼幅长达132英尺的无人驾驶飞机，供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的美军使用。

也许很难想象这种技术会取代当今大批量生产的标准生产方式。用传统的注塑加压法一小时能生产几千个小部件，而在技术爱好者的小市场里，亲眼见过3D打印机运行的人们，通常会发现通过层层叠加制造产品慢得出奇。不过，该技术近期的发展正在工业生产条件下迅速改善速度问题。

也许有人忘记了标准化制造速度惊人的原因。之所以能飞快地制造那些小部件，是因为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以部署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第一组生产设备耗资巨大，随后便可依例而行，成本直线下降。

增材制造毫无规模经济效益可言，然而却避免了标准化生产的劣势——缺乏灵活性。生产出的每个组件都是独立制造，因此增材制造具有可以为适应特殊需求，方便进行调整的特性，甚至可以说，其特性是方便改进且可适应多变的时尚潮流。与标准化制造相比，建立增材制造产品体系的初期要容易得多，因为涉及的步骤要少得多。这正是3D打印适于制作单个产品如样机、稀有备件的原因。如今增材制造也逐渐在较大规模的生产中发挥作用。买方可选择各种不同形状、尺寸和颜色组合，而制造方不必为这样的定制付出高昂成本，哪怕订单数量达到批量生产水平也无甚损失。

增材制造的一大优势在于，过去各自成型再行组装的多个零部件如今可以做为一件产品一次性完成。举个简单的例子，3D打印制作的太阳镜质地轻巧，可用不同材料制作镜架的不同配件：镜腿柔软可弯折，托举镜片的鼻托则质地坚硬，且全然无需组装。

打印部件和产品也让设计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比如把钢板内部做成蜂窝状结构，抑或此前无法实现的精妙几何图形。复杂机械元件如相互嵌套的齿轮组将可直接制造，无需组装。增材制造法可用于组合元件，亦可实现精微复杂的内部构造。通用电气航空集团（GE Aviation）转而使用3D打印制造某些引擎的燃料喷嘴。同款的喷嘴一年要生产4.5万余个，人们也许认为传统制造法更适用于这种情况，但3D打印技术可以让过去用20个零件组装而成的喷嘴一次成型。通用集团表示，这将节约75%的制造费用。

增材制造亦可使用多个打印机喷嘴同时处理不同材料。因此光伏设备生产商Optomec及其他公司正在研发可将微型电池和电子线路直接打印在消费性电子设备内部或导电涂料及打印方法。除此之外，增材制造还可用于医疗设备、交通设施、航空航天器材、测量设备和电信基础设施等诸多高精尖领域。

另一极具魅力的特点是可免除组装工作。这使增材制造设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眼下增材制造正处在风口浪尖，美国国防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辛辛那提工具钢公司（Cincinnati Tool Steel）和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联手合作，力求以增材制造法打印出喷气式战斗机内外部的大部分元件，包括机身、机翼、内部结构面板、内置线路和天线，不久后还可打印中央承重结构。它们运用“大面积增材制造”技术，利用计算机控制大型起重架将打印机移动就位，实现了巨大物体的制造。这种方法已获批投入使用，所需组装工作仅仅是将打印完成的用于导航、通讯、武装和电子对抗系统等即插即用式电子模块安装起来。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使用了极光飞行科学公司研发的无人驾驶飞机，机身完全由增材制造打印一体成型，一些飞机翼幅达到131英尺（约合40米）。



3D时代新战略

以上关于增材制造优势的简要讨论表明，各大企业皆对这项技术翘首以待，而该技术又能削减仓储、运输和设备成本，士气魅力倍增。显而易见，各行各业公司管理者都应考虑自己的企业如何在上文提到的三个战略层面进行调适。


产品的重新设计。
 产品战略回答的是商业最基本问题“我们卖什么”。企业须设想如何在增材制造时代更好地服务客户。有哪些以前无法实现的设计和特色如今成为可能？制约因素和运输造成的延迟消除后，哪些方面有了改进空间？

举例来说，在航空航天和汽车领域，3D打印常用于追求效能增益。此前通过减轻重量，喷气式战斗机和汽车的燃料效率得以提高，但这通常以削弱产品结构牢固程度为代价。使用新的增材制造技术可以制造空心部件，让机体和车体变得更轻，从而提升燃料效率，与此同时还能合并内部结构，提高抗拉强度、耐久度和抗冲击强度，此外还可以在产品不同部位按需使用耐高温、耐化学品的新材料。

在其他领域，运用增材制造技术生产更为定制化、演进速度更快的产品，这将影响到对产品营销的方方面面。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换代是剧烈的跨越式的，并需要花费模具成本和安装时间，而3D打印的产品升级换代则是通过打印技术的逐渐变化是渐进式升级。如果产品升级换代的方式发生了转变，那么产品换代的概念也将随之改变，那么新产上市前的宣传攻势自然会发生改变。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增材制造技术利用基于云端的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无须改换设备便可修改或增加产品。产品战略如产品组合与设计将可实现实时修改。变化如此之快，品牌承诺的核心新优势又该如何确定？市场营销部门如何在不减少销量的同时避免品牌走偏？


运营的重新优化。
 运营战略囊括了关于公司如何购买、制造、运输和销售商品全程的所有问题。有了增材制造，答案将大不相同。目标始终是提高运营效率，但实现的途径有很多种。如今考虑使用增材制造技术的公司大半在为更换3D打印设备的时机和能够减少直接成本的设计方案做着锱铢必较的财务分析。倘若这些公司能拓宽分析视野，想想总的制造成本和总开销，就会有更多收获。

省去组装步骤能省下多少钱？按需生产，又能省去仓储费用？变更销售渠道，比如通过能让客户指定各种产品配置的界面直接进行销售，能省下多少渠道费用？当今新旧制造方法共存，制造方有许多选择，必须有所取舍，决定从何种元件或产品入手以何种顺序转向增材制造。

设施选址方面也会产生其他问题。应当靠近哪些客户？与客户的适宜距离？如何像制造产品一样便捷地运输高度定制化产品？打印应当集中在厂房进行，还是分散至经销商、零售店、移动销售点乃至客户所在地的各个打印机？或许这些地点都可以。以上问题的答案会随着汇率、人工费用、打印效率及能力、材料成本、能源成本和运输成本上的变化而随时变化。

产品或部件运输距离短，不仅节省资金，也能节约时间。如果你曾被迫将自己的车留在汽修店等待配件，你就能理解这一点。在汽车制造商中，宝马和本田率先使用增材制造在工厂和经销店加工工程设备和汽车配件，特别是在新金属、复合塑料和碳纤维材料可用作打印材料后，许多设备及配件皆可通过3D打印制造。许多行业分销商都在留意，迫切希望帮助商务客户将这种新的效率转为资本。举例来说，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正在其现有第三方物流业务基础上将机场枢纽仓库转为小型工厂，意在按客户需求制造并运送定制部件，以此取代大规模仓储。如果说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及时仓储管理（即在有需要时才将部件或材料送至厂房——译者注
 ）的世界，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及时”程度达到了多高的水平——欢迎来到即时仓储管理的世界。

的确，高度集成的增材制造有着如此之多的潜在优势，也许业务流程管理将成为最重要的相关能力。一些精于此道的公司会建立专用协调系统，保住自身竞争优势。其他公司会在调整适应的同时，尽力完善大型软件公司制作的标准流程套组。


生态系统的重新配置。
 最后是企业在何处、如何适应更广大商业生态环境的问题。管理者在这个层面面对着“我们是谁”和“我们需要具备什么素质来成为自己”的谜题。有了增材制造，企业可拥有能制造多种产品的打印机，亦可将闲置生产力转让给其他生产不同产品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越发不清晰。设想你的厂房配备了多台打印机，今天生产汽车零部件，明天生产军事装备，后天生产玩具，那么你究竟属于哪个行业？传统的行业边界会变得模糊。管理者需对企业定位保有清晰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做出资产投资或放弃的决定。

或许管理者会发现自己的组织正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演进。企业一旦脱离标准化制造业那种繁杂后勤需求的束缚，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生产力和其他资产的价值，重新思考自身价值如何与其他企业的价值相互补益或相互竞争。




专利临界点

想知道3D打印的未来来得有多快？别只盯着3D打印在制造商中的普及程度，来看看研发者的创新速度吧。

2005年，世界范围内仅有80项与增材制造材料、软件和设备的专利获批，多个国家重复申报的不算在内。至2013年，全球已有约600项不重复的新相关专利获批。

这些专利是由谁研发的？毫无悬念，占据前两名的是Stratasys和3D Systems公司这一对在增材制造业内虎视眈眈的对手，各自手握57和49项专利。在打印方面颇有积淀的Xerox公司也投入了大量资金研发电子元件叠层生产技术，并且与3D Systems结成同盟。此外，松下电器、惠普、3M公司和西门子都拥有多项专利。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3D打印的最大使用方同样也是活跃的创新研发者。医疗器材制造商Therics公司拥有35项专利，位列第四。这些公司深知增材制造能够带来足以胜过竞争对手一筹的重要优势。

值得注意的还有，专利持有者中颇有一些跨界公司。通用电气和IBM都是大型制造公司，现正投资开发可优化其他公司价值链的平台。拥有11项专利的通用电气在建立工业互联网，而拥有19项专利的IBM已推出了“软件定义供应链”（software-defined supply chain）和面向智能制造体系的优化软件。两家公司都定位明确，在增材制造领域扮演相似的角色，并且都被看作身为行业龙头如何从一项极具颠覆性的技术中分一杯羹的范例。



[image: ]






得平台者得天下

在已然成型的新型商业生态系统中占得一席之地，将来必能掌握核心控制力。eBay、IBM、欧特克（Autodesk）、PTC、Materialise、Stratasys和3D Systems公司，这些增材制造业的最大玩家的管理团队都深谙这一点。它们争相研发互联平台，因为它们知道，平台提供方这一角色是自己所能角逐的最大战略目标，花落谁家还未可知。

互联平台是21世纪高度电子化市场的显著特征，增材制造市场也不例外。平台所有者较为强势，因为产品本身会随着时间而变得不那么重要。已有一些公司开始着手搭建契约性质的“打印机农场”，这会促使按需制造产品的有效商业化。就连对于可打印商品最具价值的设计也不能例外，因为设计稿是纯电子版，易于分享，而且3D扫描设施将能够扫描产品获取其设计信息。

在这个平台上，有产品正在生产，有储存的蓝图在不断改进，原材料供应通过平台追踪和购买，客户通过平台下达订单——平台存续对身在其中的每个人而言都利害攸关。这个电子生态系统的管控方则坐享其成，在海量交易中收集有价值的信息并进行销售。他们可以将工作外包给可信赖的团体，或是适时指派给内部人员。他们将在世界各地做打印机生产力和产品设计的交易，通过控制或重新定向“交易流”来影响价格。他们会像商品套利者一样，利用自己单方面从平台上数百万宗交易中得来的信息资助贸易，或是低价买入再高价卖出。

随着市场需求增长而将分散的生产力集中起来，这个责任会落到少数企业头上，而且整个系统要高效运作，就必须有人对其加以强化。看看谷歌、eBay、Match.com网站和亚马逊购物网站的先例，这些网站分属搜索引擎、商品交换平台、品牌销售网站，但它们同时也为增材制造打印机、设计师和设计资源库牵线搭桥。随着市场对交易衍生乃至未来对打印机生产力和设计的需求发展，以后或许还会出现自动化交易。

那么从本质上讲，依托打印机的制造资产所有者将与信息所有者展开竞争，争夺这一商业生态系统产生的利润。权力会在极短时间内从制造方转移到设立品牌平台、制定通用标准以协调和支持系统的大型系统整合方。整合方会开源并将达到较高质量水平的小企业并购或与之联合，以此促进创新。小企业大概可以继续尝试有趣的新方式以在边缘求生，但我们需要大型组织来对尝试进行监督，并协助推动小企业走上可操作、可扩大的方向。




进入3D打印世界的三种途径

未来战略中包括叠层打印技术的制造商必须对路线进行规划。一些企业正走在通往3D打印世界的路上，各自取道却有所不同，分为以下三种。

自上而下

一些企业从高端产品入手，因为它们知道最资深（同时也最敏感于价格）的客户懂得欣赏创新和灵活性。它们会让昂贵的新技术自上而下缓慢渗透各级产品，在此过程中这项技术也逐步成熟，变得不那么昂贵。举例来说，汽车生产商向3D打印转型时倾向于从赛车客户入手，制造一级方程式赛车专用的一次成型部件，而后设法推介高端赛车与豪车的创新版本，等工程师能够纯熟运用增材制造技术时，再把握机会将其引入大众市场汽车部件生产。

自小及大

另一种方法更为低调，先选定某个易于转为增材制造的产品，从该产品元件入手，由简单元件逐渐向复杂元件过渡，让组织员工关于3D打印的知识技能得以逐步发展。此法普遍见于航空航天领域。几家公司选定某个型号，例如F-35喷气式战斗机，从地面支架入手，而后过渡到内部面板和隔断，积累一定经验后再尝试打印外壳。到如今，航空航天领域正在进行运用3D打印制造飞机承重结构的试验。

打好根基

第三种方法是寻找多种产品共用的构成要素以做为3D打印技术的立足点。举例来说，就战斗机进行的设计改良可用于无人驾驶飞机、导弹和卫星，借由这样的跨产品改良使企业上下深入了解增材制造在重量、能耗及灵活性等关键维度上对产品性能的提升作用。



以上方法共通的一点是循序渐进。工程师首先面对的都是有趣的新谜题供他们解答，并未涉及颠覆他们世界观的尚在演进中的新方法、新材料，因此风险和抵触变革的情绪得以最小化。后续每一步中如何维持适度压力，交由更高一级的管理者来把握。在推动变革的过程中，管理者应当倾听反对者关于3D打印不适合某产品或某部件的意见，然后让反对者出力克服困难。保守的人总把3D打印做不到的地方挂在嘴边，而你要多看看3D打印能做到什么。





重演因特网历史

Local Motors汽车公司近日宣布，他们可以在48小时内打印出一整辆漂亮的跑车。这辆跑车若上市销售，定价会在2万美元左右。

看着正在演进中的增材制造革命，我们很难不联想到另一项伟大的变革性技术——因特网。放在因特网的发展历程中，增材制造目前尚处于1995年。那一年因特网被炒得火热，但没有人能预料到经济与生活在之后10年中会因为无线网络、智能手机和云计算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那时几乎没有人预料到基于网络的人工智能和软件系统，能够比人类更好地运营工厂乃至城市基础设施。

增材制造的发展也会带来相似的转变，站在未来回头看看也许是环环相扣，但在今日尚无法估量。生产力极高的新型打印机取代高级技工，使得整个企业乃至整个制造业大国的工业生产中人工减少。在“机器组织”里，人类的作用或许只是为打印机服务。

这样的未来并不遥远。企业一旦涉足增材制造，尝到灵活性的甜头，就会越走越远。材料科学研发出更多可打印材料，更多的制造商和更多的产品必然接踵而至。Local Motors汽车公司近日宣布，他们可以在48小时内打印出一辆漂亮的跑车，包括轮胎、底盘、车身、车顶、车内座位和仪表盘，只不过还没有动力系统。这辆跑车若装好动力系统上市销售，定价会在2万美元左右。3D打印使得设备和材料的生产成本降低，传统制造方式仅存的规模经济优势便随之成为次要因素。

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预测，接下来5年内会出现全自动、速度快、可大批量生产的增材制造体系，用于生产标准化配件亦可节约成本。由于增材制造体系的灵活性，多种产品的定制化、多元化将应运而生，使得传统大规模生产产品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减少。

英明的商业领导者不会坐看形势自行发展。他们能够清楚地预见到，增材制造发展下去将会改变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和运输方式。他们尝试在重新设计制造体系的路上迈出第一步。他们正考虑着要把赌注押在这新生商业生态系统的何处。他们在制定多种分层决策，以期能在在3D打印新世界中为自己的企业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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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决策是最令管理者头痛的问题之一。由于依赖直觉和情绪，忽视逻辑思考和理性分析，人们经常决策失误。本文建议管理者成为优秀的决策设计师，运用决策环境设计提升决策质量。这套高效决策的系统方法由五个基本步骤组成。



[image: ]

核心观点


问题


问“能够怎么做”而非“应该怎么做”，有助于我们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找到第三种可能。




解决方案


重置大脑活动模式难度极大，但管理者可通过改变决策环境来引导个体做出明智决策。




具体步骤


了解决策过程中的系统性错误及影响行为动机的因素；判明问题，分析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否与人的行为有关；诊断具体原因；通过决策环境设计，减少认知偏差和动机不足对决策的影响；对解决方案进行严格测试。






从
 CEO到基层员工，企业中所有人都可能犯错：我们总会低估任务的难度及所需时间，或忽略项目方案中的疏漏，有时甚至错过公司福利。如果当事人转换思维方式，这些错误本可避免；但“重置”大脑活动模式往往难上加难。因此有必要另辟蹊径——通过优化决策机制、营造有利决策环境，来增加明智决策的几率。

为实现这一点，领导者需成为优秀的决策设计师。本文将为管理者介绍一种高效决策的系统方法，这项方法基于行为经济学基本原理，以及作者对咨询、软件、文化娱乐、医疗、制药、制造、银行、零售、食品等行业的广泛研究。

本方法由5个基本步骤组成：1）了解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错误；2）判明人的行为是不是糟糕决策的核心原因；3）找出决策失误的具体原因；4）重新设计决策环境，减少认知偏差的负面作用，增强个体行为动机；5）严格检验解决方案。这套决策设计流程适用于管理中一些难题：人才流失严重、错过最终期限和糟糕战略决策。



行为决策原理：两个系统

行为决策理论和心理学研究者认为，人类主要有两种信息处理和决策模式。其中系统1（System 1）依赖直觉和情感，具有快速、自发的特征。在此模式下，主体通过一系列认知捷径（mental shortcut）自动获得解决方案。系统2（System 2）则要求主体审慎地进行逻辑分析，相比系统1，属于慢速思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一书中普及了这组概念。）

这两种认知模式各有鲜明的优势和劣势。很多情况下，系统1用直觉和经验就可以轻松处理信息、做出正确决策。但认知捷径也可能成为陷阱，因此主体通过系统2进行理性思考，拒绝错误的直觉，修正情绪化、草率的决策。然而，直觉和情绪还是经常逃过理性分析，导致决策失误。（关于系统1和系统2各自的缺陷，请参看本专题第二篇文章《攻克认知偏差》
 (“Outsmart Your Own Biases
 ”)。）

此外，系统1更关注具体、立即可见的结果，使主体难以通过抽象思考看清决策的长期效果。因此，如果过于依赖系统1，即便我们再积极努力，也无助于计划的落实。例如，人人都了解退休储蓄的重要性，但还是有很多人未加入退休金计划。（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TIAA-CREF)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花在选购电视机或筹划生日聚会上的时间，多于花在建立退休金账户上的时间。）

这并不是说系统1对明智决策百无一用。系统1的直觉反应是行为决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假设一项投资决策让你感到害怕，你就该停下来仔细分析风险。系统2则会考量被系统1低估的因素，如该投资的长期战略价值，并做出综合判断。

系统2需调动主体的认知能力，而认知能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无法满足所有决策活动的需求。当认知能力削弱，系统2运转失灵，主体就可能受制于认知偏差和惰性。



判明问题

并非所有行为决策问题都可以用行为经济学工具解决。在使用这些工具前，管理者应判明：


问题的关键是否跟人的行为相关。
 通过改变人们对事件、环境的认知和反应，管理者能够解决某些问题，例如员工士气低落。但行为经济学工具无法解决纯技术难题，如新药研发中的技术瓶颈；只有当要解决的问题与人的行为相关，如研发团队间的知识分享，行为经济学才有用武之地。


人们的行为是否有损自身利益。
 大多数行为经济学工具引导人们自愿改变行为方式。如果能说服人们通过做出不同选择而获益，行为经济学工具将取得最佳效果。


能否找出具体问题。
 为盘活组织，有时需要全局性变革。但更多情况下，复杂的整体问题可被拆解为更易上手解决的具体问题。

举一个实例。美国一家大型零售企业希望在不损害员工福利的前提下削减医疗支出（本文作者之一贝西尔斯与James Choi、David Laibson和Brigitte Madrian对此进行了合作研究）。该企业锁定了一个具体问题：为长期固定用药的员工支付的补贴太高。通过与相关负责人讨论，管理者进一步缩小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将药品发放方式从员工到药店自取改为邮寄。由于药品集中配送成本更低，公司和员工都省了钱。

行为经济学工具能在这个案例中发挥作用（下文将具体介绍该企业使用的方法），是因为满足两个条件：首先，企业能够找到具体问题；其次，人们能够通过改变行为获益——相比统一邮寄，到药店取药不方便、成本高、出错率高，且治疗方案的疏漏不易发现。



诊断原因

决策失误通常有两个原因：行为动机不足和认知偏差。为判断其中哪个原因导致了行为偏误，管理者应问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是否应归咎于惰性和消极行为？如果是，那么原因在于动机不足。第二，采取的措施是否反而将系统性错误引入决策过程？如果是，那么原因在于认知偏差。这两类原因可能同时存在，但有必要先了解清二者的区别。（见后文《商业决策中常见的认知偏差》

 ）

当系统2未能发挥作用时，认知偏差和动机不足的情况经常发生。因此接下来要具体分析，哪些因素导致系统1在权衡各种决策选项时出现偏差，哪些因素导致系统2未能纠正错误。常识能在诊断决策失误中发挥重要作用。管理者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思考：“如果是我会怎么做？为什么？”

在上述零售企业，药品发放方式一开始未能从药店自取转为统一邮寄，主要原因在于员工动机不足。管理层征求意见时，很多人都表示更倾向于邮寄，但仅有6%需长期用药（如调节血脂的他汀类药物）的员工主动签订药品寄送协议。由于惰性的强大力量，人们就是不愿完成打电话、上网报名或邮寄表格这样的简单操作。

业务流程外包公司Wipro的一个事业部Wipro BPO，则面临另一种动机缺失问题：很多新员工入职仅数月后就失去工作动力，继而辞职。为找出原因，本文作者之一吉诺与Daniel Cable和Bradley Staats一同进行了员工访谈，并实地考察员工行为。他们发现，问题出在该部门的新员工培训。培训的目的本是帮助新员工适应公司文化，结果却未能在员工和组织间建立情感纽带，而让员工感到他们和公司之间只是冷冰冰的交易关系。由于投入度不足、缺乏动力，员工更容易被工作中的困难压倒（如对付难缠的客户、适应繁琐的技术语言），很快选择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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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决策中常见的认知偏差

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者发现，很多认知偏差削弱了我们客观分析信息、理智判断和高效决策的能力。下面列出了几类对商业决策尤其有害的认知偏差。

行动导向的认知偏差

过分乐观——对计划的行动过于乐观，高估发生有利事件的可能性，低估不利事件的可能性。

过度自信——高估自身能力优势，对运气和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由此高估自己完成某项任务的能力。

与替代方案评估相关的认知偏差

确认偏差——难以中立客观地搜寻证据，重视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忽视否定性证据。

锚定效应——根据初始信息做决策，无法随环境变化修正认知。

团体思维——为达成共识而忽略合理替代方案。

自我中心——只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忽略信息的不对称，无法考虑一项决策如何影响他人。

与替代方案设计相关的认知偏差

损失厌恶——相比相同数量的收益，损失带来的心理感受更强烈，使风险偏好低于合理水平。

沉没成本效应——在考虑未来行动时过于关注已付出、无法回收的成本。

承诺升级——对于一项明显将失败的计划，考虑到已投入的努力、资金和时间，仍非理性地追加投入。

可控性偏差——高估对事态发展的控制力，对风险估计不足。

稳定性偏差

现状偏差——只要没有外部压力，倾向于维持现状。

即时偏差——高估当下回报，低估长远回报。


（返回阅读原文
 ）






设计解决方案

判明决策失误和行为失当的原因后，管理者可以开始设计解决方案。我们推荐管理者参考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助推》(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一书中提出的助推（nudge）概念和决策环境设计（choice architecture）方法。决策环境设计者通过精心安排信息和决策选项的呈现方式，引导人们做出更优决策。如此，管理者可将员工的行为决策推向有利方向，同时不损害其自主权。

公共政策制定者正加大决策环境设计力度，在税务、医疗、消费者健康和福利、气候变化等方面，引导民众做出更优决策。企业也开始效仿，如谷歌使用决策环境设计方法，引导员工培养健康饮食习惯：谷歌在餐厅取餐盘处提示员工，用大餐盘的人吃得更多，这个简单措施使选择小餐盘的人数增加了50%。

对决策环境稍加调整，就可能以低代价甚至零代价获得显著改进。决策环境设计方法包括调整决策选项排序、改变文字描述方式、重新设计提交决策的方式和流程，以及修改默认选项等。

来看一个经典案例。曾有很长时间，美国企业养老金计划普遍规定，如果员工不主动报名，则默认不参加计划。近年来，有些企业修改了规则，默认员工参与养老金计划。按照新规则，如果员工不主动提出异议，则一定比例的收入（如6%）自动划入养老金账户。本文作者之一贝西尔斯和James Choi、David Laibson和Brigitte Madrian的合作研究发现，在旧规则下，入职一年的员工加入养老金计划的比例仅有50%。在新规则下，养老金计划参与率达到90%甚至更高。在这个例子中，修改默认选项并不涉及具体储蓄投资方案、也未改变员工的动机，而仅仅翻转了同一行为（即员工不主动做出选择）的意义。

相比说服教育或物质激励等传统手段（参见《哈佛商业评论》2009年3月刊《物质激励的反作用》(When Economic Incentives Backfire
 )一文），决策环境设计能更有效优化员工的行为决策。原因在于，人们常常不自觉地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行为，而决策环境设计能够改善这一点。决策环境设计尝试完成一个艰难的任务，即根本上改变人们处理信息和做决定的方式。为挖掘决策环境设计的巨大潜能、优化员工的行为决策，管理者可使用以下工具和方法。



激活系统1。

 当系统1主导认知活动时，情绪和认知偏差常常阻碍明智决策；但如果运用得当，系统1也能起到积极作用。管理者可尝试用以下方法激活系统1：


1）激发情感。
 回到上述Wipro公司的案例。为降低呼叫中心员工离职率，Wipro BPO与本文作者之一吉诺和Dan Cable、Bradley Staats设计分组对照实验，试图加强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在迎新活动中，公司要求一组第一天到岗的员工思考自己有哪些长处，以及如何在工作中发挥长处；另一组新员工则没有这样的机会。结果是，前一组员工感到可以在工作中“做自己”，由此加强了与组织的情感联系。Wipro BPO应用此项方法，不但成功降低离职率，而且提升了员工的工作表现（客户满意度提升）。此类方法在其他企业也获得了同样成功。


2）利用认知偏差。
 管理者也可以将认知偏差为己所用，如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指损失带来的痛苦比相同数量获益带来的幸福感强一倍）和具象性偏差（vividness bias，指生动信息更易吸引注意力）。行为洞察小组（BIT）的实践已证明这点。BIT致力于用行为经济学工具帮助政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例如协助英国机动车执照局（DVLA）减少车辆税拖欠情况：与首封催缴通知书不同，第二封发给欠税车主的通知不再使用繁琐的法律语言，而是用语平实，并标有“不纳税，就收车”（Pay your tax or lose your car）字样；为进一步触动车主，有些通知书还附有车辆照片。这些举措有效激活系统1，收到理想效果：第二封通知书发出后，缴税人数上升6%；附有照片的通知书发出后，上升20%。

管理者还可强调失败的后果，以此鞭策表现较差的员工。例如，如果销售部门建立稳定的人才储备，低绩效销售员由于担心拿不到奖金或被辞退，会更加努力提升业绩，这称为“候补效应”。研究表明，相比没有候补者的片区，有候补者的片区的销售业绩高出5%。长期看，雇用候补销售员带来的销售额提升大于相关成本。


3）简化流程。
 组织中不必要的流程步骤常常会降低员工积极性、增大认知偏差出现的几率，管理者可通过精简流程化解这类问题。以本文作者之一吉诺合作过的一家医疗机构为例：该医院不同科室使用的患者信息平台不同，医生查阅十分不便。院方建立统一信息平台后，医生可以浏览各科室所有患者档案，这提高了他们使用平台并及时更新信息的积极性。



调动系统2。

 管理者可运用一系列方法，调动系统2的逻辑思考能力，让决策过程更加审慎和理性。


1）同步评估。
 同时而非分开评估决策选项，将减少认知偏差。例如，Iris Bohnet、Alexandra Van Geen和Max Bazerman的研究证明，遴选求职者时，管理者如果将候选人放在一起比较，而非单独评估每个人，将更能集中精力分析候选人的履历，避免陷入对性别等外在特征的刻板印象，从而更准确地预判其未来表现。在第一轮招聘、尤其是基层员工招聘中，管理者经常使用同步评估方法，但在分配任务和考虑晋升人选时却很少利用这种方法。此外，在研发品种选择、投资决策、战略定向等多种决策情境下，同步评估方法都能发挥作用。


2）开辟反思空间。
 单纯为思考问题而从繁忙的日常工作中抽身，听上去很奢侈，但这能有效开启系统2。回到上述零售企业的案例。为引导员工选择更高效的药品发放方式，公司告诉员工：若想继续享受药费补贴，就必须在药店自取和邮寄两种方式中明确选择一种（通过电话、网络或写信均可）。这就使员工不得不进行思考，然后做出选择。结果，主动选择邮寄药品的员工比例上升6倍，由此员工方和公司方各节省约50万美元。

鼓励员工进行深度思考还有助于提升培训效果。本文作者之一吉诺与Giada Di Stefano、Bradley Staats和Gary Pisano在印度班加罗尔一家企业的呼叫中心开展实验：将参加一项技术培训的员工分为三组，第一组员工在培训后用15分钟写下学习心得，第二组员工在此基础上再用5分钟与同事讨论，第三组员工按常规方式完成培训。在培训结束后的测试中，尽管总结和讨论占用了培训时间，但前两组员工的成绩分别比第三组员工高22.8%和25%。我们发现，总结和反思对员工的日常工作也能起到类似积极效果。


3）设置计划提醒。
 我们经常决心满满地做计划，之后却丢到一边。管理者可以设置计划提醒，帮助员工坚持完成计划。在一项实验中，为帮助一家美国公用事业公司提高员工流感疫苗接种率，本文作者之一贝西尔斯与Katherine Milkman、James Choi、David Laibson和Brigitte Madrian重新设计了接种通知书：常规接种通知介绍了接种疫苗的益处，并标明可选择的接种时间和地点；另外一些通知书留有空白，让收信人记下预期接种时间。即便收信人未必真打算接种疫苗，大致写下计划的时间还是短暂开启了系统2，结果接种疫苗的员工人数增加13%。

还有一个类似的技巧，可以提升团队工作表现。团队项目以失败告终时，人们总说“下次努力”，但这种空洞口号无法保证团队不再犯同样错误。在员工表决心时，领导者应趁热打铁，督促团队拿出具体路线图和时间表。


4）拓宽决策思路。
 遇到问题时，我们经常自问“我该怎么做”。把这个问题换成“我能怎么做”，能使我们更客观全面地分析问题、看到更多决策选项，从而做出明智决策。可惜企业管理者大多做不到这点。管理学研究者Paul Nutt对160多项企业决策做了详细分析，发现其中71%都是在二选一的情境下做出的，即决定组织或个人是否应采取某项行动。在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下，决策者的注意力实际被限定在单一选项上。从“该怎么做”到“能怎么做”，换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将有机会探索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之间的多重可能性。在伦理困境中，我们也亟需摆脱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


5）明确责任。
 如果明确要对自己的判断和行动负责，员工会更注意消除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偏差。例如，Alexandra Kalev的研究团队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分析了708家企业管理层的性别多元化状况。研究发现，内部培训和讨论无助于提升女性高管比例；更有效的手段是创建机构和岗位，专门负责推进性别多元化。


6）鼓励提出反证。
 人们得出一项结论后，往往会将得到的所有信息都解释为支持自己的结论，这称为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由此还可能导致承诺升级（escalation of promise）：一旦开始投入某项行动，即便出现不好的征兆，人们也会为证明自己正确而一条道走到黑。这些认知偏差让我们在做决策时轻视否定性证据、拒绝寻找更好的替代方案。为解决这个问题，组织应鼓励逆向思维（“如果我们换种做法会怎么样？”），并要求员工关注否定性证据、提出反证。在团体决策情境中，领导者应安排一个“挑战者”角色来检验计划有无漏洞。（详见《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2月刊《破解“团体迷思”》(Making Dumb Groups Smarter
 )一文。）

此外，公司部门负责人可以效仿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银行信贷员或公司董事，通过轮岗来获得新洞见。长期停留在自己的领地，管理者会非理性地维护现行规则；外来者则更有可能发现改进的机会，还会促使部门员工自我反思、审慎决策。


7）提示和备忘。
 有时一个简单的提示就能开启系统2，帮助我们减少对系统1的依赖、避免认知偏差；提示能够增强我们完成某项任务（如控制演讲时间）的动机。本文作者之一吉诺的研究团队与一家汽车保险公司合作，尝试用提示的方法让更多投保人提供真实信息。

在实验中，研究者寄出13488份表格，要求投保人提供汽车行驶里程数。由于里程数与保费成正比，投保人有低报里程数的动机。寄出的表格中，有一半在页尾处要求投保人签字声明提供的信息属实，另一半则把声明放在页首。结果，拿到后一种表格的投保人比拿到前一种表格的投保人平均多报约3900公里。很明显，原因不在于驾驶习惯的差异：后一组投保人之所以表现得更诚实，是因为他们在填表之前得到了提示。

另一个用提示的方法开启系统2的例子来自外科医生、记者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在《清单宣言》（The Checklist Manifesto
 ）一书中，葛文德回顾了2008年他在8家医院推行外科手术备忘清单的经历。这些医院的医护人员每次手术前都使用这份清单，在心里过一遍手术步骤。统计表明，医护人员使用备忘清单后，患者发生严重并发症比例降低36%、死亡率降低47%。



设置系统规则。

 为减少认知偏差和动机不足对决策的不良影响，除上述两类决策环境设计方法外，组织还可设置一些系统规则。


1）设置默认选项或强制规则。
 调整默认选项能显著影响个体的最终决策，在复杂困难的决策情境中尤其如此，上文所述的企业养老金计划报名规则调整即为一例。组织还可设置一些强制规则。例如，为保证产品开发团队独立性，摩托罗拉规定，参与过某个产品开发项目的员工，不可再参与相似产品的开发。


2）设置自动调整机制。
 另一种克服认知偏差的方法是设置自动调整机制，弥补系统1和系统2的疏漏。例如，微软发现，工程师总受制于规划偏差（planning fallacy），大幅低估完成项目所需时间。解决办法是，管理者根据以往项目完成情况，建立进度自动调整机制：对于Excel和Word等软件的更新项目，允许超时30%完成；操作系统更新等复杂项目则默认工期最多延长50%。




运用决策环境设计提升决策质量

在决策活动中，人们过于依赖直觉和情绪，逻辑思考和理性分析不足，往往导致决策失误。管理者可通过改变决策环境来消除认知偏差，引导员工及客户做出对组织和个人都有利的决策。以下是具体方法。


步骤1


了解行为决策原理

人类有两种信息处理和决策模式：

系统1（System 1）依赖直觉和情感，具有快速、自发的特征。

系统2（System 2）依靠逻辑和理性，属于慢速思考。


步骤2


判明问题

满足以下条件时，行为经济学工具最为有效：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行为。

人们的行为有损自身利益。

能找到具体问题。


步骤3


诊断原因

导致决策失误的是动机不足还是认知偏差？问两个问题：

问题的产生是否归咎于惰性和消极行为？

采取的措施是否反而将系统性错误引入决策过程？


步骤4


设计解决方案

运用以下三类方法：

通过激发情感、利用认知偏差或简化流程来触发系统1。

通过使用同步评估、开辟反思空间、明确责任、设置提示备忘和计划提醒等方法调动系统2。

设置默认选项、自动调整机制等系统规则。


步骤5


测试解决方案

严格测试解决方案，避免重大失误。

设置具体、可量化的目标。

每次测试一项措施。

采用对照实验方法。





选择合适工具

我们建议企业优先考虑设置系统规则，最大程度地降低个体行为带来的不确定性，使行为决策达到最优效果。

但很多情况下，设置系统规则不可行，或副作用大：整体制度设计可能无法实现，或成本过高；相关个人可能不满选择权被剥夺；“一刀切”的做法可能引发多种问题。

例如，银行在审核小企业贷款的续贷时，可以设定标准程序，完全根据企业财务指标决定是否续贷；但如果银行将决定权交给熟悉客户企业的信贷员，决策的成功率可能更高。即便两家企业的账面数据毫无区别，信贷员也有可能根据其他情况（如人事变动），判断贷给哪家企业风险较低。当然银行必须考虑到，把决策权交给信贷员，也会将认知偏差引入决策程序。

如果设置系统规则不可行，企业就必须利用系统1和系统2的特点进行决策环境设计，引导个体做出最优决策。系统2的理性思考能力可以弥补系统1的漏洞，但由于个体认知能力有限，系统2无法覆盖所有决策过程。

以本文作者之一吉诺与Adam Grant对一所美国公立大学筹款情况的研究为例。研究发现，得到项目负责人感谢后，工作人员筹款数额显著提升。负责人的话语触发了系统1，让工作人员感受到了这项工作的社会价值。负责人也可以选择调动系统2，例如要求工作人员打电话前花更多时间准备，或对工作结果进行问责；但这种干预可能会消耗过多认知能力，削弱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韧性。




思维模式测试

问“能够怎么做”而非“应该怎么做”，有助于我们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找到第三种可能。

约翰贝西尔斯（John Beshears） 尚恩弗雷德里克（Shane Frederick） 弗兰西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 文



你更依赖哪种认知模式——直觉型的系统1还是理性型的系统2？下面的三道小测试题告诉你答案。




1
 一支球棒和一个球总共1.1美元，球棒比球贵1美元。一个球多少钱？


2
 5部机器制造5件产品需要5分钟。100部机器制造100件产品需要多长时间？


3
 池塘里有一片睡莲叶子，叶子的表面积每天扩大一倍，48天后覆盖整个池塘。叶子覆盖一半池塘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你在测试中出错，你可能使用了系统1而非系统2。即便你的答案全部正确，你也可能在系统1的诱惑下考虑过错误答案，而系统2帮你抵制住了诱惑。

第一道题正确答案：5美分

最先想到的答案可能是球棒1美元、球10美分。但如果你开启系统2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是错误答案。两者价格差1美元，所以满足条件的答案只能是球棒1.05美元，球5美分。

第二道题正确答案：5分钟

这道题很容易做错。我们的思维很容易被表面规律误导：5部机器用5分钟制造5件产品（5-5-5），似乎对应着100部机器用100分钟制造100件产品（100-100-100）。如果运用系统2，你会算出1部机器制造1件产品需要5分钟。不妨将问题转换成：9个女人用9个月生9个孩子，100个女人生100个孩子需要多长时间？

第三道题正确答案：47天

如果你直接用48除以2得到24天，你没有运用系统2分析出，题目条件中使用了指数运算。正确答案是47天，因为在第48天，叶子表面积会扩大一倍，覆盖整个池塘。另外一个比较冷门的正确答案是“1天”：换个角度想，叶子从覆盖一半池塘到覆盖整个池塘也只需要1天。如果这是你的答案，说明你很有创造力。



资料来源：改编自尚恩弗雷德里克：《认知模式与决策》（“Cognitive Reflection and Decision Making”），引自《经济观察》杂志（Economic Perspectives），2005年。





测试解决方案

最后，组织应对解决方案进行严格的可行性测试，这能使管理者避免严重失误，并有机会优化现有方案。方案测试包括三个关键环节：


明确目标。
 管理者应设定具体、可量化的目标。例如，对于上述寻求降低医疗开支的零售企业，目标非常清晰：说服更多员工接受邮寄药品。


控制变量。
 如果同时推进多项措施，管理者将很难判断哪项措施真正发挥了作用。为避免这个问题，上述零售企业仅采取了一项措施，即要求员工主动选择药品领取方式。


对照实验。
 如果可能，组织可将相关个人、团队和部门随机分为两组，进行对照实验。这种随机性可最大程度地减小外在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如果由于物质条件、伦理、成本或规模限制无法随机分组，管理者还可使用更精细的分析方法。（详见《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2月刊《商业实验5法则》(The Discipline of Business Experimentation
 )一文）。

潜在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动机不足，往往是重大组织问题背后的原因。改变大脑的活动模式难度太大；但管理者可以使用决策环境设计方法，引导个体做出明智决策。只需简单调整决策环境，管理者就可使员工和组织都获益巨大。



[image: ]


约翰贝西尔斯是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肯尼迪政治学院行为洞察小组（Behavioral Insights Group）成员。弗兰西斯卡吉诺是哈佛商学院教授、行为洞察小组成员，著有《偏离：决策为何脱轨，以及如何执行计划》（Sidetracked: Why Our Decisions Get Derailed, and How We Can Stick to the Plan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贝西尔斯和吉诺共同主持哈佛商学院的一项高管课程，该课程目的是用行为经济学方法解决组织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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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得对，只有我们部门的贴纸卷起来了，这可能真不是好兆头。”







聚光灯 Spotlight



攻克认知偏差

Outsmart Your Own Biases

杰克·索尔（Jack B. Soll） 凯瑟琳·米尔科曼（Katherine L. Milkman） 约翰·佩恩（John W. Payne）| 文

刘铮筝 | 译　时青靖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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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Millo


艺术作品：B.ART竞赛—Arte in Barriera，意大利都灵

年代：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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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直觉和经验决策灵不灵？本文认为，这些都容易失策，因为我们的认知存在许多偏差。解决方案是先充分了解偏差，然后使用特定技巧和工具克服它们。决策时要三思而后行，设计多种方案，不要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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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我们过于依赖直觉和本能判断，认知偏差会导致失策；哪怕在进行理性分析时，我们的逻辑推理也难免带有惰性或缺陷等成分。




原因


与探究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相比，我们情愿固步自封，因为后者容易得多。因此我们对未来、目标和如何达成目标的判断都会受到局限。




解决方案


通过了解哪些偏差影响了我们，并使用特定技巧和工具克服这些偏差，我们可以拓宽思路，做出更明智选择。






假
 设你正在评估一位应聘驻国外办事处负责人的求职者。从履历上看，面前的人是迄今所有参加面试人选中最合适的。她应对如流，没有任何过失，社交技巧也轻车熟路，但就是让你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可你又说不上来到底错在哪儿——仅仅是一种直觉。你到底要不要聘用她？

你可能会遵从直觉，放弃录用她，一直以来你的直觉都很准。当我们在管理决策课程上描述如上情景时，多数高管表示都是这么做的。可问题是，除非偶尔违背直觉，你从未真正考验过自己直觉的对错。如果你从未看到不凭直觉办事的结果，你也说不准到底直觉是否帮你做出了正确选择。

过于依赖专家所定义的“系统1思维”十分危险。这种思维是源自储藏于记忆中各种关联，自动生成判断，而非基于你所掌握信息进行的逻辑判断。无疑，系统1思维对生存而言意义重大——正是这种思维帮你躲过了车祸。但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研究表明，系统1也是导致失败决策偏差的一大原因。造成偏差的其他原因包括错误的“系统2思维”，即错误的推理。比如，认知局限或惰性都可能导致人们重点错位，或者找不到相关信息。

上述偏差，任何人都在所难免，特别是在我们感到疲倦、压力很大或一心多用的时候尤为明显。试想，如果一位正在商讨并购事宜的CEO，面临来自律师的压力，需要他做出旗下工厂是否关张的决定，还有来自同事的压力，需要他处理裁员事宜。在此类情况下，无论是精神、情感还是体力上，我们根本不具备决策所需的条件。作为回应，我们越发依赖直觉、系统1的判断方式，而不是深思熟虑的推理。决策是变得更快更简单了，但质量常常堪忧。

解决办法之一是：利用改善决策环境的选择机制，在组织层面授权他人决策，致力于消除偏差（详见聚光灯第一篇文章《好设计造就好决策》
 ）。然而多数情况下，授权并不适用于决策，决策的责任完全落在管理者本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你依然有能力战胜自己的偏差。

最重要的，你要理解偏差由何而来：究竟是过于依赖直觉，推理有误，还是两者兼有。本文中我们描述了最顽固的几种常见偏差，以及越过这些偏差看清未来情况、目标和选项。但正如卡尼曼基于自身经验所指出的那样，仅意识到偏差远远不够。因此，我们还基于判断和决策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提出了攻克偏差的策略。

首先，让我们看看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求职者。可能你的疑虑并非真的因她而起，而是来自那些你还没说清的更宏观事务。如果驻外办事处所在国家的商业环境不如预期乐观怎么办？如果员工跨国合作或与总部联络有问题怎么办？随着未来情况不断变化，类似问题的答案将帮助你决定是否需要缩减规模、如何管理持续增长等等。因此你在做出聘用决定时，应该考虑到多种可能性。

然而，回答这类更宏观、更艰难问题的能力并非与生俱来。我们向来对自己的认知能力惜若珍宝。我们不愿把脑力消耗在不确定性上，因为板上钉钉的事情更容易思考。这一倾向局限了我们的思维，让我们只关注一种可能的未来（在本文开头例子中，该办事处的运行情况已经被预设好了），一个目标（聘用一个在预设办事处情况下能够履行相应管理职责的人），以及一个孤立的选择（面前这位候选人）。当这种狭隘的思维遭遇了复杂情形，系统1开始发挥作用：直觉过早地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做好了决策准备，不知从哪儿来的强烈自信，让我们大胆迈出了这一步。为了消除决策中的偏差，我们必须要在3方面扩展自己的视野。



放眼未来

大多数人都会高估自己的判断力，因此提醒自己对风险和不确定性做好准备很重要。

几乎所有人对可能后果的判断都过于狭隘。一些人只做出一个最乐观的估计便停止了思考（“如果我们建造这座工厂，每年可以卖出逾10万辆车”），其他人则好一些，至少预估还有个范围（“有80%的几率，我们能卖出9万到11万辆车”）。

不幸的是，这些猜测的范围远远不够。研究者让来自各个行业的数百名CFO对标普500指数进行年度回报预测，为期9年。9年里，最终预测结果他们只在1/3时间准确度达到80%。这是一群了解美国经济的精英高管，但他们预测准确率低得离谱。当他们对自己的计划进行预测时，准确度甚至更低。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成功的渴望导致数据解读上的偏差。（正如高盛前CFO大卫维尼埃(David Viniar)所言，“你一直在吸取的一个教训就是，你对极限这个词的理解还没到极限。”）

大多数人都会高估自己的判断力，因此提醒自己对风险和不确定性做好准备很重要，以下4种方法尤为有效。


方法1：进行3次预判。
 2017年1月原油价格将是多少？明年美国将建成多少住宅？下个月的存储芯片订单会有多少？此类预测帮助你决定是否进入新市场，聘用多少人，以及生产多少件产品。为了提高准确度，不要只是估计出一个范围，至少要在高中低范围内进行3次预测。如果分别在不同范围内进行预测，人们会从更广的方面去思考。预测3次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最高和最低的预测不一定发生，但不排除其可能性。比如，较低预测可能是：“有10%的可能，我们下个月的存储芯片销量不到1万片。”而较高预测可能是，有10%的可能，下月芯片销量超过5万片。这种方法能够减少高低两极对你的迷惑，同时让你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准备（万一需求远超预期，你如何大幅增加产量？万一需求低于预期，你如何处理过多库存，保持现金流动？）也有可能，你的中间预测比两极预测更接近现实。


方法2：预测两次看平均值。
 还有个办法，进行两次预测然后取平均值。例如，让某项调查的参与者对历史事件进行尽可能准确的猜测，比如轧棉机的发明年份。然后，告诉他们第一次猜测有误，让他们再猜一次。尽管两次猜测通常差异很大，但可以对两次猜测结果进行平均。这是利用“内心智慧”进行预测。取平均值比依靠一次预测要准确得多。

研究还表明，当人们就同一问题思考超过一次时，思考该问题的角度会有所不同，由此会获得更多宝贵信息。因此，开发你自己心中蕴涵的智慧，多花些时间，三思后行。预设结果，暂缓决定（如果可能，睡一觉再做决定），然后回到问题上，再预设另一种结果。再次预设时，不要参考上次的想法，否则你的思维和打开新视野的能力将受到局限。如果你无法不去参考第一次的预测，试想第一次的预测是错误的，然后考虑支持另一种预测的理由。


方法3：运用“事前验尸（premortem）”法。
 事后复盘用于分析已经失败的原因，而事前验尸则在没有行动之前预测可能的失败，然后分析其原因。这一技巧也被称为“未来马后炮”，能帮你发现一般预测无法洞察到的潜在问题。比如你是一家国际零售商的管理者，可以这么说：“假设现在是2025年，我们在中国的工厂从2015年就开始连年亏损，为什么会这样？”

这种思考模式有三大优点。其一，防止盲目乐观，鼓励以更务实的态度进行风险评估。其二，帮你做好备份，制定退出计划。其三，明确影响成败的各种因素，增加你对结果的掌控力。

如果家得宝（Home Depot）在决定进入中国之前，以“事前验尸”模式思考，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据悉家得宝被迫谢幕中国市场的原因是：中国消费者不喜欢自己动手DIY。该公司明白时，为时已晚。显然，因为劳动力成本较低，中国的中产消费者喜欢雇人进行维修服务。如果预先想到中国对DIY的低需求，家得宝可能会进行更多市场调研，比如询问中国消费者：如何解决家居维修问题，从而对DIY产品和服务模式进行调整。


方法4：旁观者视角。
 假设你是一支新产品开发团队的负责人，已经精心策划好了为期6个月的计划；无论是原始设计、消费者测试还是样品，都让你信心满满。而且你仔细地规划了管理团队最佳方案所需的一切，以及预期取得成功的原因。上诉做法正是丹洛瓦罗（Dan Lovallo）和丹尼尔卡尼曼所谓的“圈内人视角”。

这种视角通常会导致对现实过于乐观。跳出圈子看问题——如果你置身事外，面对同样的风险，会给予别人何种建议？旁观者视角能弥补圈内人视角的不足。例如，如果分析显示，你所在行业内仅有30%的新产品在5年内获得了利润，你还会建议同事或朋友接受70%失败的风险吗？如果答案否定，就不要贸然行事，除非有证据表明你成功的几率比其他人高得多。

旁观者视角还能防止“计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计划谬误指的是在失败几率很大的情况下，人们侃侃而谈假如大获成功将会如何。如果冷静理智地分析一下所在市场中开发新产品所需的成本和时间，你很可能会发现现实比你的乐观估计要严峻得多，由此，你可能会修订或放弃原计划。



着眼目标

以更开放的心态面对你的目标也很重要，这么做能让你集中精力在合适时机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在这点上，大多数人不够明智，将自己囿于有限的、自认为值得一试的细分目标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一叶障目正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希捷科技高管层努力避免的陷阱。当时希捷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硬盘制造商，在收购了很多公司之后，该公司向决策分析师拉夫肯利（Ralph L. Keeney）求教：在收购后，如何有效整合。

肯利对包括CEO在内的12名希捷高管进行了访问，以了解该公司的目标。通过收集所有高管的答案，他总结出了8大目标，包括创造最好的软件公司，为顾客提供价值；以及39个小目标，包括制定更好的产品标准和减少顾客开支。值得注意的是，每位高管平均只提到了1/3具体的小目标，只有一名高管提到了超过一半的小目标。但当列出所有目标的清单后，管理者们对应该抓住哪些机会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达成了共识。如果他们没有系统性地总结这些目标，那么很多机会可能就悄悄溜走了。

刚开始进行决策时，你希望设立很多目标，然后再从中挑选出那些最重要的目标。比如希捷十分看重改善产品，因为产品一经改善，就会有更多满意的顾客和更好的销量，最终产生更多利润。当然，增加利润的途径还有很多，比如减员增效等。清晰地表达、记录并组织所有的目标能帮你认清这些途径，便于你根据可能产生的结果，从中选出最合理的一种。

在选择目标时，采取以下步骤能保证你需要触及的深度与广度。


寻求广泛建议。
 集思广益，向他人求助能让你的视野更全面。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MBA学生列出他们的实习目标。多数人提到了七八个目标，比如“让我在寻找全职工作时更有竞争力”，“开发我的领导力技巧”等。然后他们看到了所有人目标的总清单，并被询问还有哪些目标适用于自身情况。结果是，学生们的目标清单扩充到了原来的两倍。当参与者后来为他们的目标打分时，那些受别人启发设定的目标比他们自己最初的目标得分要高。

在寻求他人意见前，一定要先拟出自己的目标，这样才不会受到他人意见的限制。当然你也不应该用自己固有的看法，限制住顾问的思路，比如：“我觉得公司新CFO应该具有并购经验，你怎么看？”如果你和其他人一起参与决策，请让所有决策者独立列出目标，然后汇总所有清单，就像肯利建议希捷做的那样。


反复检查你的目标。
 肯利通过咨询工作和实验经验发现，逐个审视目标，而非同时审视所有目标，能帮助人们发现更多选项。想找到一个能满足所有要求的解决方案十分困难，只会让决策者无所适从。

因此在考虑目标时，比如“外出静思会（offsite retreat指不在工作场所开的会，一般在度假地举办）”上所要达成的目标，不妨一次考虑和解决一个目标。当你希望人们分享总结去年的经验教训、开发某些领导力技巧和加深管理者对战略要务的理解时，逐一考虑目标才能更有效地实现目的。

首先你可能会设想，第一个目标需要很多场次的会议，甚至不同的活动：从邀请专家组织头脑风暴会议到参加顶级商学院的领导力座谈会。下一步，将所有的目标汇总。为了开发领导力技巧和招待陪同家属，可能需要组织一次类似拓展训练的活动。即使你最初可能不赞同某个想法，也要写下来，可能它会激发出对更多目标有帮助的其他想法。



慎思选项

时间压力、负面情绪、疲惫和其他压力来源都会加剧认知刚性。

虽然想定下万全之策，你必须要有积累到一定数量的选项，但你也须从中找出几个，至少两个，最好在3到5个，质量不相上下的理想选项。当然，你很容易在系统1思维模式的推动下做出错误选择，为自己直觉上的偏好找到理由。（就像一位家长对精力充沛、蹒跚学步的孩子说：“今天你想午休一次还是两次？”）这么做无非是在骗自己罢了。好决策必须通过谨慎思考才能得出。即便利用系统2思维都远远不够。如果你不能从一定数量的选项中挑出质量最高的选项，分析再多选项的利弊也是枉然。

遗憾的是，人们很少一次考虑超过一个选项。管理者倾向于把决策视为“是否题”，而不是发现更多选择。例如，他们可能会问：“我们是否要把零售家具业务拓展到巴西？”，但提问时他们根本没有考虑：业务拓展是否明智，以及巴西是不是最佳选择。

“是否题”仅仅是我们局限自己选择的一种表现。其他表现包括：只关注一个问题的某一类解决方案（心理学家称之为“功能固着”(functional fixedness)），以及在主观上给自己设限，不经查证就认定哪些方法有效，哪些方法无效。这些表现都反映了认知刚性（Cognitive rigidity,心理学上指人们在认知过程中产生的刻板思路），在我们受到时间限制、负面情绪、疲劳等压力影响时，认知刚性就会增加。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精力大多耗费在思考如何避免损失上，而非探索更多可能的新选项。


联合评估。
 孤立评估选项无法保证你获得最佳结果。请你试想以下著名研究试验中的情景：一家公司招聘编写一种新计算机语言程序的软件工程师。两名应聘者分别是两家名望相当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其中一位用该语言编写了70个程序，平均成绩3.0（5.0为满分）；另一位编写了10个程序，平均成绩4.9。谁能获得更高待遇？

答案取决于你将两名应聘者横向比较，还是分别评价。研究中，当受试者处于联合评估模式，即将两位程序员横向比较时，认为工作经验更丰富、平均成绩低的应聘者应该获得更高薪酬。但当其他组的人被要求分别评估两位程序员时，平均成绩高的应聘者薪酬更高。当没有比较时，你无法判断完成了70个程序是多还是少。在分别评估模式下，人们更容易关注那些他们容易衡量的标准，比如学习成绩，而忽略了那些他们无法判断的因素。人们在没有考虑周全所有相关因素的情况下就做出了决定。

当你在做出某决定时，考虑一下还有哪些没有想到的因素，这是一种有效进入联合评估思维模式的方法。该方法强迫你发现其他可能性。耶鲁大学一项研究表明，当被问及“你愿意花14.99美元购买一部喜剧片影碟吗？”，75%的受试者表示同意。但当被问及：愿意花同样的钱购买喜剧片影碟还是其他东西，只有55%的人愿意购买影碟。这一简单的联合评估模式案例说明了经济学家定义的机会成本问题——当你购买一样东西时，也就意味着你放弃了其他东西。


尝试“消失选项”实验
 。一旦人们认为，某个选项已经胜券在握，就会按照该选择进行下一步。他们通常不愿意再寻找更多其他选项，哪怕其他选项比现在的更好。为解决这一问题，决策专家奇普希思（Chip Heath）和丹希思（Dan Heath）推荐了一种思考窍门：不妨假设，你在所有选项间犹豫不决，然后自问：“我还能做些什么？”这个问题能激发你探索更多其他选项。

前文中我们提到的在巴西扩展家具业务案例就能应用此法。你可以这样问：“假如我们不能在南美投资，结果会怎样？”，“我们还能利用这些资源做些什么？”这样提问能激励你考虑在其他地区投资，改善公司现有商店的业务，或全面升级网上业务。如果可行的选项不只一个，或许你应该考虑折衷方法：比如，在巴西市场租赁店面进行试水，而不是直接建立巴西分公司，把富余的资本用于改善公司本部。



攻克动机性偏差

上述所有这些关于未来、目标和选项的认知偏差都属于“动机性偏差”。这种偏差源于强烈的心理需求，比如强烈的情感依赖或情感投入。克服动机性偏差尤为困难。你倾注了大量时间和资源，终于苦思冥想出某个方案，却在数月后被某人全盘否定。你明知自己应该放弃，但“心血不能白费”的强烈念头蒙蔽了你对利益和风险的判断。你有种执意孤行的强烈冲动，一心想证明自己的方案就是正确，就是更好。

我们对于自己判断的盲目自信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过度自信的原因：一是我们过于看重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见后文《如何避免误判》

 ）。二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看不到的事物一无所知，所以很难构想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其他途径。

但有些动机性偏差还是能够防患未然的，比如我们执意想采取的某些行动。我们可以利用“绊网”（trip wire，一旦触及就会绊倒人或动物的绳索，用于禁止进入的某些场所），防止自己进入误区，回归更理性的思考方式。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向导善于运用此法：他们事先会宣布登顶的截止时间，如果登山队在规定时间内尚未登顶，就必须返回营地。根据具体天气状况，登山队还有可能不得不放弃整个行程。以理智的眼光分析，尽管登山队可能已付出了长达数月的训练和准备，但在必要时，必须放弃这些沉没成本。

在局外人看来，几乎所有人都会达成共识：忽略返程时间会对生命造成威胁，风险系数极高。但对损失的厌恶感令人产生了强大的逆反心理。如果不设下绊网，很多登山者会一意孤行，不愿放弃他们的登顶之梦。尤其是在高海拔缺氧环境中，系统2中的理性思维无法发挥作用，增强了登山者冲动行事的概率。他们爬得越高，就越无法做出明智决策，也就越需要绊网的帮助。

商业中的绊网能让人们免于遭受“现时偏差”的影响。现时偏差指只顾眼前利益，忽略长远目标和后果的倾向。例如，你明知道参加一项培训对你很有帮助，却再三拖延。如果你能公开宣布：老板希望你接受这项培训，自己一定会参加，就很难再继续拖延下去。为自己设定绊网，比如一个截止期限，并告知有关负责人，能有效避免拖延和健忘。

绊网还能在激烈竞标中发挥重要作用。竞标过程中会出现协议尚未达成，但已经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情况。此时，高管们通常会加大竞标力度，不惜多付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问题在于，人们的判断力会随谈判进程而变，比如新公布的信息可能会让你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在这类情况下，你可以设定一个形同绊网的决策时段，但不必过于严苛。绊网能激发你的思考，而不是强迫你采取某一行动。如果竞价攀升超出你所能接受的范围，不妨让自己停下来，重新思索一下理想的目标和选择。决策时段比严格的时间点更具灵活性，给你留下了选择多种行动的空间，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比较宽松的绊网也会增大你意气用事、做出短视决定的风险。

尽管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陷入狭隘的思维模式，但当我们面临一次性决策时，由于无法借鉴以往的经验，思维特别容易受到局限。在此类情况下，应用策略，扩展我们对未来、目标和选项的看法，显得尤为重要。清单和算法等工具能够减少我们记忆上或注意力上的负担，让我们对决策的准备更充分。其他诸如绊网之类的工具，能够保证我们在紧要关头把注意力集中在该集中的地方。

归根到底，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则是：对于每项决策，我们都要预设3种未来可能的结果，制定3个关键目标，找到3个可行选项。当然，再多准备都不为过，但这一普适规则能把我们从令人迷茫的无数可能中解放出来，毕竟过犹不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使最明智的人，在判断和选择过程中也免不了出现偏差。偏差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克服的，但至少我们能够引导自己走上正轨，当断则断，尽可能预测并攻克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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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误判

当我们过于轻视或重视手边的信息，就容易失策和误判。这一问题普遍存在于各种不同的偏差中，以下是一些避免误判的小技巧。

解困

通过摒除偏见、特殊联系和不相干因素的影响，改善判断力。


例子


乐队招聘时，会隔着帘子倾听演奏，以此消除性别偏见。当这一举措得到推广成为招聘标准后，乐队中女性成员从1970年的5%提高到今天的40%。

许多教授在判卷或改作业时，为确保打分公平会把学生名字遮盖起来（或让助理帮忙）。

清单

通过集中注意力，减少因健忘和其他记忆混淆造成的错误。

风险投资家通常列出一系列审查创业者的标准。

精明的招聘经理会通过有计划的面试评估候选人（这类面试比开放式面试对候选人表现的评估要精准得多）。因为一旦对回答建立起评估标准，就能从不同纬度来衡量候选人。

算法

事先决定每条信息应获得的重视程度，确保前后一致。*

银行和其他贷款方利用评分算法预测消费者的信用可信度。

例如在职业棒球队中，雇主已经开始在招聘过程中利用算法。一项调查表明，计算机对申请者评估的准确度，高出人力资源评估的25%。




*由于算法中含有其设计者的偏差，最好与其他消除偏差的工具一起使用。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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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索尔是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副教授。凯瑟琳米尔科曼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詹姆斯坎贝尔运营与信息管理助理教授。约翰佩恩是富卡商学院约瑟夫鲁汶工商管理教授。他们三位合著新作《摒除偏差指南》（A User's Guide to Debiasing
 ）将作为独立章节出现在《威利布莱克威尔判断决策手册》中，将在2015年内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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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经验做决策是领导者常用的方式，但经常被经验愚弄。组织如何做到明智决策，本文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不仅要关注结果，也应注重过程；从侥幸成功中学到教训；鼓励员工提反对意见；开阔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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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现状


经验：我们信任它，以它为向导，认为从中能总结出洞见，积累专业知识。我们在做决策时会参考顾问、密友和自己的经验。




问题


我们的经验会经过各种过滤，这些过滤会扭曲事实，阻碍了我们认清事情真相。因此我们会被经验愚弄，不能变得更高明。




解决方案


首先，如果我们希望所做决策基于对世界更清晰的认识，那我们不仅要关注结果，也应注重导致结果的过程；第二，我们要从侥幸成功中学到教训；第三，组织鼓励员工提反对意见，寻找表明假设不成立的证据；最后，我们需要开阔视野。






我
 们依靠经验做出决策与判断。通过理解过往所看到和听到的事，我们规划未来，并因自己的远见卓识而洋洋自得。毕竟，我们就是凭借对过去经历的分析能力才取得如今的成绩，所以我们做决策时总要追溯过去的相同经历，也是顺理成章的。

这么做可能会出错。

经验或许值得信赖，但有时我们会被它愚弄，并不能变得更高明。

问题在于，我们会通过很多“过滤器”（filter）回首往事，导致我们对经验的把握出现偏差，而根据这些解析做出的判断和决定可能是错的。即便如此，我们仍坚持认为从自身和他人经验中能够获得正确观点。

如果目标是提高决策质量，我们可以通过对过滤的认识来剖析从经验中能够学到什么。在本文中，作者围绕这一课题，广泛选取了多个研究，总结出引起偏差的三种过滤形式：1）我们所处的商业环境忽视过程，偏重结果，尤其是成功的结果；2）我们身边那些有意筛选共享信息的顾问团；3）我们自身有限的分析能力。本文还提出了克服偏差的一些技巧。



只看自己能看到的

假若战略奏效，哪怕存在问题，我们也会坚持不懈。要是战略结果不佳，即使方向正确，我们还会作出改动，或弃之不用。

在商业环境中，决策的结果显而易见。我们可以随时看到结果并作出评价。但我们往往忽视制定决策的详细过程，过程显然比结果更容易操控。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从经验中学习，明白自己为何犯错、因何成功，那么就要承认：过程非常重要。

假设两家公司都采用同样高风险的战略，其中一家很幸运，蓬勃发展，而另一家举步维艰。我们在祝贺前者、指责后者的同时，忽视了导致这一现象的潜在原因。这种侧重决策结果，忽视决策质量的倾向被称作结果偏差（outcome bias）。

这种偏差对我们行动的影响很微妙。假若战略奏效，哪怕存在问题，我们也会坚持不懈。要是战略结果不佳，即使方向正确，我们还会作出改动，或弃之不用。比如近期《管理科学》的一篇文章指出，在NBA中，教练“更可能在输球后调整战术。即便在仅输几分、完全看不出团队执行力出问题的情况下，他们还会这样做”。

关注结果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道德规范。一篇哈佛商学院研究报告提到，“同样的行为在机缘巧合下产生不同结果。但若结果糟糕，行为会招来更多道德谴责。”换句话说，如果一切运行良好，我们很可能认为决策不仅有效，而且符合道德规范。

我们只重结果忽视过程，由此解决方案变得比预防措施更宝贵。能快速解决紧迫问题的决策者很容易引人注意和受到奖励，而采用稳健方法的人则很难被赏识。

以结果论，成功比失败更显眼。商业世界里充斥着各种成功故事——最新畅销书、超级创业项目以及战略成功之道被大肆鼓吹，而失败案例则被置之不理。

现在很流行讲述成功故事和分析成功案例的共同之处，但这种追求成功的做法并不可靠。在《组织科学》的一篇文章中，杰克尔邓雷耳（Jerker Denrell）认为，当前组织中普遍采取的管理做法在以下方面误导了我们。首先，失败像成功一样，也有共同特点。其次，如果导致失败的特定因素确实存在，那我们只研究成功就无法发现它们。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应小心所有类似“成功公司10大共同之处”的说法，不管这些清单源于主观臆断还是经过正规研究得出。

漠视失败还有其他不良效应，比如遮掩失败率。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在《随机致富的傻瓜》（Fooled by Randomness
 ）一书中就提到这一点。如果失败率高，说明成功没有捷径。如果没有捷径，管理者就不应因失败而遭到指责。商业环境极力隐瞒失败的普遍性，使我们更难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于是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我们能在很大程度上把握成功，而事实并非如此。



过于信任顾问团

对经验做出公正、真实评估的反馈对提高决策质量意义非凡。但决策者身边总围绕着一群有意筛选对他们自己有利信息的人，而这些人往往并非“应声虫”。

审查、筛选信息是影响人们观点的有力手段。阻碍决策者得知某些信息会使决策者的认知出现严重偏差。即使我们知道审查一事的存在，也很难全面评估当下得到的信息。直觉虽然有一定现实意义，但其实往往来源于我们能够回忆起的证据，不管这些证据的相关度如何。认知学家称这一倾向为易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

在评价管理者时，员工若想要升职加薪，或谋求其他好处，他们只会给出片面、虚假的反馈，绝口不谈管理者表现不佳的方面。组织心理学家林恩 欧福门（Lynn Offermann）在《哈佛商业评论》2004年1月刊《追随者亦可为毒药》（When Followers Become Toxic
 ）一文中指出，领导者有可能“陷入被一群阿谀奉承的追随者包围的危险中，并与残酷的真实世界脱节。”从这方面看，奉承是一种极为强大的过滤器。

但你信任的顾问不一定刻意讨好你，他们也许只是出于从众心理，为更好地融入团体而附和你的观点。我们通常比较容易赞同他人观点，而不是唱反调。如果你所有的顾问都这么做，你不会遇到任何意见相左的人。

你的态度可能让情况愈加恶化。虽然听取批评意见很难，接受下级指责更是难上加难，但拒绝诤言阻碍了良好沟通渠道的建立。

顾问对信息的筛选和从众心理使决策者无法正确了解自己制定战略的能力，而他们可能因这一偏差而失败。《行政科学季刊》最近一篇文章指出，CEO会因错误认知，“无法在公司业绩差时，做出及时且必要的战略调整”。而他们非常有可能因此被辞退。

如果高管身边总围绕着随声附和的人，他们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退化。酝酿想法、战略，或一套解决方案很少能够单枪匹马完成，只有集思广益、齐抓共管才能取得成功。如果每个人都只一味顺从，团体就无法受益于来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思维和经验的人的宝贵意见。



高估了自身经验的价值

我们不能将自己对世界的扭曲认识全部归咎于商业环境和顾问团，有时候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有限的分析能力妨碍我们收集信息以及评估记忆。即使我们有机会从经验中学到有用的教训，但最终还会得出错误结论。问题之一是，我们总在寻找和提取符合自己看法和假设的回忆，隐瞒或忽视相悖的信息。这种有选择地虚构和解析经验的做法被称作证实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我们容易支持自己偏好的迷信观念、错误的对应关系和虚假联系。人类的本能倾向阻碍了我们制定有效决策。

有人认为，信息丰富的外部大数据能够作为补救方案，但数据也受制于同样的偏差。如果分析师刻意挑选符合管理者预期的信息，管理者还是会对自己的决策倍感心安，认为无需再做任何修改。而且一旦错误的结论受数据支持，要推翻它就更加困难。

我们的记忆也成问题。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On Liberty
 ）中说：“很多真理的全部意义我们未必都能理解，除非个人的经验引领我们登堂入室。”密尔在表述这番观点时，假定我们准确记录并回顾了过往经历。但我们没有。

我们的经验不仅质量低、可靠性差，更大的问题是数量不够。抽样变异性是关键：管理者的个人经验难免会基于几个小事件总结得出，不太可能代表整个事件完整真相。任何一位管理者都不能体验某个事件的全部可能性。小事件之间的差异也许是未知因素或随机造成的。如果管理者总是琢磨这些差异，他们可能被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模式和不相关变量间的虚假关联所蒙蔽。

我们深信过去和未来之间存在联系，连世界观也因此受到影响。基于经验预见未来说明我们坚信未来是过去的重现。本文作者之一罗宾霍格思曾做过大量研究来评估人类直觉能否准确预见未来。结果发现，即使经验丰富的专家也不能精准预见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发展走向。

管理者应明白，某个趋势不能因事后变得明晰就意味着它能被提前预知。决策者往往迷信后见之明。这一认知偏差让他们过度自信，对自己的洞察力抱有幻想。如果你想有效制定决策，要注意：自信能预测未来相对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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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招避免被经验愚弄

以下方法能够帮助你从经验中获益。这些方法并不简单，但如果你努力领会它们，再做决策时，你就会对世界有更清晰的认识。


1．避免抽样失败。
 除非失败和导致失败的过程有被大众了解的平台，否则没人会去关注失败案例。管理者很难与人分享自己失败的教训，但新闻网站运营商Newstilt的创始人保罗比格尔（Paul Biggar）是个例外。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公司为何在2010年只存活了两个月就倒闭了。为了让更多人分享失败故事，一群企业家组织了FailCon会议，目的是让被埋没的经验教训进入大众眼帘。

公司想知道未来还能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可进行决策事后分析，深度考查结果背后的过程。当然，学习的目标必须是抵制我们归咎于别人的本能。


2．侥幸不等于成功。
 另一常被忽视的案例是侥幸的成功。其实那是另一种失败，仅仅因没有造成重大损害而被伪装为成功。

一位化学品公司高管给我们讲了一个侥幸成功的故事。公司旗下一家工厂的机器出现故障，突然喷射出高温气体。幸运的是，当时没有工人在附近。但随后的调查显示，有些工人在事发时，没有按要求穿戴保护服。若没有安全服的保护，直接接触高温气体会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

因为没人受伤，我们很容易认为这种情况无关紧要，并不理会此类事件。这家公司本可以在无须承担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学到宝贵教训，但它错失了这个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公司没有重视这次侥幸脱险的情况，工人很有可能认为，穿戴安全设备不重要，还会重复这种危险行为。

凯瑟琳廷斯利（Catherine Tinsley）、罗宾狄隆（Robin Dillon）和彼得麦德森（Peter Madsen）在《哈佛商业评论》2011年4月刊文章《别让虚惊成为浩劫》（How to Avoid Catastrophe
 ）中指出，无风险、匿名的上报渠道在多个领域都能减少侥幸脱险情况的发生，避免灾难性事故。


3．预防为主。
 发现潜在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截然不同。发现问题的战略之一是，唤起员工对公司运营情况的关切，并激发员工群体智慧。但很多公司的激励体系却起到相反的作用，而且员工常因担心遭到报复或者被当成讨厌鬼，再三考虑是否要公开自己的看法。负责日常运营工作的管理者和员工相比高阶领导更容易发现错误的迹象，公司应让员工感到他们有必要上报问题给高层，并无须担忧后果。


4．虚心听取反对意见。
 彼得德鲁克曾说：“除非有不同的见解，否则就不可能有决策。”若高管想制定行之有效的战略，需要倾听多方意见，包括批评他们行动的反馈。他们应保证身边的人来自不同背景，并提拔团队中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很多高管会特别要求某些同事、朋友或家庭成员对一些重要事务直抒己见。

皮克斯和迪士尼动画工作室总裁埃德卡特穆尔（Ed Catmull）强调，建立能够提出反对意见、削弱管理者锐气的智囊团很重要。他在《哈佛商业评论》2008年9月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长期看，每个人都会因会议中的反对意见受益，因为“听同事讲出影片的问题，我们还有时间弥补。但如果批评的声音来自观众，再想修改就来不及了。”


5．假设不一定成立。
 别再试图在这个信息丰富的世界找到和你的直觉一致的线索，那太容易了。首先你要自问，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犯了错？什么事能够证明你的观点不正确，你又如何能想到这些事？技巧之一是做个思维实验：假设你穿越到未来，发现事情并没有像你希望的那样发展。现在你有了后见之明，可以再问自己，我是如何犯错的？

如果你选择使用大数据，那就别把你的希望和梦想透露给你雇来搜集和挖掘数据的专家。要保证你提的问题不会透露出你希望他们找到什么信息，并促使他们寻找那些能够警示你失败的数据。


6．发散思维。
 如果我们想从经验中学到宝贵教训，似乎必须把重心放在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经验上。但实际上，这么做的弊端很大。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在《抓住幸运四原则》（The Luck Factor
 ）中证明，当一个人太关注某个问题或任务时，难免错过一些意料之外的机会。对公司而言，发现这些机会非常重要。只在某一领域做研发的公司，或只开通几个沟通渠道的初创企业，抑或只雇用有特殊背景员工的管理者都不能很好地应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

个人也要把握住从天而降的机会。开阔的思维赋予各种经验以新的意义，有助于我们学习、借鉴经验，并得到意外的收获，比如某个新发现或创意。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就是出于好奇心，在清洗一个发霉的培养皿之前检验了上面的霉菌，这一举动促成了青霉素的发现。同样，乔治德梅斯特拉尔（George de Mestral）对远足和狩猎的热爱促成他发明了魔术贴（Velcro）。他在远足后看到黏在狗毛上的苍耳，因此得到灵感。

有的管理者承认成功可能缘于巧合和运气，这比盲目相信自己判断力和掌控力的管理者好一些。外界变化难以避免且无法预知。斯拜罗马瑞达克斯（Spyros Makridakis）、罗宾霍格思（Robin Hogarth）和阿尼尔葛巴（Anil Gaba）在《与机会共舞》（Dance with Chance
 ）中指出，承认机缘巧合的管理者能够校准自己的直觉，学着将变化视为机会。为实现这一点，管理者必须扩大视野。了解不同经验有助于决策者提早预防未知风险，尽可能在正确时机作出正确回应。

如果我们不加批判地接受经验，还不如不借鉴所谓的“经验”。因为我们在学习经验的过程中总会经过三种过滤，即商业环境、身边人和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将这三种过滤器和对抗它们的方法牢记在心，就能发现经验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

已故行为决策理论创始人之一的赫乐尔恩洪（Hillel Einhorn）曾说：“如果我们相信能从经验中学到什么，那么也可能什么都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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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姆雷索耶尔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沃兹耶因大学的助理教授。罗宾霍格思是西班牙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的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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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人”到行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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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学认为，我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所做出的一切决策都是明智和最优的。然而现实中，我们的种种匪夷所思的行为却远非传统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完美。非理性是人类的本能，是主宰人类行为和决策的隐形力量，更重要的是，它是可以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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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背景


关于认知偏见如何干扰决策的研究以其分支“行为经济学”闻名，在学术界和普通民众中都大受欢迎。




困局


行为经济学只是看待决策的一种视角。正规的决策分析没那么活色生香，但却非常重要。而且，饱受非议的认知偏见有时正体现为十分有用的经验法则。




结论


管理者要明白何时需要正式决策、何时只需凭借直觉、何时要将两种方法综合运用。






做
 决策时难免犯错，人人都从个人经验中了解到了这一点。近年来又有一股实证研究潮流，没完没了地记录人类犯错误的倾向，生怕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道理。这个研究领域叫做“直观推断与偏见”，不过更为人所知的或许是其分支“行为经济学”。直观推断与偏见已成为理解决策的主要学术方法。该领域学者对商业、政府和金融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的著作已经进入流行文化，其中最重要的3部是《怪诞行为学》、《思考，快与慢》和《助推》。

目前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进展顺利。它提供了大量信息，极具价值，使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对决策的理解更为丰富。但这并非思考决策的惟一途径。即便只着眼于学术探讨，也有3种不同流派。目前直观推断与偏见占主导地位，而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它曾与另外两个流派相互交流，有时相互角力：其中一个有正式名称“决策分析”，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可以说是论证我们人类并非外表看上去那样愚蠢。

3个学派的拥护者彼此进行激烈辩论，直到最近尘埃落定，一些主要差异也依然存在。这不像大卫洛奇（David Lodge）的名言——学术政治如此激烈只因无关紧要。决策十分重要，决策学者的确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简要讲述不同流派之缘起与交互，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兴趣骤然高涨写起（追溯更早的学科发展，请参见《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2006年1月刊《决策简史》，作者利布坎南、安德鲁奥康奈尔），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在接纳决策相关建议时更具自主意识，成为更好的决策者。



理性的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统计学家和其他了解概率学的专业人士（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同盟国扮演了前所未有的决定性角色。他们运用运筹学分析手段改进制造业中的质量控制，让船只更安全地穿越大海，计算高射炮炮弹爆炸时会碎成多少弹片，并破译德军密码。

战后人们热切希望这种逻辑严密的统计学方法可以用到其他领域，著名的核战略思想“互相保证毁灭”便是这份热望的产物之一。另一个产物则是决策分析，其基本步骤可简要归纳为：一、阐述问题；二、列出可行的行动步骤；三、系统地评估每个选项。此种分析早有先例，早在18世纪70年代，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已运用“合乎道德或审慎的代数学”对选项进行比较、做出决策这一主题撰写了文章。直到20世纪50年代，学界仍积极致力于发展一套标准的选项权衡法，前景犹未可知。

“互相保证毁灭”这一术语的创始人、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以“期望效用”理论将当时的研究迅速推入决策领域。1944年，他与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合作撰写的重要著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and Economic Behavior
 ）第一章便概述了期望效用是想象事件与概率相结合的产物。期望结果效用值乘以该结果发生的概率，与自然发生所能得到的利益效用值及其概率乘积相比，便可得出期望效用值以指导决策。

实际运用起来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冯诺依曼分析围绕的中心是扑克博弈，其潜在利益容易量化处理，而生活中的决策比扑克更难量化。还有概率，事态若不分明，怎会知道具体概率？

最好的答案是，没有正确答案，每个人都要自己掂量着赌一把，不过有一种方法可依据新信息对概率进行修正，那就是贝叶斯统计法（Bayesian statistics
 ）——此法由英国教士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Bayes）创始，大部分内容由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完善。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长期停滞不前的方法在后继学者手中全新升级，重新焕发生机。为行文简洁起见，这里只介绍后继学者中的一位：统计学教授伦纳德萨维奇（Leonard Jimmie Savage），1954年出版《统计学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
 ），阐述了获得新信息时修正概率预测的规则。

这种思路的一个早期产物是1952年由萨维奇在芝加哥大学教过的学生哈利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提出的投资组合选择理论，至今仍有影响力。该理论建议选购股票者评估股票时，将一只股票的期望收入和自己估算错误的可能性同时纳入考虑。马科维茨因这一理论在1990年获得诺贝尔奖。

广阔的决策分析领域于1957年开始聚合，其时数学家霍华德雷法（Howard Raiffa）应哈佛商学院和统计学系联合聘任来到哈佛。他很快发现自己在给商学院学生上统计学课时，与他合作的是罗伯特施莱弗（Robert Schlaifer），这位古典研究学者具备快速学习能力，战后在哈佛商学院应邀教授过多门不同学科。他们两人推断出，标准数据回归分析和用于判定假设检验结果的P值不足为未来的商业领导者所用，于是采用了一种贝叶斯分析方法。不久，他们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便从统计学转移到了决策。雷法的“决策树”（decision tree）使学生得以计算他们各自适用的不同途径的期望价值，后来成为了哈佛商学院的重要课程内容，其他一些商学院也竞相模仿。

不过，“决策分析”这个名称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师罗纳德霍华德（Ronald Howard）提出的。霍华德是统计处理方面的专家，在麻省理工学院战时研究中曾与数名顶尖学者共事，并在剑桥大学与雷法相遇。1964－1965学年访问斯坦福大学时，霍华德受命将新的决策理论应用于通用电气核电总部计划在圣何塞建造的核电厂。他将期望效用理论和贝叶斯统计法与计算机建模和工程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门学科，自己起名叫决策分析，一些追随者则称之为“西海岸决策分析”，与雷法的流派相区分。在去年举办的决策分析50周年庆典上，霍华德和雷法被尊为该领域的两位奠基人。




更新概率

贝叶斯理论的数学原理并不难，但其应用往往不简单。本段说明文字摘自内特西尔弗《信号与噪音》。

比如说，2001年9月11日前，你把恐怖分子劫机撞击纽约某栋摩天大楼的概率（x）设为0.005%，那次撞击事故发生后，你得出恐怖分子驾机袭击曼哈顿时撞击大楼的概率（y）为100%，而飞机偶然发生撞击事件的概率（z）是0.008%，将这些数据代入贝叶斯方程xy/{xy+z(1-x)}，得出恐怖分子驾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的概率是38%，用这个数值做为初始概率计算第二架飞机的撞击概率，你得出的结果会是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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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逆袭

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用理论框架甫一提出，经济学家便将之视为理性行为模型和对人类决策实际过程的描述。“经济人”应当是理性生物，既然如今的理性概念内涵包括以某种一致的方法评估概率，那么经济人也应该做到这一点。若有人认为这个要求不太现实，萨维奇和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1948年撰文提出一个恰当的类比：资深台球选手不懂得计算台球碰撞反弹的数学公式，却同样能“击球落袋，仿佛熟知那些公式”。

令人惊讶的是，经济学家就此把这个问题搁置了30多年。他们并非认为每个人都能精准地计算出概率，而是单纯相信自由市场中普遍存在理性行为。

如此一来，人们是否真的按照冯诺依曼和萨维奇提出的方式做决策这个问题就留给了心理学家。这方面的先驱者是沃德爱德华兹（Ward Edwards），他从哈佛统计学教授处学到了期望效用理论和贝叶斯分析法，并在1954年撰写了题为《决策理论》的独创性论文发表于某心理学期刊。然而他的观点并未立即得到同行赏识。由于过度关注决策研究，爱德华兹失去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辞退。在某空军人才研究中心干了一段时间后，他进入了密歇根大学，这儿正在迅速发展成为数学心理学研究的中心。没过多久，他就把吉米萨维奇吸引到了密歇根大学所在的安阿伯市，开始设计实验，评估人们的概率判断在何种程度上符合萨维奇提出的原理。

爱德华兹设计的典型实验是：向被试者展示两包扑克筹码，一包有700个红色筹码和300个蓝色筹码，另一包正相反。让被试者随机抽取一包，拿出几个筹码，根据所得筹码的颜色比例，估算自己抽到了红多蓝少包或红少蓝多包的概率。

比如说，你拿到了8个红色筹码和4个蓝色筹码，那么你抽到红多蓝少包的概率有多大？多数人的回答在70%至80%间。根据贝叶斯定理，这个概率其实高达97%。还有，被试者概率估算中的变化“规则有序”，方向正确，因此爱德华兹于1968年得出结论：人们“处理信息时倾向保守”，并不完全符合决策分析规则中的理性判断，但足以应对大部分状况。

1969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邀请自己的同事、爱德华兹在密歇根大学的同学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就心理学研究的实践应用召开毕业生研讨会。特沃斯基向学生们介绍了爱德华兹的实验和结论。此前从未关注过决策研究的卡尼曼认为爱德华兹在评估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时过于慷慨，很快就说服特沃斯基与他合作进行一个研究项目。他们两人在某次大会上对数学心理学家同行们做了测验，以此为开端又做了一系列实验，表明人们估算概率、做出决策的方式与决策分析理论大相径庭。

“在未知情况下做预测和判断时，人们不会依照概率运算和预测统计学理论行事，”他们在1973年写道，“而是依赖有限的直观推断，有时可以做出理性判断，有时则会造成重大错误。”

直观推断属于经验法则——单凭经验做判断的决策捷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并不认为依赖直观推断一定是错的，但他们的研究集中在直观推断导致误判的方面。他们和他们的拥护者在几年里收集了许许多多误判案例，如可得性启发、禀赋效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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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术动向而言，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不仅在心理学领域吸引了大批拥趸，还启迪了年轻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在塞勒和众人的帮助下，成就了决策领域继冯诺依曼之后跨学科学者产生的最重大影响。2002年，卡尼曼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特沃斯基已于1996年去世，无法分享这份荣誉。有关金钱的直观推断与偏见视角以“行为经济学”之名为人所知。关于人类违反理性规则方式的研究依然是多个领域学者关注的热门内容。

然而，如何做出更好的决策，这个问题的答案却越发不明确。第一代决策分析者如霍华德雷法和沃德爱德华兹承认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指出的缺陷，但他们认为后者的实验关注点错置，导向了一种将人类视为“认知残疾者”（cognitive cripple）的宿命论观点。一些直观推断与偏见学者也同意这个观点。“偏见那部分的吸引力太强，完全压过了直观推断的部分，”曾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实验中担任研究助理、长期任教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巴鲁克菲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表示，“我与阿莫斯共事时，常常为自己的工作表明了人类选择是非理性的而感到畏怯。”卡尼曼本人也在《思考，快与慢》中写道：“事实上我们的实验只表明了‘理性行为者模型’未能完全描述人类行为。”于是又有新的一批研究学者开始钻研人类大脑的快捷方法是否全然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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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推断的作用

直观推断这一概念并不新奇。原为政治学家、后来成为全能型社会科学家的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将“直观推断”一词用于正面意义。他的主张是，决策者鲜有时间心力跟进决策分析师提出的优化过程，因此他们“满足”于快捷方法，采纳满意程度最高的决策，而不会一直寻找最优决策。

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常被视为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理论的前身，但两者在意图上有所不同。两者都描述了人们做决策时与理性模型的差距，但西蒙质疑“理性”模型并非最佳。到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其他学者参与争论。

这些学者中最激进的是德国心理学教授格尔德盖格瑞泽（Gerd Gigerenzer），他读过统计学博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在德国比勒费尔德市跨学科研究中心与哲学家、历史学家们合作研究概率论在17至19世纪间的兴起，这一年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他们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机会帝国》（The Empire of Chance
 ），这部大受好评的著作由盖格瑞泽和其他五位学者撰写——为了照应书的主题，作者排序是抽签决定的，所以盖格瑞泽的名字写在了最前。另一项成果则是盖格瑞泽心中逐渐浮现的一个念头：备受决策分析师青睐的贝叶斯分析法无可非议，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可用于分析概率。

据盖格瑞泽说，他在开始阅读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著作时“视角与大部分读者不同”。他先是怀疑部分结论。在某些情况下，对问题结构进行微调，便有可能去除显而易见的认知错觉。例如，盖格瑞泽和几位合著者发现，如果数据以自然比例（每1000个里有10个）代替百分比（1%）给出，医生与患者正确评估疾病风险的几率就大大提升。

盖格瑞泽并未满足于此。1989－1990学年他任职于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期间，曾在斯坦福大学（这里早已是特沃斯基的学术之家）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卡尼曼在这里任教）发表演讲，猛烈抨击“直观推断与偏见”研究项目。他表示，卡尼曼、特沃斯基及其追随者所做的不过是收集违反贝叶斯决策分析模型的案例，但贝叶斯模型本身就有瑕疵，或至少不完整。据盖格瑞泽说，卡尼曼起初是鼓励论争的，但最终厌倦了这种气势汹汹的挑战。这场讨论随后以文字形式发表于学术刊物，卡尼曼的倦意跃然纸上。

盖格瑞泽认为，我们不该一味觉得直观推断、直觉、仓促判断等等这些人类决策方法比决策分析师基于概率的判定方法低级，而对其全盘否定。这个观点并非他一人独有：在某种程度上，就连卡尼曼也这样认为。卡尼曼找到了一位更温和的讨论对象：心理学家、决策顾问加里克莱因（Gary Klein）。克莱因是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的著作《灵光一闪》中推介的学者之一，他研究消防员、军人和飞行员等人如何发展专业技能，将这一过程视为自然而然地形成印象，而非决策分析师模型。他与卡尼曼一同进行直觉部分的研究，并得出结论——用克莱因的话说，“可预测的情境中有学习机会，方能获得可靠的直觉”。

直观推断胜过决策分析的时候就这么少？盖格瑞泽说，不。而且过去几年发生的事（主要是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他提出，如果不确定因素太多，“为了保持稳健，就不得不简化。无法再优化了。”换言之，与其用不准确的概率进行决策分析，不如依循经验法则。关于这点，盖格瑞泽最爱用的例子就是，决策分析近亲“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创始人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一次失言说出自己在选择退休账户资金时只是把钱分成N等份，分别存入N个备选账户，给每个账户的分配额都是1/N。随后的研究显示，“1/N”直观推断法效果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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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法则

直观推断可能很有用，也可能导向重大错误。

有用的快捷方法


1/N


公司退休计划有N种，便将资金分为N等份分别投入，这种投资策略听起来似乎很是愚蠢，但维克托德米基尔、洛伦索盖勒普和拉曼尤博尔在2009年发现，过往数据显示这种方法与投资组合优化不相上下，只有追溯到250年以上的数据才能看出优化法可靠度更高。




再认式直观推断


信息少通常比信息过剩好，对名字的认知往往能较好地反映其意义。丹戈尔茨坦和格尔德盖格瑞泽于2002年发现，给美国学生看两个随机抽选的城市名称，让他们猜测哪个城市人口较多，德国城市得到的猜测结果比美国城市略为准确一些。早先以德国人为被试对象的测试得出了同样的机制，美国城市的猜测结果较为准确——而且，当戈尔茨坦和盖格瑞泽反复用美国城市给德国被试对象做测试，被试对象开始对城市名称产生再认时，猜测准确度下降了。



有害的快捷方法


可得性启发


我们会认为自己容易回想起的事情更容易发生。20世纪70年代早期，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做了一个实验，询问被试者“以字母K开头的词”和“以K为第三个字母的词”哪个更常见。以字母K开头的词更容易想到，因此大部分人选择了这一项，然而以字母K为第三个字母的词比前者多出一倍。经济学和投资预测中有着相似的倾向。




禀赋效应


1990年，丹尼尔卡尼曼、杰克尼奇和理查德塞勒发现，给某人一个杯子，问他会以多高的价格把这个杯子卖掉，他会开出一个比你起初试图将杯子卖给他们时开价更高的价格。后续研究表明，人们几乎总是给自己的所有物赋予比非所有物更高的价格，即使两者市价相等也不例外。





决策领域的现状

如今，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直观推断与偏见派在学术界和普通民众心目中都占上风。这种方法优点众多，且非常适合用来获取有趣的新实验结果，对想要获得教职的年轻教授大有帮助。还有，记者喜欢拿直观推断与偏见做文章。

不过，决策分析也并未淡出。1997年，哈佛商学院撤销了决策分析必修课，但部分原因是很多学生已经掌握了决策树等核心知识。而作为一门高等研究学科，决策分析相关研究只局限于零星几所大学：南加州大学、杜克大学、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和罗恩霍华德（Ron Howard）执教的斯坦福大学。其运用集中在工业，如油气、医药，这些行业的管理者必须做出长远投资的重大决策，用于决策的数据基本可靠。雪佛龙公司（Chevron）几乎确凿无疑是决策分析最热情的拥趸，员工团队里有250名决策分析师。决策分析还在计算机科学和其他有着定量特质的领域获得了重视，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借以成名的总统大选预测正是应用了贝叶斯分析法。

认为优化理性决策并非上佳良策的论者比比皆是。盖格瑞泽在德国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有一个庞大的研究团队。克莱因及其同盟——主要来自工业和政府界而非学术界——定期聚会参加自然决策会议。不担任决策分析师的决策学者多半隶属判断与决策学会这一跨学科组织，该组织中主流是直观推断与偏见。“我们跟他们仍然界限分明，我们是卡尼曼－特沃斯基学派，剩下的是戈尔德的拥护者和同僚。”曾是戈尔德盖格瑞泽学生、如今供职微软研究部门的丹戈尔茨坦（Dan Goldstein）说：“支持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人占九成。”而学会指定的下届会长又是戈尔茨坦——与导师盖格瑞泽相比，他的为人要和气圆滑得多。

在实践性的决策咨询领域，这两个学派不像在学术界那样泾渭分明。由哈佛学者马克斯巴泽曼（Max Bazerman）编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唐穆尔（Don Moore）参与修订后续版本的顶尖商学院教材《管理决策中的判断》用大篇幅阐述直观推断与偏见，但推崇的是决策分析师霍华德雷法，结尾的建议第一条就是“运用决策分析方法”。这种写法并非自相矛盾，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项目最初出发点就是以决策分析为最佳方法。但遵循这一传统的研究者试图纠正人们的决策错误时，同样发现自己也转向了直观推断。

直观推断与偏见研究最著名的一个产物是理查德塞勒和什洛莫伯纳兹（Shlomo Benartzi）的“为明日储蓄更多”项目，承诺在工资上涨时自动提升养老金份额，利用直观推断使工人被问及希望多少工资存为退休金时不必为难，大大提升了储蓄数额。最近一项面向多米尼加共和国小企业家的实地研究发现，直接教他们把业务用和个人用的钱包分开，每月只允许一次把一个钱包的钱放到另一个钱包，这样做的效果大大优于传统理财教育。“难的是弄明白直观推断在何处适用、在何处无用甚至有害，”该项目研究员之一、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安托瓦妮特肖尔说，“至少从我看到的来讲，我们尚未能够准确判定直观推断起作用的领域边界。”

这个问题是盖格瑞泽和同僚们最近的主要研究项目——盖格瑞泽称之为“生态理性”。他们提出，若环境中不确定性高、潜在选项多或样本容量小，直观推断就可能胜过更具分析性的决策方法。这个生态分类法或许不怎么样，不过，明智决策由多种理性模型、误差规避和直观推断一同组成的观点渐渐成型。

其他重要的发展正在显露。随着神经科学的进步，科学家若能深入了解人脑做选择时的机理，决策方程也许会随之改变，但现在谈这个为时尚早。决策正逐渐交由电脑处理，电脑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局限和偏见又不同于人类。但约翰冯诺依曼和赫伯特西蒙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这个领域糅合了冯诺依曼的决策分析方法与西蒙的直观推断法，迄今尚未给出孰优孰劣的定论。



如何更好地做决策

那么，思考决策的正确方式究竟是什么？这里有几个简单的答案。对于需投入大量成本、有合理可靠数据参考的重大抉择如是否修建炼油厂、是否去读昂贵的研究生院、是否接受某项治疗，决策分析法能发挥巨大价值。在谈判和群体决策中，决策分析法也很有用。有人运用此法数年，称自己能熟练地用它进行快速判断。哈佛经济学家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在决定要往哈佛广场的停车计费表里投多少钱之前迅速在头脑中做了一遍决策树。“有时候是挺烦的，”他承认，“不过你会越来越熟练。”

冲进火场的消防员根本没有时间做决策树，但如果经验足够丰富，就往往能依靠直觉做出最佳判断。与之相似，其他许多领域亦可经由多年实践培养直觉——至少1万小时的刻意训练才能成就真正的专业技能，这是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松（K. Anders Ericsson）著名的预测。适用这条规则的领域通常较为稳定，例如网球、小提琴乃至火灾都不会突然彻底变得让过往经验统统失效。

管理领域则不然。管理中既有重复的、适于结合经验直觉加以应对的老局面，也有用不上直觉的新局面。管理既牵涉到可以计算风险和潜在收益的项目，又涉及可能被计算误导的开创性举措。这些最需要的也许是综合运用多种决策策略。

直观推断与偏见研究值得称道的一点是，即使不会告诉你该做什么决定，至少能警示你避开明显错误的思路。如果对禀赋效应的意识让你不再坚持某种已现颓势的商业路线，转而投资新业务，那你可能会看到起色。

许多成功的领导者都有个小特点：对自己的决策或胜算过于自信——这是决策错误榜中名列前茅的一条。在商业最前沿，好的决策看上去可能有点儿像《星际迷航》中柯克船长和斯波克先生之间的关系：斯波克喋喋不休地分析胜算，柯克满怀自信地乱闯，斯波克依然在他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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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斯廷福克斯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前编务总监、《彭博视点》专栏作者，著有《理性市场迷思》（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Market
 ，哈珀商业出版社，2009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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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HBR-C Dialogue




专访日本株式会社良品计画社长


金井政明：看得见的经营

王丰 | 文　李武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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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印成功的关键有两个：一，始终坚持一个战略组合，无印称之为经营三要素（愿景+体验+战略）；二，始终坚持在不同阶段、用不同的手段确保“看得见的经营”。






无
 印良品（MUJI）（以下简称无印）创建于1980年，是日本著名的生活型态提案店之一，2013年度销售额2000亿日元以上，业务在全球24个国家开展，是日本全球化最成功的品牌之一。

无印创业之初的商业环境与目前的中国非常相似：一方面，盛行大牌崇拜和过度消费，同时，大量粗制滥造的商品广泛存在，大众消费处于一个精致化、个性化提升的阶段，消费型社会正在塑造当中。

无印最初不是一家独立创业公司，它是大企业内部的一个创新项目。它选择了愿景驱动的公司发展模式，从一个创新的愿景起步，所有的做法基本上与传统商业的做法相反，很快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通过独特的管控，无印经营的商品种类由最初的40种增加到2013年财年末的7332种。如此之多的品类被一个相同的愿景紧紧地串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化的生意，无印是怎么做到的？

纵观无印几十年来的经营管理发展脉络，存在一个核心的经营模型，被称为经营三要素：愿景、体验、战略。无印经营三要素实质上是一个战略组合，35年来，无印的商业模式始终没有变过，这个战略组合也始终没有变过，如金井政明所说：变化的只是管理主题、对环境和用户的感知方式以及商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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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这个战略组合成败的关键因素又是什么呢？答案是“看得见的经营”。“看得见的经营”是无印逐渐积累、完善起来的一套经营思想、准则和方法。翻看无印历史，你可以发现，凯歌高奏的阶段，一定是处在“看得见的经营”的轨道当中，雄心受挫的阶段，一定是脱离了这一轨道。

那么，如何实施“看得见的经营”呢？无印用起伏跌宕的管理实践呈现出的大脉络是这样的：创业期，现场主义是实现“看得见的经营”的主要手段；发展期，不但要有现场主义，更要完成组织化和信息化；成熟期之后，各种管理手段必须全面进化，才能实现“看得见的经营”。

2008年，金井政明成为无印第六任社长。当时，无印在成熟的本土市场已经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他要为无印找到新的市场。次年，他作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经营日本以外的市场”的决定，这一战略的关键词是实施“真正的全球化”。

什么是“真正的全球化”？第一，把最核心的系统和技术全面导入到海外业务中去；第二，之前用5%的员工管理海外业务，之后，其余95％的人也必须支持海外业务。这在无印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事实上，“真正的全球化”也是由“看得见的经营”思想所催发的。

2014年11月6日，上海，HBR中文版独家专访了日本株式会社良品计画(RyohinKeikakuCo,LTD)代表取缔役社长金井政明，无印良品是日本株式会社良品计画旗下品牌。金井政明面孔狭长，鬓角遮住耳朵，样子看起来自然、朴素、随意，时不时会开个玩笑，但他不喜欢讲故事，多余的话、重复的话绝对不说，追求本质和简单，其举手投足都显现出无印的核心理念。



创造与众不同的战略


HBR中文版：
 无印在创业时期面临的是怎样的环境？


金井政明：
 当时的商业环境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大牌崇拜和过度消费，二是1978年全球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消费者开始精打细算。在这种环境下，超市开始利用渠道优势开发自有品牌商品，这样可以降低价格。1980年，西武流通集团（后来改名为西武集团）董事长堤清二作出决策，要求旗下西友百货创办自有品牌无印良品。




HBR中文版：
 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创造无印，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金井政明：
 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向，首先，相对于其他自有品牌，无印起步较晚，这使我们看到，单纯依靠渠道优势走低价路线不是长久之计；其次，相对于制造业品牌，后者要么追求降低价格，要么通过广告提高品牌附加值，这都不是无印的战略选项。无印需要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战略，这是我们当时面临的挑战。




HBR中文版：
 如何做一个与众不同的战略？


金井政明：
 愿景决定战略。当时堤清二先生注意到一个现象——大牌崇拜和过度消费在1970年代末期的时候已经产生了一些负面情况，传统的、淳朴的东西慢慢消失，生产商为了吸引消费者注意力，把过多的资源用在了包装、广告、花哨设计等商品外在的方面。堤清二认为这是浪费，这没有给顾客真正创造出价值，他提倡在商品设计方面要节制，并提出了“反品牌”思想，强调反流行，商品要追求长久耐用，使用高度普遍性的设计和材质，制定恰当的价格。




HBR中文版：
 接下来呢？


金井政明：
 带着这个想法，堤清二找到日本当时最有名的平面设计师田中一光，一番深谈后，他们得出了一个共识：过分的繁华和奢侈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企业应该通过创造性活动，让世界变得更加简单和朴素。他们还定义出了一个新的设计理念——“这样就好”，用来对抗当时流行的“这样最好”。“这样就好”是无印的愿景，它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是先有了愿景，才创办了无印，无印一直是一家由愿景驱动的公司。




HBR中文版：
 如何把它落实为战略？


金井政明：
 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经营模型，称之为经营三要素，包括愿景、体验、战略，三者的关系是这样的：愿景决定了体验和战略，而顾客体验则是愿景与战略之间的核心纽带，三者保持持续的一致性是这一经营模型的基本准则。比如在创业阶段，除了“这样就好”这个愿景之外，堤清二还对木内正雄（1989年无印独立后，木内成为初期社长）团队提了一个要求——商品品质不低于同类制造业品牌，价格要低三成。这个“要求”实际上就是一个产品战略。




HBR中文版：
 在无印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个简单的经营模型是如何发挥关键作用的？


金井政明：
 西友百货接受堤清二的指令之后，在西友超市的平台上组建了无印团队，木内正雄（1989年无印独立后，木内成为初期社长）成为首任主管。除了愿景，堤清二只向木内团队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商品品质不低于同类制造业品牌，价格要低三成。除此之外，没有提出任何营业额之类的要求。




HBR中文版：
 堤清二只定了一个愿景和一个要求，其他的交给了木内团队。那么木内是如何把这两件事情做实的？


金井政明：
 木内团队的使命很明确，聚焦于顾客体验，把公司愿景转化为团队的愿景，然后始终保持经营三要素的一致性，核心是追求两个一致——愿景与顾客体验的一致、愿景与战略的一致。木内团队打出一个更具顾客导向的产品理念——“因为合理，所以便宜”，把愿景落实到顾客的需求层面上，比如：在设计上强调长久耐用、高度普遍性的材质、蕴含生活美学；在产品上，要采用优质原材料，持续改良工序用以降低成本，简约包装；在营销上，要去除logo、广告、代言人、海量宣传、形象设计等等，从而降低产品价格。做到了这三方面的合理，最终以恰当的价格提供优质的商品，就是“便宜”。基于后者，木内团队把产品理念、顾客体验与“品质不低于制造业企业同类产品，价格要低三成”三者结合，形成了一个清晰、可检验的战略，就是这样，木内把堤清二的第二个要求也做实了。




HBR中文版：
 要把一个与“流行”背道而弛的愿景发展一个生意，木内组建了怎样的团队？


金井政明：
 木内团队有三个核心特征：一，木内不是打工心态，他完全是一个创业者心态，始终站在一线指挥。二，团队成员有一种“盲从”，什么是“盲从”？比方说，木内说这就是“酒”，即便这是“水”，成员也会说这是“酒”，这种“盲从”使团队的行动力极强。三，从搭配来看，一个精英加一群“傻瓜”，创业期就是需要这样的搭配。




HBR中文版：
 团队成员必须信奉“这样就好”的愿景吗？


金井政明：
 只有共同信仰公司的愿景，团队才能迸发出火一样的热情。木内团队打出了“因为合理，所以便宜”这个产品理念，马上引起了轰动，它把“这样就好”的愿景拉到了顾客的实际生活需求中，使“愿景”接上了“地气”，顾客便纷至沓来，这时，最关键的就是全面地保证我们的产品、顾客体验与“品质不低于制造业企业同类产品，价格要低三成”的一致性了，无印严格地做到了三者的一致性，从而赢得了顾客的信赖。就这样，1980年无印从西友超市的一个只有40种商品的专柜起步，仅用3年时间就开设出第一家路边独立店铺——青山店，在同期的超市自有品牌浪潮中，只有无印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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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三要素支撑商业模式


HBR中文版：
 无印的商业模式与同类品牌有什么不同？


金井政明：
 我们当时测算，每10人中，大概有1人认同无印的愿景，无印的商业模式就是，围绕这1个人开发出能够满足其不同需求的多样化产品，而不会像制造业品牌那样——用市场营销的办法去争夺其余的9个人。无印的商品开发人员和买手擅长根据对顾客的感受来设计产品以及与制造商一起进行生产流程的优化，35年来，这个商业模式没有发生过根本的改变。




HBR中文版：
 这一商业模式与经营三要素是怎样的关系？


金井政明：
 无印商业模式必需得到经营三要素的有效支撑，实现市场、商品、渠道的匹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最佳的顾客体验。具体来说，一，要找到认同“这样就好”愿景的顾客，二，确保我们设计的商品符合这个愿景，三，无印极度注重愿景与产品设计、店面设计、商品陈列的一致性，以便实现最好的顾客体验。我们并非把产品当做产品去考虑，而是把产品当做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店铺也是产品的一部分，产品设计、店面设计、商品陈列要实现三位一体，愿景才能更有力量地对顾客产生影响。




HBR中文版：
 无印用怎样的制度保证商品设计与愿景始终保持一致？


金井政明：
 无印没有自己的工厂，而是通过与外部工厂合作来完成商品制造，我们有两个核心手段用来维护愿景与商品的一致性：一，始终把设计、开发职能掌控在自己手里，其它的自有品牌，通常只是通过与制造商共同讨论来完成这项工作；二，放手让田中一光这样的独立设计师最后把关，让他们判定什么是无印，什么不是无印，独立设计师完全从愿景出发来做决定，而商人往往习惯于在愿景与商业利益之间做出妥协。




HBR中文版：
 把商品的决策权交给独立的设计师？


金井政明：
 是的，木内把每家店铺上架商品的决定权交给“商品判定会”，商品判定会由5位设计师组成，他们都是独立从事创意设计、室内设计的专业设计师，在各自领域拥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每家店铺的每个商品，都需要他们逐一审视、讨论、筛选并决定是否可以上架出售，无印从第一件商品开始，就开始了这种审查方式。



现场是核心


HBR中文版：
 在木内创业期，实施经营三要素这个战略组合的关键是什么？


金井政明：
 关键是实现看得见的经营。商业最讲究的是对变化的反应能力，因为市场的变化从来都发生在实践一线，不会产生在会议室里，无印在管理上追求看得见的经营，只在办公室思考是想不出好点子的，要走到发生变化的现场去，要想了解事实真相，除了深入现场、接触现物、了解现实之外，别无他法，所以，现场主义是“看得见的经营”的核心。




HBR中文版：
 对于无印来说，店铺就是现场？


金井政明：
 无印的核心能力不是制造，而是对市场的感知，店铺开到哪里，感知就延伸到哪里，无印就是通过这些感知来带动商品开发的。无印要求每个店长的职责不仅仅是“把商品卖出去”，还要分析、研究“做什么调整来应对变化”，并有能力做出产品、服务、制度等方面的新方案，这就是“现场主义”，在无印创业阶段，店铺不多，每个店铺独立经营，木内始终站在一线指挥，现场主义是把经营三要素实现为“看得见的经营”的主要手段。




HBR中文版：
 进入发展期后，外部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


金井政明：
 1989年，无印脱离了西友的直接管理，从事业部转型为西友的控股子公司，良品计画社正式成立，木内成为首任社长，无印实现了独立经营，仅仅半年后，日本泡沫经济宣告崩溃，漫长的萧条来临了，这对于注重商品实质的无印来说，却意味着发展良机。整个1990年代，无印实现了高速扩张，逐年两位数增长，营业额从1990年的245亿日元升至1999年的1066亿日元，利润急升120倍达到134亿日元，在同行普遍陷于萧条的状况下，无印的表现被喻为“无印神话”。




HBR中文版：
 在那段顺风顺水的环境中，无印面对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金井政明：
 随着店铺数量的迅速增加，单靠管理者的现场主义已经无法高效率地实施“看得见的经营”，组织化成为了关键的挑战。所谓组织化，就是用体系、制度和流程来保证经营三要素的可见度，从而实现提高效率和持续成长。




HBR中文版：
 无印完成这个挑战了吗？


金井政明：
 进入发展期之后，无印走上了扩大规模的路线，但在业务上，仍然依靠个人经验或直觉进行管理，各项业务没有制度化和流程化，没有注重知识管理，不能有效累积众人的工作技巧和智慧，这都是组织化不足的表现，遇到问题时，如果主管不在场，员工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造成执行力衰减。



不能偏离愿景


HBR中文版：
 为什么忽视了这个挑战？


金井政明：
 1997年，西友百货陷入困境，木内社长被紧急调回拯救西友，有贺上任良品计画第二任社长。有贺是西友商品开发部门的精英，他对我们讲，木内培养了我们，他才是真正的老大，现在他去拯救西友了，工作很艰难，而西友拥有很多无印的股票，这样，我们只要把无印做大、做好，股价就会上涨，我们就可以帮助老大解困。




HBR中文版：
 如此一来，迅速做大成了当时无印的首要目标？


金井政明：
 由于出现了这种紧急事件，无印的核心驱动力由愿景转变为规模，经营三要素出现失衡，有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CEO，在组织化方面，他也做了很多建设性的工作，把商品开发的审批流程化了，设计咨询顾问不再需要对每个产品进行讨论决定，极大地缩短了产品开发周期，他把木内时代每家店铺的独立运营方式改为连锁方式，把无印推向了跨越式发展的轨道，并于1998年成功实现上市，股价上涨了很多，西友套现了股票后，解决了财务危机。




HBR中文版：
 经营三要素失衡导致的不良后果是什么？


金井政明：
 由于过度追求销售业绩，忽视设计开发理念，门店扩张过快，为追求利润，盲目模仿其他公司畅销商品的设计，生产了大量背离原有愿景的产品，随着连锁店铺数量越开越多，品牌个性随之弱化，无印的产品失去了特色，竞争对手也追赶了上来，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无印。




HBR中文版：
 1990年代，无印曾被认为是日本唯一能够通行于世界的流通企业，当时无印在全球化方面的状况怎样？


金井政明：
 1991年无印就在伦敦开设了第一家海外店，之后陆续在欧洲开了四、五家店，进入规模扩张阶段之后，1998年确定了4年内在欧洲开50家店的目标，但实际上2000年开到第21家时这个计划就停止了，原因是持续的赤字。在亚洲，无印1991年进入香港，之后连续开了7家店，但都因为亏损而最终关闭，这是我们的第一轮全球化。




HBR中文版：
 为什么第一轮全球化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受挫呢？


金井政明：
 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我们在欧洲的店铺出货的产品主要是从日本进口，成本高，本地化不足，但核心的原因是急速扩张导致了管理失控。在第一轮全球化当中，我们的全球化系统没有搭建起来，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不足，经营三要素陷入“看不见的经营”之中，这与日本国内的情况是一样的，最终造成了无印在2000年出现独立经营以来的首次大幅亏损，并且几近破产。在这种情况下，2001年，松井忠三上任第五任社长。



治理失衡必须变革


HBR中文版：
 松井社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金井政明：
 松井社长带着我一起走访了日本全国总计107家分店，深入了解“现场”，和员工一起喝酒。我们发现，虽然气氛轻松，但员工由于担心受到直属上司的刁难而不肯轻易说出真实情况。最终，他总结出了8大败因，包括：自满；大企业病，纵向组织结构的僵化；急功近利；品牌弱化；店铺开发战略的失误；社长更替准备不足；背离了专于创造的初心；竞争对手的强势崛起。




HBR中文版：
 员工不肯轻易说出真实情况就是大企业病的体现？


金井政明：
 当时无印的大企业病已经体现在很多方面了，董事会作为最高决策部门却脱离了实际，成为高管例行公事进行表决的官僚机构，公司内部采取的完全是管理型体制，创新的力量不断减弱。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基层管理者如果要做一份报告给最高层审批，整个流程需要盖7个到10个领导的印鉴，如此低下的效率，使一线经营根本无法有效应对市场变化。




HBR中文版：
 面对这些问题，松井如何选择推动变革的切入点？


金井政明：
 松井认为当务之争是提高店铺经营能力，而造成当时店铺能力低下的关键症结是纵向组织结构的僵化。松井说，无印管理变革的转型目标是，将领袖型经营转换成接力型经营，就是彻底按照简单规则推动公司运转的一种机制。他选择服饰杂货部门作为突破口，首先实施的是实现企业运营全过程的可视化，可视化的实现过程，也就是打破纵向组织结构、实现扁平化的过程。




HBR中文版：
 比如说？


金井政明：
 比如出台了硬性规定，要求营销总监将生产商品的相关信息从脑中调出来，以数据为内容做成统一的格式，这样，一线管理者就可以对商品的生产过程和状态一目了然，进入可以时时管理的状态。再比如，在内部网路设立“DINA”的系统，即Deadline（完成期限）、Instruction（指示）、Notice（联络）、Agenda（会议记录），员工可以在电脑上共享所有部门的业务指示与联络事项。此外，还作出规定，一份文件“只需盖3个章”，同时厘清责任归属等等。




HBR中文版：
 如何进行结构变革？


金井政明：
 松井将2001年定为结构改革年，将整个改革分解成7个项目：经营流程；店铺经营能力；优化店铺租金；人事与培训；一元化顾客管理；欧洲业务重建；品牌经营。每个项目设立一个临时的改革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7－8个委员组成，每个委员会一定要包含年轻员工，年轻员工来自基层，了解一线实际情况。




HBR中文版：
 变革的结果是什么？


金井政明：
 这次变革的结果是把无印带入了科学化管理的轨道。以往，无印在管理上注重文化和感性，变革之后，在数字化管理的基础上，实现了基于市场变化的准确、迅速的行动能力。在历经3年变革后，无印于2003年上半年度重新走上了快速、持续增长的轨道，2007年净利润106亿日元，实现了“V形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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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井政明任无印良品社长期间（2008年至今）的6项管理改革


1
 快速止血，并彻底改变商品开发的无序过程，推动服饰杂货的存货改善（改革前，商品开发仍然是生产驱动型，当年下单量为去年同期的120-130%，而且还过分重视销售计划达成，过量生产，使服装打折成为常态，恶性循环）。


2
 针对占2/3的核心商品生活杂货，进行根本的开发模式创新（从“为开发而开发”到“消费者驱动”，建立快速纠错体系）。


3
 以岛村为标杆，重新制定市场战略，重新定位品牌，建立自己的开店标准手册，调整增长目标（改革之前开店主要依赖外部的第三方机构，没有建立开店的标准，门店跟公司整体战略无法有效匹配，造成判断失误，开了很多投资回报低的门店）。


4
 成立“30%委员会”，提升营运效率，控制成本，从而提高盈利水平（主要手段有存货清理、商品开发流程可视化、开发模式回归消费者、品类结构优化）。


5
 信息系统持续升级，打通上下游信息流，提高业务效率。


6
 实施门店瘦身项目，研发门店作业指南，提高效率，减少浪费（降低门店运营成本，以精益生产的标准来改进门店作业）。



数据来源：无印良品





全面进化管理体系


HBR中文版：
 2008年你出任社长时，面对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金井政明：
 当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无印在本国的业务出现停滞，2008年，净利润下降到69亿日元，而且我们判断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将不是短期的。另一方面，无印在日本的发展已经很成熟，新开店的机会已经很少，本国很难支持无印有更好的发展，我们需要找到新动力。2009年，我们决定实现真正的全球化，以中国为中心经营日本以外的市场，目标是，2017年之前海外店铺数量要超过本土店铺的数量。




HBR中文版：
 为什么是“真正的全球化”？


金井政明：
 我们的第一轮全球化并没有做到以总部为中心来管理全球的店铺、制造系统以及物流系统。在2009年之前，国内业务与海外业务一直采用两个管理体系，国内的体系没有覆盖到国外的体系。




HBR中文版：
 实施“真正的全球化”之后，核心变化是什么？


金井政明：
 第一，会把最核心的系统和技术全面导入到海外业务中去；第二，之前只用5%的员工（海外事业部）管理海外业务，2009年之后，其余95％的人也必须支持海外事业部的工作。这在无印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HBR中文版：
 作为无印进入成熟期的战略，“真正的全球化”给无印带来的挑战是什么？


金井政明：
 2003年松井社长成功地领导了无印实现“复活”之后，可以说无印从发展阶段走入了成熟阶段，这一阶段，我们的目标是把无印的成功复制到全球，我们必须进化，包括商品开发方式的进化，体验的进化，信息系统和管理的进化，这是一个核心挑战，关键是需要我们在全球化的环境中重新构造经营三要素的平衡体系，在新的环境中推动管理体系的进化。




HBR中文版：
 如何进化？


金井政明：
 方式需要革命，我们决定不再是封闭起来自己做，而是要打开门和大家一起做。2003年，无印发起了“World MUJI”项目，旨在与认同MUJI理念的世界顶级设计师合作，共同开发产品，然后以匿名的方式出售。我们还启动了Found MUJI项目，先是从一小部分店铺做起，2009年之后，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发动员工、顾客亦或任何人，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著名设计师或高度完善的日常用品，这个项目体现了我们另一条商品开发路径，即探寻扎根于全球生活文化、历史文化的优良之作，从世界范围内优秀的日用品中学习经典之处，然后由无印良品精心打造。




HBR中文版：
 成果如何？


金井政明：
 比如，无印的设计顾问深泽直人就在景德镇发现了一种长条板凳，以此为基础，它进行了设计，这种以往在中国随处可见的物品，经过线条和角度的调整，一下子变成了无印的畅销品。在这一商品开发战略下，目前已实现了近500种商品，这些商品来自全球各地的一些生活发现，无印以此为基础素材，进行产品化，然后在店铺里出售。




HBR中文版：
 传统的商品开发方式如何进化？


金井政明：
 把顾客纳入到商品开发流程当中，重新构造商品开发的流程。我们重建了两个由我亲自管理的部门，一个是生活良品研究所，它更像一个非正式的研究部门，通过实体店铺和网络与顾客交流，该部门的职能是把商品开发与顾客完全连接起来。另一部门是商品种类开发部，由无印内部设计师组成，他们需要主动寻找需求，然后根据顾客需求定期更新产品设计，最后由日本顶尖设计师组成的外部咨询委员会严格讨论商品是否符合“MUJI的理念”，把这个部门置于顶层，保证了MUJI每件商品从企划、设计、制造到售卖均有设计师参与，并且更高频率地响应需求的变化。




HBR中文版：
 信息系统呢？


金井政明：
 我们目前已经构造了一个完整的全球化的物流系统，它与全球化的制造体系无缝连接到了一起，意味着无印的自动定货系统全面运作了起来，无印是全球第一家唯一拥有这个系统的企业。此外，基于第二轮全球化目标，无印在信息化方面的进化还在继续，下一个项目是财务系统的全球化和人事系统、制度的全球化，这是我们正在做的课题，2016年会彻底完成。




HBR中文版：
 你为什么提出要进行员工工作方式的变革？


金井政明：
 随着IT系统越来越完善，员工从越来越多的常规作业中解放出来，工作内容更多地转向为与顾客互动、艺术层面或创造性层面的工作。“劳动”和“工作”在英语里对应着3个内涵不同的单词，分别是labor、work和play（玩）。工业革命之前，工作是labor，工业革命以后，设备替代了劳动力，labor进化到了work时代，信息革命之后，work开始向play进化，play的核心是创造力，这是工作方式的重大进化。




HBR中文版：
 现在是work与play并存的时代，管理如何与工作内容匹配？


金井政明：
 work部分都可以通过数字、流程、系统、制度来解决，管理工作就是实施组织化、结构化和系统化，而对于play的管理，核心是解放员工，让员工有一种play的感觉去工作。比如无印的销售员做found muji项目，要去一个地方呆一段时间，目的是找出当地特色产品，这项工作需要带着兴趣去做，带着文化内涵去寻找和体验，如果你给他很多硬指标，让他非完成不可，效果就不会好。无印之所以是目前是日本离职率最低的公司之一，与我们持续推动解放人有着很大的关系。




HBR中文版：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如何思考无印的未来？


金井政明：
 我们品牌已有35年历史，但我们始终在讨论究竟什么是良品？始终思考我们是谁，这是保持战略一致性的一个有效方法，我们会一直议论下去。环境在变，时代在变，一致性对于企业家思考未来是最重要的，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会始终思考如何对社会做出贡献？只有持续做出贡献的企业才能长生不老。我们要做水一般的企业，世界上存在很多商品，很多商品只是为了卖得更好、更流行，无印追求的是本质，而不是匆匆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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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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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井政明

（KANAI MASAAKI）

日本株式会社良品计画代表取缔役社长






出生时间：
 1957年


简介：
 1976年进入株式会社西友Store长野（现“合同会社西友”）工作，1993年转入株式会社良品计画任生活杂货部长，在此期间，金井政明主导开发面向普通家庭的商品，让无印良品获得迅速扩张，为无印良品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金井政明就任常务董事、营业本部长一职，和现任株式会社良品计画会长的松井氏一起，开展了无印良品的构造改革。2008年2月起，金井政明就任株式会社良品计画代表取缔役社长一职至今。自2008年就任社长以来，为了建立重视与顾客对话的新的企业形态，他提出了各种交流战略，获得了普遍好评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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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丰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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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董事会

WHERE BOARDS FALL SHORT

鲍达民（Dominic Ba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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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荟蓉| 译　安健 | 校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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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董事并不了解公司的长期战略，这使得董事会这一本应关注长期利益的机构，成为企业追求短期利益的根源。为扭转这一局面，本文作者提出了4条解决建议，其核心是延揽专业人士进入董事会。这对于正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中国国企和众多中国民营企业，如何建立公司治理结构有着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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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绝大多数董事承认，自己所在的董事会并不完全理解公司战略，不了解公司是如何创造价值，也不了解公司所属行业的现状。他们认为，致使公司囿于短期利益的主要责任方正是自己。




原因


董事会未能招揽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专业人才。董事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讨论战略，而且过多地受到只关注短期利益的投资方影响。




解决方案


加大投入，吸引专业人才。起用专业背景雄厚的董事会顾问。实行退休制度，使吸纳新鲜血液和保留宝贵经验这两项需求取得平衡。鼓励员工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更为详实的战略性谈话。吸引目光长远的大投资方，提高董事的待遇，对长期绩效予以特别奖励，让董事会更好地投身工作。






董
 事会失职！自美国安然（Enron）公司破产事件引发第一波监管改革浪潮至今已10余年。尽管独立的监管方如国际公司治理网络（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Network）制定了许多规则，大部分公司董事会却并未履行其核心职责：为管理层提供强力的监管和战略支持，创造长期效益。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是我们。研究表明，董事们同样认为董事会的工作存在不足。

麦肯锡公司于2013年进行了调查，在受访的772位公司董事中，仅有34%觉得自己所在的董事会完全理解公司战略；22%表示自己所在的董事会完全明白企业是如何创造价值；而宣称自己所在的董事会对公司所属行业有深入了解的仅有16%。

随后在2014年3月，麦肯锡公司与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CPPIB）又访问了世界各地的604名高管人员，询问其所在机构过分强调短期财务成果、对创造长期价值重视程度不足的主要原因。回答最多的是公司董事会，有47%的受访人认为董事会应当为此负责。受访的47位上市公司董事的绝大部分（74%）归咎于自己。

这样的结果令人讶异。公司该如何让董事会更加了解长期战略，并且帮助董事建立并保持长远的战略眼光？显然，发起新一轮关于公司治理的逐项排查绝非良策，反而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事实也证明，这种方法无效。

正确做法的第一步或许应该是，帮助大家把握住董事的“信托责任”这一要义。现有法律多强调这一概念的两大要素：忠诚（将公司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与审慎（审时度势，运用一定的知识和技巧来进行商业决策）。董事须忠诚审慎，并不是说要向管理层施压，将短期股东利益最大化，其他利益皆不予考虑。恰恰相反，从逻辑上讲，忠诚审慎正意味着董事应当协助公司踏上长远繁荣之路，在发展中走向未来。

履行这一职责有时需要推动管理层变革，而且最好是赶在市场倒逼变革前进行。有时还需要顶住市场压力，支持某项须花费数年方可见到成效的企业战略。（例如，美国的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花了近10年才开始盈利。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市场至为重要。）

倘若董事将信托责任谨记于心，董事会的作用就会大为改观。他们将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去探讨可能带来新商品、服务、市场和商业模式的颠覆性创新，抓住长期来看潜力巨大的机会，创造价值，并且把过时的生意关闭或转手卖出。他们不会再花费大量时间讨论：如何完成下季度的盈利目标，如何遵守相关法规（虽然这一点的确应该做到）以及如何避免法律诉讼。

新兴市场的公司比西方同行更易接受这种想法。麦肯锡一项调查将41个位于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与303个发达经济体中的公司相比较，结果显示，自1999年至2008年，新兴市场公司比发达国家公司更具长期目标导向，以股息为例，新兴公司的平均支出更少（39%比80%），而固定资产再投资率则高出近一倍。如果西方公司能借鉴这一方式，当可激活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公司现金储备，重新推动世界经济走出目前增长速度长期低于预期的局面。

始终将创造长期价值置于首位，谨记于心，将有助于决择，革新董事会工作风格。若要付诸实践，改变不可或缺，请参考以下4个方面。



延揽优质人才

“出现维权投资者的原因，是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常常被视为无能，不符合股东的利益。”

据维权投资信息数据公司（Activist Insight，创办于2012年）为国际律师事务所年达利（Linklaters）所做的调查显示，从2010年1月到2013年9月，维权投资者（Activist Shareholder，也有译作积极投资者
 ）施行的干预（如要求获得董事会席位、股份回购和罢免CEO等等）增加了88%。大型私募股权公司CCMP Capital总裁兼CEO斯蒂芬默里（Stephen Murray）表示：“出现维权投资者的原因是，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常常被视为无能，不符合股东的利益。”再来看另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麦肯锡于2014年9月所做的调查显示，692名董事会成员和首席高管中只有14%认为“以独立思考能力著称”是上市公司任命新董事时的重要标准。

除此之外，上市公司董事会往往对吸引商业专门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这方面还不如私募股权界的普通合伙人和成功的家族企业。拥有多种不同视角和相关业务经验，与深厚的知识积累同样至关重要。但据我们的调查显示，董事会中专业人才太少。加拿大大型采矿公司泰克资源CEO唐林赛（Don Lindsay）告诉我们：“董事不是天生对商业感兴趣的专业人士，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可能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说服他们做出重大决策。”

这的确是个问题。IBM公司前CEO郭士纳（Lou Gerstner）最近在《麦肯锡季刊》（McKinsey Quarterly
 ）撰文称，是否愿意果断破除陈规，是能否持续创造价值的关键。“除了受保护的产业，其他所有行业长盛不衰的关键都在于改变，止步不前是不可取的。”他这样说。百年企业不可能从不改变，“这些公司在100年里变革了25次，少则也有4、5次。”

然而，麦肯锡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1500多家美国公司中的绝大多数在20年间安于现状，每年分配给各业务单元的资金与前一年基本相当。因此，这些公司发展缓慢。与之相反，最为锐意进取的再分配者，即在这20年中各业务单元间流动资本超过56%的公司，给股东带来的回报增长了30%以上。董事拥有丰富的相关经验和知识，与独立思考能力相结合，可以帮助公司克服惰性，持续创造价值。

以这种方式重组董事会，如今已然屡见不鲜（见后文“延伸阅读”

 ）。但如果你真正理解了做长远打算的重要意义，你一定会竭尽全力吸引这样的专业人才。

美铝公司（Alcoa）CEO克劳斯克莱因菲尔德（Klaus Kleinfeld）告诉我们，他要找的董事要有丰富的人生经历，经受过艰难困苦的考验，还要对本行业的长周期投资收益规律有深入的了解。克莱因菲尔德还认为，要合理实行强制退休制度，在为董事会注入新鲜血液和保留宝贵经验之间取得最优平衡。

为能洞见先机，食品饮料业界龙头、私营企业玛氏（Mars）食品公司组建了由5位专家组成的外部顾问团队，与原有的3名家族董事相辅相成。这5位顾问分别是驱动公司价值的某一特定因素领域的专家，从人口卫生问题到食品安全法规，他们定期与董事会和高管交流这几个领域的发展动向，共同探讨如何对公司战略进行相应调整。对于认真重视长期价值创造的高管而言，在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对话之中增添这样富有洞见的视角，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势在必行。



董事要投入

我们并不赞成在董事会中成立类似于审计委员会、危机管理委员会那样的战略委员会。

“我要问董事会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评估组织长期战略时，是否投入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英国巴克莱银行董事长、公司治理方面的权威人士大卫沃克（David Walker）爵士告诉我们，“如果他们足够诚实，答案几乎全都是否定的。”

大部分公司治理专家都会同意这个观点：为了解和制定公司战略，上市公司董事须投入更多的时间。一些专家给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MFS投资管理公司前董事长罗伯特波曾（Robert C. Pozen）表示，在业务复杂的大型公司里，董事会除了参加定期会议之外，每个月还应该至少花上两天的时间，或者每年花24天，用来履行自己的职责。麦肯锡在英国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还有人认为，应当效仿私募股权对于被投企业的股东的要求，也就是把这个时间增加到每年54天。董事定期集体外出，在零售店或新开设的研发部这样的场所召开董事会会议，或者让董事旁听销售电话，这种做法现在也流行了起来。

我们推荐董事每年至少为公司战略投入35天，不过具体的天数并非问题的关键。培养长远的眼光，最重要的是战略性谈话的质量和深度。

以百威英博（Anheuser-BuschInBev）前身英特布鲁（Interbrew）啤酒集团为例。这家比利时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决定开拓中国市场，于是让全体董事和高管团队一同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董事长保罗德基斯美克（Paul de Keersmaeker）在行前会上阐明，此次出行是为了让董事尽可能地了解该国市场。因为在之后的几年内，英特布鲁要在中国进行一次收购，届时将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用来进行讨论。董事必须事先了解当地的市场竞争格局和运营环境，届时便可迅速达到目标。

针对长期的战略机遇，严肃地进行这样的自由行考察，可以避免落入某个圈套——许多守旧的公司董事会外出考察，用波曾的话来说：“如果按照计划好的行程去考察，董事们接触到的就只是管理层想让他们知道的信息。”（见《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2010年12月刊The Case for Professional Boards一文）英特布鲁更为开放的考察方式得到了回报：1997年，英特布鲁集团收购了两家中国啤酒厂，成功打入中国市场。之后仅6年时间，该集团市场份额便达到9%，成为了中国第三大啤酒生产商。

我们在《终结“短期主义”暴政》（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4年2月刊）一文中提出，董事会须作出更多努力，制定和沟通有助于指导和衡量公司战略的非财务指标，特别是在损益表无法体现发展全貌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总部设在英国的跨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公司Tullow Oil董事会做得很好。他们运用平衡计分卡来评估绩效，考察多个财务和非财务指标，包括实行关键性发展活动，落实投资计划，实现环境、健康和安全目标，以及将财务状况维持在资金充足的健康状态。

但是，我们并不赞成在董事会中成立类似于审计委员会、危机管理委员会那样的战略委员会。我们同意英国巴克莱银行董事长沃克的观点：“战略是组织须应对的根本性挑战，董事会全体人员都应当付出努力。”要确保展开适当的讨论、做出适宜的决策，集体的共同努力不可或缺。



与目光长远者合作

高管囿于短期利益最大化，也许与董事会施加的压力有关，但我们确信，真正的压力来自金融市场。因此，我们在《终结“短期主义”暴政》中强调，必须说服机构投资者，他们持有资本，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必须说服他们成为制衡短期主义的力量。

董事会可以更主动地促进主要长期股东之间的交流，也应该这样做。当然，这样的交流也为许多投资方所乐见。持有资产超过4.5万亿美元的世界最大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BlackRock）已经着手在其持有股份的多家公司开展了与管理层和董事会的交流，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称之为“健全的、不断发展的交流”。“并不是说由我们来告诉公司该做什么，”芬克告诉我们，“不过，我们的确是想确认公司拥有高质量的董事会和管理团队，而且随叫随到”，为公司的长期利益服务，也“为客户的长期利益服务”。

令人高兴的是，这个理念恰逢其时。有一些组织已经在致力于确保上市公司公开其董事与股东的互动，例如股东董事交流促进会（Shareholder-Director Exchange，简称SDX，由独立董事、企业投资者代表和其他相关领域专家组成，探讨股东与董事的参与度问题——译者注
 ）就已经取得了多项成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让董事准备好进行对话。贝莱德和道富（State StreetCorporation，是一家国际金融服务控股公司，创立于1792年，总部位于美国，在20多个国家设有分部——译者注
 ）都是SDX组织的成员。这一趋势进一步说明了长期投资者有意愿与精明勤奋的董事交换意见并从中学习。然而在当前阶段，投资者持有“薪酬话语权”造成的压力和“一言堂”现象使这种交流的效果打了折扣。真正卓有成效的讨论，要等到公司制定出长期发展战略及其主要评估标准时方可实现。

5年前，联合利华做出了一个著名的决策，不再做季度盈余预期，他们发现拥有一名了解公司战略并且可以向主要投资方解释战略的董事极为重要。

加拿大最大银行之一蒙特利尔银行鼓励股东与独立的董事直接沟通，特别是就企业继承人计划、公司治理实践以及信息公开等议题。世界最大的金矿公司Kinross Gold董事会定期组织与机构股东代表的一对一会面和团体会议，鼓励股东代表提供反馈。该公司采取了一项策略，明确提出适于董事讨论的议题（如董事会组织结构、CEO工作表现、关键性战略决策和公司整体业绩），让独立董事长成为股东和董事会之间的联络人。（为了使这样的交流顺利进行，着眼长远的机构投资者应当将股份紧紧握在手里，同意在至少2到3年的时间里不在公开市场买卖自己持有的股份。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掌握一些内部状况，不必像其他公众投资者一样在信息公开方面受到某些限制。）

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公司采取这种方法，也应当如此。参加了我们2014年9月调查的董事中有50%认为，定期与主要的长期股东交流公司的长期战略和绩效，是缓解短期回报最大化和股价压力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但是，如果希望通过对话来让董事会成员了解情况、有自信承担起信托责任，那么必须是双向的交流，单方面灌输无济于事。



提高董事待遇

好的资本管理者相信激励的力量。想让董事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工作，投入更多的时间来钻研和交流长期战略，并承担随之而来的名誉风险，我们就应该提高他们的待遇。如今业界渐渐达成共识，董事应当少兼任几个公司的职位，同时获得更高的收入——远高于目前的年均收入24.9万美元。

我们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收入如何构成。相当一部分公司已经转向了长期回报。

几年前，强生公司为非执行董事制定了最小持有股份准则，让他们的利益与股东利益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强生公司要求董事会成员持有相当于年度聘用费5倍的公司股份。可口可乐公司开出非选择性股票奖励补助，董事在卸任之后方可领取。通用电气公司也采用了类似的办法。

让我们更进一步：要让董事真正从公司所有者的角度进行思考和采取行动，那就叫他们在自己的净资产中抽出更大的一部分参与进来。可以规定董事所得红利股中的一部分在卸任之后才归于他们所有，并且要求新进的董事自费购买股票。我们在此想鼓励各个公司自行将这项要求付诸实施，不想作为一项规则强加于企业——最大原因在于，公司规模和所在行业不同，净资产的具体份额也有所不同。也就是说，首要目标应该是坚持“物质”投资，让董事的财务激励与公司的长期表现紧密相连。在某些情况下，实现这个目标可能要让董事“赌上”其10%的净资产。

这些范围广阔的变革，每一项都是知易行难。实行变革须顺应公司及所在行业的现状。要想引进新举措，坚持做下去，就需要董事长或首席董事与CEO互相配合，牢牢把控局面。他们携手共事，可以为上市公司董事会带来文化、态度和结构上的深刻转型。惟其如此，才能够确保我们资本系统的这些核心制度转向长期股东所期望的持续价值创造，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们的社会也需要这样的持续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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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司保证数据收集透明化，并给予提供数据的用户合理回报，就会赢得信任，获得数据的渠道也会不断拓展。但隐瞒数据用途，并拒绝回报用户的公司则会被用户嫌弃，生意也会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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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尽管消费者担忧个人数据收集的方式和用途，但他们却不清楚自己在上网时会泄漏什么数据，而多数公司都选择对消费者有所隐瞒。公司的动机破坏了顾客对它们的信任，使顾客不愿与之共享信息。




解决方案


公司设计产品和服务时，须考虑到透明度和数据隐私问题。公司必须给愿意交换个人数据的顾客适当回报，告知他们数据是如何收集的，并允许他们掌控自己的数据。




最佳实践


迪士尼设计的电子手环能让游客进入各个景点和酒店房间，并记下所购食物账单。迪士尼利用手环收集顾客的数据，但也阐明了它的做法和隐私政策。数据交换对顾客公开透明，而且使用手环方便了他们的行程，也让他们获得了其他利益。






随
 着数字化技术爆炸式的发展，消费者线上线下活动产生的大量数据正被公司整理。收集和传输详细信息的新型智能物联网产品——从健身追踪器到家居系统，更是推动了这一趋势。

有些公司会公开它们处理数据的做法，但大多数倾向于不对消费者公开，自主操控这些数据而不是与消费者共享。在采集消费者数据上，它们会采取“先斩后奏”的做法。公司还经常默默收集一些不会立即投入使用的个人数据，辩解说这些数据将来可能会有大用处。

青蛙公司（frog）帮助客户根据其用户的个人数据定制产品和服务。作为该公司的现任和前任高管，我们认为这种遮遮掩掩收集数据的做法缺乏远见。无偿使用用户数据也许会带来短期优势。但我们的研究显示，虽然消费者没有被明确告知自己的哪类数据被收集了，但他们意识到自己受到了监控，而且非常担忧个人信息会被滥用。

在未来，用户数据将逐渐成为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获得消费者信任非常重要。如果公司保证数据收集透明化，让用户掌控自己的个人数据，并给予提供数据的用户合理回报，就会赢得信任，获得数据的渠道也会不断拓展。但隐瞒数据用途，并拒绝回报用户的公司则会被用户嫌弃，生意也会一落千丈。



激增的数据

互联网中最先收集个人数据的是网站和应用软件。营销人员能够通过追踪用户网上活动来发放定向广告和内容。最近在很多行业，公司将实体产品与智能科技结合，收集用户位置和行为等多种新信息。数据个人化对公司助益良多，比如帮助公司不断迎合用户偏好，对产品体验至关重要。例如，谷歌的Nest温控器就能根据房主习惯，自动开启制冷或制热系统。

新一轮数据潮有可能解决卫生保健、环境保护和城市规划等领域的复杂难题。以医疗科技公司美敦力（Medtronic）的数码血糖仪为例，这款产品将植入式传感器无线连接到可以警告血糖临近危险值的设备上，因此病人和医护人员可以提前就治疗做好准备。另外，汽车服务商Uber最近同意与波士顿官员共享驾驶模式数据。这一举措有助于城市提高交通规划管理水平，加强道路养护。这些和其他众多应用软件都增强了个人数据的影响力和价值。

当然，本次数据潮也加大了滥用数据的可能性。大规模的破坏数据安全性事件使顾客权益易于受到不法分子侵害，比如日前家居用品零售商家得宝（Home Depot）的5600万顾客信用卡信息被盗，后果堪忧。但让顾客更担忧的是这些破坏事件披露出公司秘密收集数据的行为。零售商塔吉特（Target）被曝光利用数据来确认购物者是否怀孕，而有些顾客尚未公开自己怀孕消息。这一事件再次敲响了警钟。

但消费者也承认，采用数据共享的产品和服务让生活更便捷、有趣。他们能学到知识，并节省开支。公司和顾客都不想阻拦这些技术进化；同时，利用个人数据设计出的产品正迅猛发展，并得到应用。加特纳咨询公司（Gartner）预测，2015年在用的物联网产品数量高达将近50亿，相比2014年增长了30%，而这一数字将在2020年增加到2015年的5倍。

为应对这一紧张形势，公司和政策制定者要扩大数据隐私的讨论范围，不能只是关注广告领域，也不能总围绕一个简单议题展开讨论，即“侵略性的数据收集是不对的”。我们认为，讨论结果应该是“更细致、巧妙地指导数据使用”；展开来说就是，指导方针要保证公司和顾客的利益一致，而且双方都能从个人数据收集中获益。



消费者意识和期望

为了帮助公司了解消费者对数据的态度，我们在2014年调查了来自美国、英国、德国、中国和印度这5个国家的人。他们代表了普通上网民众。我们考查了他们对自己数据被收集和使用的认知情况，以及他们如何评估不同类型的数据、他们对隐私的感受和他们期望交换数据后得到什么回报。

为得知消费者是否了解他们共享的数据，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据你所知，你在使用上网服务时，会直接或间接上传什么样的个人信息？”各国消费者的回答都不一样，其中印度人最清楚自己留下哪些使用痕迹，而德国人对此则一无所知。整体调查显示，这些人对他们在上网时会留下哪些信息的认知度很低。平均只有25%的人知道，定位信息也属于数据足迹，仅14%的人清楚，他们在共享网页浏览记录。（见后文《关于数据，你有所不知》

 ）

消费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数据正在被捕获；97%的调查对象对企业和政府可能滥用他们的数据表示担忧。身份盗用被列为最关切的问题。受调查的5国中，中国对这一问题关注度最高，达84%，印度最低，为49%。隐私问题排位也很高；80%的德国人和72%的美国人不愿与企业共享信息，因为他们“只想维护自己的隐私”。所以消费者虽然不清楚自己暴露了什么信息，但很为个人数据安全深感忧虑。

为了解消费者对个人数据的重视程度，我们就调查对象“为保护不同类型的数据愿意付多少钱”一题作了联合分析。我们在分析中使用购买平价，而非汇率，将所有钱数兑换为等值美元。尽管不同的人对数据价值的估计相差很大，我们还是确定了各类数据在不同国家中估价的中位数。

不同国家的调查对象给出的回答截然不同，而他们对不同类型数据的反应也不一致。（见后文《为数据定价》

 ）举例而言，德国人认为，个人数据的价值最高，而中国人和印度人的估值最低；英国人和美国人则位于中间位置。各国受调查者普遍看重政府身份、健康和信用卡信息，对定位和人口信息重视度最低。我们不认为这些差别构成了一个“成熟模型”，如果该模型成立，就可以预测到任意一国调查对象的态度变化，比如在某段时间内对隐私敏感度的变化。我们的发现主要反映了不同文化间的根本差异。例如，印度和中国文化被认为偏等级制和集体主义，而德国、美国和英国文化偏个人主义，这也许能解释为何他们更在意个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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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是必要的

如果公司清楚数据对消费者的重要性，它们就会给消费者同等价值的回报。让这个交换过程透明化，对双方建立信任关系日益重要。

但回报要视数据类型和公司对数据的使用方式而定。因此，我们把研究中的数据分为三类：（1）自述数据，即人们自愿给出的信息，如电子邮箱地址、工作和教育背景，以及年龄和性别；（2）数字化排放，即使用移动设备、网络服务或其他物联网技术时产生的数据，如定位信息和浏览历史；（3）档案数据，即用来预见个人兴趣和行为的个人档案，可通过结合自述数据、数字化排放和其他数据分析得出。我们的研究表明，调查对象最不看重自述数据，数字化排放的估值高一些，而档案数据的估值最高。

我们还查看了三种数据使用方式：（1）优化产品和服务，比如地图应用软件可根据用户所处位置推荐路线；（2）加强定向营销或投放广告，例如参考用户浏览历史发放广告；（3）依靠转售增加收入，譬如将信用卡购物数据转售给第三方。

我们的调查显示，如果数据被用来优化产品或服务，消费者普遍认为这一举措让他们的数据适得其所。但若数据被用来做定向营销，消费者就会期望得到更多回报，而如果数据被卖给第三方的话，他们期望得到的回报最大。换句话说，消费者在两种情况下会认为自己的数据价值在递增：（1）数据的敏感度和广度递增，具体来说，就是数据从自愿分享的基本信息，进阶到公司通过分析得到的详细用户信息；（2）数据应用的主要受益者从消费者（因产品优化受益）转换为公司（因出售数据增加收入）。（见后文《数据交换价值》

 ）

现在看一下有些公司如何进行消费者数据交换。

三星Galaxy V智能手机通过收集数字化排放，自动将用户常联系人添加到收藏夹列表中。大多数消费者认为这项服务很方便，愿意把它添加到功能菜单中。由此可见，消费者很愿意为增强产品性能而交换数据。

可预测用户行为的谷歌应用软件Google Now利用档案数据，化身为用户的自动化虚拟助理。例如，Google Now在筛查用户的电子邮件、位置、日历和其他数据之后，能够通知用户何时离开办公室，去同城另一地点开会，并附上往返地图。这款应用需要价值更高的个人数据，但由于它可以提高产品性能，很多用户愿意与之共享数据。我们对全球消费者所做调查发现，大概三分之二的人出于自身利益，愿意（在某些时候甚至渴望）与有预测功能的应用软件共享数据。

同样，迪士尼利用魔法手环（Magic Band）收集档案数据增强顾客的主题公园和酒店体验，并进行定向营销。佩戴魔法手环的游客只要将手环放到遍布迪士尼各个设施的传感器上，就可以进入公园，在预约景点处签到，开启酒店房门，记下所购食物和商品账单。用户提供了大量数据，但他们的游览也变得更方便，而且还获得了优先进入景点的特权，让交换数据变得物有所值。消费者非常清楚他们接受了什么协议，因为迪士尼在魔法手环的网上预订过程中，阐明了数据收集政策，同时着重标记了常见问题的链接以及关于隐私和数据安全方面的信息。

但将个人信息转售给第三方公司面临的阻碍就很大，因为消费者期望与之交换数据后能获得最高回报。个人理财网站薄荷网（Mint）的做法就很巧妙：如果顾客使用海外信用卡，产生了对外交易费用，薄荷网会标记下这些费用，并推荐顾客选择使用无转账费用的信用卡。薄荷网通过推荐新卡的发行商赚取佣金，而顾客省去了不必要的手续费，因此两者皆从数据交易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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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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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透明

我们的研究表明，虽然公司可以通过回报消费者来获得个人数据使用权，但信任才是获取数据的必要因素。品牌越可信，消费者越愿意和它共享自己的数据。

许多研究发现，保证数据使用透明和保护消费者数据能提高品牌信任度。为调查这一效应，我们请消费者评估来自世界各地7个不同领域的46家代表企业。对信任度评估标准的选择有：完全值得信任，即调查对象愿意免费与公司共享敏感个人数据，因为他们相信公司不会滥用他们的数据；值得信任，即调查对象“不介意”为喜爱的服务交换敏感数据；不值得信任，即调查对象在被要求为某项基本服务提供数据的情况下，才会同意交换敏感数据；完全不值得信任，即调查对象永远不会与公司共享敏感数据。

新型金融公司，比如PayPal和中国的支付宝在评估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初级保健医生（primary care doctors，美国医疗体系中提供基础医疗服务的医生）。之后依次为电子商务公司、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银行和保险公司、电信运营商、互联网领军企业（如谷歌和雅虎）和政府。排名低于以上组织的是零售商和娱乐公司，而像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络公司则排在最后。（见后文《他们愿意将数据托付给你吗？》

 ）

被认为不值得信任的公司无论给消费者多少回报，都很难、或者说不可能收集到某些类型的数据。另一方面，被评为非常值得信任的公司基本上只要提出请求，就能得到这些数据，因为顾客对自己曾得到的回报十分满意，并确信公司会保护好他们的数据。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有两家公司为得到某种数据，给顾客同等价值的回报，顾客会更愿意与信任度高的公司共享数据。例如，若亚马逊和Facebook都想推出一项移动钱包服务，在本调查中获得很高评价的亚马逊会比获得最低评价的Facebook更容易被顾客接受。从这方面来看，信任是亚马逊一大差异化竞争优势。


他们愿意将数据托付给你吗？



消费者对各行各业的公司处理自己数据的信任程度大不相同。在被问到是否确信个人数据用途没有违背自己意愿时，我们的调查对象可选择“值得信任”或“完全不值得信任”作为评估标准。以下数据为调查对象对不同组织信任度的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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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任关系的方式

很多人指出，当前商业模式需要广泛的数据才能运作，但收集行为带来了安全、金融和品牌风险。麻省理工学院的桑迪彭特兰（Sandy Pentland）等人提出了几项让消费者了解并能掌控自己数据用途的原则和做法。这些解决方案有助于公司降低风险。（请见《大数据，大责任》，《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1月刊
 ）

我们也认为这些商业模式风险性很大，所以降低风险很有必要。我们还认同，制定限制数据使用的合理政策非常重要。但公司必须率先教育消费者，让他们了解自己的个人数据。有的公司认为，只要在最终用户许可协议中说明，或者在签订协议处列出数据使用条款和条件就足够了，但它们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这些举措可能规避了监管要求，但对消费者的实际帮助不大。

Facebook如今也开始努力修补与用户的信任关系。该公司过去被指控践踏用户隐私，其服务对用户的个人数据使用权限也在不断扩大，而且只在公众激烈反对或声称提起诉讼时，才有所收敛。以Facebook的“灯塔”（Beacon）项目为例，此项服务在用户不知情或未允许的情况下，暴露用户的网络活动。在被公众连番强烈指责后，该服务才被迫叫停。

但Facebook最近加大了对保护隐私的关注，开始注重教育用户，并让他们掌控自己的数据。Facebook开始明白，信任不再只是“锦上添花”。CEO马克扎克伯格在接受《连线》（Wired）杂志采访时，提到了改进Facebook登录系统的方案。因为这一登录系统允许用户使用Facebook的帐号信息来登录第三方应用软件。扎克伯格解释说：“为了进一步发展以及让Facebook的使用更加普遍，登录系统需要提高信任度。公司现在的规模越来越大，面临的质疑也越来越多。我们要让用户更多掌控自己的信息，这样他们才会放心地使用我们的产品。”Facebook在2015年1月推出了“隐私基础123”（Privacy Basics）网站，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用户解释，用户的何种信息会被他人看到，以及如何自定义和管理他人在自己主页上的活动。

和Facebook一样，苹果也面临数据隐私和安全挑战，特别是在很多名人的iPhoto账户被入侵后，苹果愈发关注这些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苹果开始涉足移动支付领域，并推出可监控健身效果的手表，所以消费者是否信任苹果处理他们的数据，成为该公司面临的巨大问题。CEO蒂姆库克非常清楚这一情况。苹果最近在网站上专门为数据安全和隐私开设了一个新版块，如《电讯报》所讲，这是“为追求信息高度透明做出的努力”。版块最顶端位置显示了库克的一段话：“对苹果来说，你们的信任意义重大。这就是为何我们尊重你们的隐私，并用严格的加密程序和数据管理政策来保护你们的隐私。我们的职责是，坦诚公布你们的个人信息的具体用途，并在得到你们的允许后，才共享你们的数据。”

苹果在网站上介绍了将用户位置、沟通、浏览、健康追踪和转账信息设置为隐私状态的步骤。库克解释说：“我们的商业模式非常简单：卖好的产品。我们并不会根据你们的电子邮件内容或网页浏览习惯建立个人档案，然后卖给广告商。我们既不会利用你们保存在iPhone或iCloud中的信息赚钱，也不会阅读你电子邮件或短信，利用其中的信息向你进行推销。我们朝着让设备更好的目标去设计软件和服务，就这么简单。”苹果的新立场助其赢得了数字版权非营利组织电子前哨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评出的最高分，6颗星。相比2013年得到的1颗星，苹果进步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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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幽默的口吻教育消费者保护数据

英国电视4频道向观众解释数据收集和隐私政策时，采取的手法非常巧妙。这家电视台专门设计了一个网站，并具体介绍了该网站收集的信息类型及用途。最后，电视台通过喜剧演员阿兰卡尔（Alan Carr）参演的娱乐短片总结了数据政策。卡尔故作严肃地说：“我们向你们索要名字、电子邮件和一些其他信息。我知道你们现在想什么。凭什么要把你的名字和裤腿内侧长度告诉我们呢？我们要用你们的信息做什么？”接下来他解释说，观众仍对自己的数据有掌控权，而且他们不会转卖数据，也可以随时根据观众的要求将数据从系统中删除。

这段视频收录在4频道大力推广的“向观众保证”节目中，在网上浏览量超过百万次。4频道的观众关系管理总监史蒂文福德（Steven Forde）称，这些信息有助于电视台与观众建立信任关系，鼓励他们共享数据，1100万观众已经注册了这个网站的帐号。虽然网站没有要求填写具体地址信息，但他们中80％的人都自愿共享了这一信息。仅有少于0.01％的观众选择不接受定向广告投放。



[image: ]




正确处理数据三原则

Facebook和苹果改进数据处理做法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它们只是在解决一些本就不应该出现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公司在建立信任关系上先天处于弱势。相较之下，有远见的公司从最初开发产品时，就会考虑到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并应用了以下三条原则。虽然每条原则下面的例子更突出本条原则的重要性，但理想状态下，公司应运用所有原则。


教育你的顾客。
 如果用户不清楚你的动机，他们就不会信任你。我们的一家客户就使消费者清楚了解到自己高度敏感数据的用途，其做法值得借鉴。

这个客户是一家为生物医学研究者服务的信息交易所，它从公众中选出匿名受试者，收集他们的基因组数据。和所有健康信息一样，此类数据高度敏感，且受到严密保护，因此从最开始就与受试者建立信任关系非常必要。于是项目的重心是：明确教育受试者，使之在知情后同意交换数据。在接到一套采集唾液样板的工具前，志愿者必须看一段视频，从中了解到自己的基因组被测序后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比如在应聘或参加保险时可能受到歧视。看完后，他们必须在网上同意给出自己的唾液样本。采集工具箱内含一份更详细的纸质协议，一旦志愿者签了字，并附上自己的样本，交易所就可以将受试者的匿名基因组信息存入数据库。如果受试者提交了样本，却没有签字同意，交易所就会扣留其数据。受试者可以随时改变想法，拒绝或同意交换他们的数据。


给顾客掌控权。
 MetaDistretti电子监控器项目很好地诠释了如何在数据交换中，给予顾客掌控权。这一项目由青蛙设计、伟创力科技公司（Flextronics）、米兰理工大学和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完成。受试者皆为心脏病人，而且要佩戴电子监控器。这款监控器能够收集心电图数据，并通过智能手机将数据传输给专业医生和其他护理人员。病人仅利用一个浏览器和应用软件就可以看到自己所有的数据，还能掌控数据传输量和接收人。他们可以和医护人员、亲友或其他用户和病人建立社交群，并给不同群体发送不同信息。传统的家长式医学方式不允许病人拥有或查看自己的数据。直到今天，很多医学设备还沿用这一惯例，但由病人主导的方式与传统方式截然不同。


给顾客实物回报。
 公司不必为得到用户的数据而付给他们钱。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显示，这样做会降低消费者对公司的信任度。但我们确实讨论过，回报用户是必要的。

音乐服务提供商潘朵拉（Pandora）的创办就遵循了这一原则。潘朵拉公开收集自述数据，比如顾客可在注册时，自愿填写他们的年龄、性别和邮政编码；而当他们听歌时，他们可以标注是否喜欢某首歌。潘朵拉采集这些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为每个用户建立起歌曲偏好档案，之后它会根据用户偏好为他们发送一些歌曲选集。用户提供的数据越多，这种定制服务就越到位。潘朵拉通过这项免费服务获得了用户数据，以便定向投放广告。顾客无须破费就能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并收到与自己生活更贴近的广告。消费者显然对这项交易很满意。潘朵拉免费音乐服务已有8000万活跃用户。

潘朵拉在设计服务时很清楚，顾客最愿意在知道自己将得到何种回报的情况下，与公司共享数据。但这类交易很难顺利地进行。一个有效方法是：缓慢开展收集工作。先采集一些价值较低，但能提高服务质量的信息。如果收集的数据明显有助于你提升服务水平的话，随着顾客越来越熟悉你的服务，他们会放心与你共享更多数据。

如果你的公司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解释为何要遵从这三条原则，请注意：世界各国都在严格管制企业恣意采集个人数据的行为。（见后文《数据法规越来越严格》

 ）

这一攸关抉择的时刻正好给公司提供了机遇。它们可以选择只遵守当地强制性法规，或选择引领正在进行中的改革。勉强遵守和尽量规避法规的公司也许不会有麻烦，但很难赢得消费者的信任，甚至可能破坏这种信任。自愿认同并采取最严格数据隐私政策的公司不仅可以避免法律纠纷，还能向消费者表示诚意，并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毕竟，在信息经济中，数据采集渠道极为重要，而消费者信任是获得数据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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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法规越来越严格

在2014年9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讼案中，德国法院判决谷歌违反了《联邦电信法案》和《联邦数据保护法案》，并要求谷歌停止违法行为。谷歌未经用户同意，就擅自通过多项服务收集用户档案中的详细个人数据，因此受到惩罚。

在此之前，谷歌已经因违反欧盟隐私法规受到其他6个欧洲国家的指控，面临巨额罚款。但德国命令谷歌遵守本国数据保护法、改变其违法行为的决定，树立了新的标杆。在德国列出的所有谷歌必须执行的措施中，有一条指令是谷歌满足网民的隐私选择权，特别是要提供一项“遗忘权”的服务，保证网民可以清除他们不想传到网络上的个人信息。这一审判标志着国际互联网商务进入了新时代。

据《纽约时报》报道，很多国家开始效仿欧洲的数据保护法规，几乎一字不差地采纳了欧盟的严格规定，并添加了本地法律解释。巴西要求科技公司在得到用户同意后，再与网络广告商和营销商共享用户数据；南非禁止公司将本国居民个人数据传输到实行不同隐私法规的国家；南非允许个人随时查看自己被公司储存的信息。美国的情况有些特殊：它的数据法规没有明确定义，而且不由任何独立政府机构执行，但与医疗保健或未成年人相关的数据除外。然而，正如谷歌的经验所示，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公司，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可能不得不遵从更严格的数据法规。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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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莫西莫雷是青蛙设计（frog）的创新战略副总裁，一家全球化产品战略和设计公司。西奥多（西奥）弗巴斯是高知特科技公司（Cognizant）的数字化转型全球副总裁。爱玛麦克唐纳是青蛙设计公司战略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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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电脑很棒，但我们不能扔掉旧的——它知道得太多了。”








经典重读 HBR Classic



战略起源

布鲁斯·亨德森（Bruce D. Henderson）| 文

蒋荟蓉 | 译　安健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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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5年4月30日恰逢布鲁斯·亨德森诞辰100周年。关于亨德森，他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创始人。然而少有人知道，亨德森是公司战略的开创者之一。管理史学家沃尔特·基希勒三世（Walter Kiechel III）在他的著作《战略之王》中将亨德森和迈克尔·波特等4人并称为为“战略四王”，可见其历史地位。这次我们选取了亨德森在1989年为《哈佛商业评论》撰写的文章《战略起源》，此标题意在类比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很好地总结了亨德森的战略思想。自1963年创建以来，BCG公司把亨德森的战略规划思想传播给了无数的客户，可以说影响了现代企业战略规划的图景，而这一切皆可溯源至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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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我们来谈谈战略。1934年，以“数理生物学之父”闻名的莫斯科大学教授高斯（G. F. Gause）发表了一组实验结果。他将两只同属的原生动物放进一个瓶子，提供充足的食物，结果显示，如果这两只小动物物种不同，就可以一同生存下去，若物种相同则无法共存。高斯由此得出竞争排斥原理（Principle of Competitive Exclusion）：两个生存条件相似的物种不可共存。

竞争在战略出现之前许久便已存在。自从有生命，就有了竞争。最早的单细胞生物需要特定资源以维持生命。若资源充足，生物数量便一代代增加。随着生命的演进，这些简单生物成为更复杂的生物赖以生存的资源，食物链就这样环环向上发展。若两个物种开始为同一类生存资源竞争，其中终有一方被取代。若无制衡力量让每个物种在符合各自习性的不同栖息地生活，以此保持平衡稳定，那么同一地区内的两个物种只有一方可存活。

早在几百万年前，复杂的竞争交互作用网络便已形成。现存物种中有编目的已达百万，每一种都具有独特优势可用于竞争其生存所需资源，此外尚有百万余种未经生物学编目分类。每时每刻都有数千个物种灭绝，又有更多物种出现。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答案是多样性。环境越是丰富多样，具有潜在显著差异的变量越多，就越有可能造就具有独特优势的不同物种。但与此同时，环境越是丰富多样，潜在竞争对手就越多——于是竞争也就更加激烈。

几百万年来，自然界的竞争毫无战略可言。由于机率法则，竞争者碰巧发现了最适宜自己特性的资源组合。这不是战略，只是达尔文主义自然选择，其根基是适应性和适者生存法则。同样的模式存在于所有系统中，商业也不例外。

随机因素或许是生态圈竞争和商业贸易竞争中无所不在的一大影响因子。随机性决定着怎样的突变和差异个体能够生存并将差异传至下一代。留下较少子息的生物会被取代，最适应环境的生物取代其他生物。生理与结构上的特征进化发展，以适应竞争激烈的环境。行为模式同样在演进，并且逐渐内化成为本能反应。

事实上，商业竞争和生物竞争同为逐渐进化模式，惟独一点不同。商业战略家可以运用想象力和逻辑能力来推进竞争的影响，加快变化速度。换言之，想象和逻辑成就战略。若无此二者，行为和策略只能依循直觉，抑或条件反射的结果。不过，想象力和逻辑仅仅是在竞争性平衡中影响变化的诸多因素之二。战略还需要有理解自然界中复杂竞争网络的能力。

倘若所有公司都无限增长，总体市场势必扩大至无穷无尽。地球空间有限，无限增长自是不可能。竞争者都想将对手淘汰出局。适者生存，要么取代对手，要么发展到无需与对手争夺同等资源的程度，惟如此方可繁荣。这样的演进过程如何解释？商界竞争者为何达到平衡状态？

别忘了高斯的竞争排斥原理。以同样方式求生的竞争者不可共存，自然界如此，商界亦然。可共存的公司必有不同之处，足以成为本公司独到的优势。数个竞争者持续共存，这种现象本身就证明它们各自的优势互不相容。这些公司也许看上去相似，实则属于不同的物种。

想想西尔斯百货（Sears）、凯马特公司（Kmart）、沃尔玛公司（Wal-Mart）和Radio Shack，这些百货商店的商品、服务对象和运营区域皆有重叠，但是为求生存，它们不得不各自在一些重要方面彰显特色，主导市场的不同部分，各自面向不同的消费者群体，抑或提供不同的价格、服务及商品。

区分商业竞争者的可能是价格、功能、时间效益（即时满足和尽快满足的区别）和地点效益（供暖与制冷系统罢工时，原厂技术专家不如本地修理工有用），也可能只是消费者对某一产品及其供应商的看法。事实上，在几种相差不大的消费品间做选择时，印象往往是进行对比的惟一参照。这便是广告可发挥作用的所在。

公司可以多种不同方式对这些因素加以组合，因此竞争性共存始终有着多种可能性。但也正因如此，每家竞争公司都有变更自身特点、扩大自身优势的多种可能性。商业中的进化能提前计划吗？这就是战略存在的目的。

战略是指一种为制定行动计划以发展与整合公司竞争优势所做的细致调研。于公司而言，这项调研是一个要反复进行的过程，第一步就是认清本公司所处的位置和所掌握的资本。最危险的对手是那些与你最相似的对手。与竞争对手间的不同就是你独到优势的基础。倘若你的生意可以维持运营，你就已经具有了某种竞争优势，不管多么微小、多么难以察觉。若非如此，你早已陷入客户流失速度高于获得速度的境地了。你的目的是要扩大自身优势，而只有让其他公司受到损失方能实现。

追求市场份额，几乎与寻找彩虹尽头埋藏的金子一样无用。你到不了彩虹尽头，即使到了也找不到金子。如果你的公司还在经营，你已经在自己的市场中拥有了100%的市场份额，你的竞争对手也是同样。真正的目标是扩大自己市场的规模。但无论你自己的市场扩大还是缩小，你的市场份额都是100%。

认清目前你的市场是什么、在哪里，你的销售对象是谁。要生存，就要100%地把握目前这个市场。然而要发展壮大，你必须扩大市场，保持独特优势，胜过所有可能向你的客户销售商品的竞争者。

企业必须拥有胜过竞争对手的独到优势，否则无法生存。不幸的是，不少企业在自身运营处于劣势的重要领域投入竞争——往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仍然无可避免地被淘汰出局。一个例子就是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试水个人计算机。德州仪器公司开发了半导体，公司的根基是制造半导体仪器，被淘汰出个人计算机行业的原因不言自明。

许多高管找不到自己公司具有竞争优势的潜在市场，便对市场份额趋之若鹜。想想埃德赛尔牌汽车（Edsel，福特公司1957年推出的大型轿车，生产之初被寄予厚望，进入市场后却备受冷遇，两年后停产，其失败被认为是经济衰退和消费偏好把握失当的共同结果。——译注），再想想福特野马。富士施乐公司（Xerox）开发了复印机，IBM为何无法成为这一领域的主要竞争者？柯达公司何以主导美国的大型商务复印机市场？可口可乐公司何以主导日本的软饮料市场？

而市场份额究竟是什么？Grape Nuts牌麦粉在它自己的市场中有100%的市场份额，在早餐谷物市场中份额略低，在包装食品市场份额更低，在开架包装产品市场份额继续降低，在美国食品市场中份额很低，在世界食品市场中几不可见，放在消费支出总额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市场份额只是没有意义的数字，除非用本公司与竞争对手重合的边界来定义市场。边界正是两家公司在潜在消费者眼中等量齐观的重点。困难在于将己身优势的边界拓宽进入潜在竞争对手的市场，并且避免对手侵入己方市场。真正具有优势的竞争者能够提高消费者所得的性价比，同时在成本和售价间保有更高的差价利润。这份额外收益可以投入发展，也可以落进公司所有者的腰包。

这些东西毫无新意。营销战争是永恒的，而市场份额纯属胡说八道。

战略竞争可使公司演进时间缩短，让需要经过几代演进的竞争性转变在短短数年内发生。战略竞争自然并非新事，其要素早在人类对智力、想象力、资源累积和协调行为加以综合以发起战争之时便已经验证并投入使用。不过，战略竞争在商界的运用相对较为新鲜。战略对商业生产力影响之深远，或可与工业革命对工业生产力产生的影响相媲美。

战略竞争基本要素如下：一、将竞争行为做为一个包含竞争者、消费者、钱、人和资源各要素不断交互的体系进行理解的能力；二、运用此种理解预测某一特定战略行动将如何重新促成竞争性平衡的能力；三、可永久性改作他用的资源、即使收益因此收到影响；四、准确预测风险并可稳妥调配资源的能力；五、采取行动的意愿。

这些要素乍一听似乎是做任何普通投资都需满足的基本要求，但战略不止这么简单。战略无所不包，需要组织上下全体人员做好觉悟、做出贡献。竞争者若未能就对手的战略行动做出反应并切实部署自己掌握的资源，可能会导致当前竞争形势反转。因此我们说战略竞争可以缩短公司演进时间。自然界的竞争则没有这些特点。

自然界竞争普遍是即时相互作用中的临时对策，改变某一物种特征行为的方式有着保守的天性。与之相比，战略投入较为从容，经过深思熟虑，逻辑缜密，却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造成彻底改变。自然竞争是进化，战略竞争则是革命式。

自然竞争经由一系列低风险、渐进式的试验和失误产生作用，在此过程中尝试各种微小改变，对有益的变化予以保留，无须预测，无须配置资源，起作用的是物种适应性。自然竞争最终可演化出精妙复杂且十分高效的存在形式，譬如人类正是这样的完成品。然而，未加管理的改变试错要耗费数千世代的时间，往往跟不上迅速变化的环境和竞争者的适应速度。

战略通过资源配置而在竞争关系中促成彻底改变，能够缓和其革命性特征的只有两种基本抑制力：其一是失败，失败带来的影响可能与成功同样深远；其二是警惕的防御者相对进攻者而言的天然优势。成功通常取决于竞争者的文化、观念、态度和特征行为，以及竞争者对彼此的认识。

正因如此，在地缘政治、军事和商业中都会出现这种现象：长时间的平衡戛然而止，迅速转为竞争关系。战争与和平交相更替，由来已久。自然竞争在和平时代仍在持续。然而在商业中，和平正变得越来越稀少。若有一家锋芒毕露的竞争者公司发布了成功的战略，其他所有与之竞争的公司一定会以同等程度的远见投入同样多的资源予以回击。

1975年，英国陆军部开放了其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存档文件。仔细阅读这些关于“另一种战争”的记载，读者也许会在总体上对战争详情和战略产生别的想法，特别是对表面战略和实际战略间的差异有所思考。

显而易见，某场战役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对参战方意图、能力以及行为的非常主观的评价。但在记录公开前，惟有亲自参与其中的人们认同这一点。历史学家和其他论者将胜负归因于杰出的军事计划或机遇。

同样是在1975年，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出版了《社会生物学》，综合种群生物学、动物学、基因学和动物行为学开辟了一门里程碑式的学说，构建了从社会行为方面理解各物种间资源竞争的框架。这套综合分析是笔者所知最近似于竞争现象通论的分析途径，为人类这一物种独有的商业行为和经济竞争提供了丰富的类比参考。

站在生态链顶端的人类依然是生态环境中的一员，所以对于商业竞争，也许达尔文是比经济学家更好的导师。

关于商业竞争的经典经济学理论流于简单化，没有实际价值，与其说是帮助理解，不如说是阻碍。这些理论在一个固定、静止的财产与合同法律体系中，假设通过市场交换进行互动的个体理性地采取于己有利的行为，参照系是“完全竞争”——这种理论抽象产物从未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

而查尔斯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则恰恰与之相反。《物种起源》为发展商业战略勾勒出了成果丰硕的前景，也为其提供了出发点：“一些人有着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认为对一个地区的居住者最重要的乃是物理环境；但我认为，对于居住者来说，一般而言更为重要的成功要素是该居住者必须与之竞争的其他居住者的天性，这一点无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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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亨德森是范德堡大学欧文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波士顿咨询公司创立人兼名誉主席，在商业战略方面著述颇丰，1985年出版了《经营战略的逻辑》一书。





经典重读 HBR 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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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德森的遗产

廖天舒 | 文　安健 | 编辑










他
 是一个出生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农场小伙子、哈佛商学院的高材生、美国西屋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裁、被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选入五人小组负责评估马歇尔计划下的外国对德援助项目以及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创始人。你也许不知道他的生平，但如果你对近代战略管理稍有涉猎，你一定知道“BCG矩阵”和“经验曲线”这些在20世纪深深影响着商业界，时至今日都还被部分公司奉为圭臬。布鲁斯亨德森正是这些重要近代战略管理思维的幕后推手。



远见卓识的创业家

作为创始人，布鲁斯亨德森给BCG带来的影响是无法计量的。在他的任期内，BCG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人公司，跻身顶尖跨国咨询公司之列，并且是当时世界上最早走向国际化的咨询公司之一，从全球视野角度切入为企业解决问题。不仅如此，他更透过其行为处世、智慧以及那股与生俱来改变世界的热情，影响公司上下，为BCG打下了今日的业务与企业文化基础。

布鲁斯亨德森大胆、好奇心旺盛、求知若渴、热衷于思辨且勇于挑战现状，尤其他对于“思想领导力（Thought leadership）”的追求与要求（近乎苛求），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当时的同事普遍对他有着矛盾的情绪，一方面惧怕他排山倒海而来的“智力挑战”，另一方面却又因为他过人的洞察与远见而着迷不已。公司里多位资深合伙人回忆：“每周一的晨会上，人人不分等级都必须参与这样的思辨。我们已被训练得极会提问、勇于陈述与捍卫自己的见解。你必须要有颗强壮的心脏，才能够抵挡布鲁斯无数个‘为什么’的追问，好像不把你的脑力榨干不罢休。很多划时代的创新管理思维就是在这种辩论过程中产生的。”布鲁斯亨德森这种对商业洞察的无尽追求，至今仍是BCG的日常实践。

布鲁斯亨德森同时又是一个极力提倡合作的人，他相信持续的成功无法单靠英雄主义或一人团队，必须是一种协作、共享的关系，而新鲜血液往往是促进协作、激荡思辨的最佳来源。当初他坚决反对将公司命名为“亨德森咨询公司”，而是决定采用合伙人制，自己则只持股极少部分。他的做法鼓励了所有有能力的年轻人共同继承这家公司。BCG如今每年都有多位同事晋升合伙人，参与营运决策，这正是我们能够在不论高速成长或经济萧条时都能得以稳健发展的重要原因。



商业战略的大师

布鲁斯亨德森重新定义了商业战略：“任何想要长期生存的竞争者，都必须通过差异化而形成压倒所有其他竞争者的独特优势。勉力维持这种差异化，正是企业长期战略的精髓所在。”

成立之初，亨德森决定将“商业战略”作为BCG与其他咨询公司的差异化优势。有人质疑他：“战略？也太模糊了吧。”他回答：“这才是奥妙之处。我们将会清楚定义它。”他独到的战略观点与远见使其成为知名的企业战略思想家。在他1992年去世的时候，《金融时报》这么评论他：“在20世纪下半叶，很少有人能像这位BCG的创始人那样，对国际企业界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布鲁斯亨德森提出的许多经典商业战略管理观点，即便是放在今日的市场环境下，稍作调整后依然适用，其价值有增无减。

举例来说，1966年提出的经验曲线。该经典理论的特别意义在于指出市场份额的领导地位可以带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争优势，因为随着经验（或产量规模）的增加，占有主导份额的企业能够更迅速累积宝贵经验，取得持续的成本优势战胜对手。放在今日环境下看，生产密集型企业依旧需要累积传统经验曲线理论中的这种“满足需求类经验”（以低廉成本生产，并交付给更广泛受众的能力）；然而，对不少企业来说，还需要累积“塑造需求类经验”，即塑造或创造客户对新产品和服务需求的能力。当前为了保持竞争优势，许多企业都必须循环培养这两种经验，并加快循环速度，同时建立开发和利用现有产品和新产品知识的能力。例如，Facebook不断提升用户体验并比对手更快采取行动，成功塑造服务需求。为积累塑造需求类经验，Facebook每周发布新软件，并用即时聊天、相册等新技术特性，更透彻了解用户的需求和期望，加速产品更新换代，最终赢得庞大用户群并转变为成本优势。

又如，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BCG增长份额矩阵概念，旨在帮助企业从公司竞争力以及市场吸引力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应该投资于哪些市场，应该着力扶持哪些业务板块，以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而市场份额和增长率正是决定这两个要素的基本原动力。然而，随着科技进步等多种因素让企业环境产生前所未见的快速变化，企业需要更迅速频繁地在产品与业务板块之间进行资源调度。同时，市场份额可能不再是所有企业业绩长青的直接指标，新的竞争优势可能来自于“适应环境的能力”。因此重新解读增长份额矩阵的话，将会发现，企业业务在不同矩阵象限间流转的速度加快，高市场份额、低增长的“金牛”业务比例下降，因为这种快速变动的环境常常会折损这些成熟业务的寿命。

有人提到，在亨德森之后，咨询界为何鲜有像BCG矩阵这样具有影响力的战略理论出现？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一直在秉承传统，不断提出与时俱进的新理论。例如BCG近年提出的“智慧型简化”、“适应性优势”、“跳出框框思考（Think out of the box）”等，都已经广泛运用于我们的咨询客户企业中。当年波士顿矩阵、经验曲线等理论也是通过若干年大量商业实践的积累才被认定为经典的。不同的是那彼时的商业环境更加单纯，一种理论就可能适用于所有企业所有情况。但如今商业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某种理论能够适用的企业和商业场景会更加精细化。我们相信这些新的理论同样能景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获得咨询界和商界的广泛认可。



战略咨询的未来

最近几年，看着某些战略咨询公司的失败退出，开始有人质询战略咨询市场是否从此衰亡。我们对战略咨询的未来还是持乐观的态度，只是在做法上必须要有所调整，不能故步自封。布鲁斯亨德森创办BCG，一开始只是纯粹做战略，打下了坚实的战略咨询基础，但随着时代变化，新的咨询需求产生，BCG开展了许多协助客户建立战略执行力（enablement）的业务，这也是整体咨询界在当前市场中前进的趋势。

未来大环境肯定会持续变化，而且只会更快、更变幻莫测。然而，作为战略咨询的先驱，我们的使命并没有改变。布鲁斯亨德森曾对公司老一辈的合伙人说：“我们的职责不在于赚大钱，而是在于留下些什么，所以当我们离开世界时，世界会知道我们来过，世界也会因为这些‘什么’而不同。改变世界，让企业‘思考’得更多而不是‘试误’得更多。”

我们肩负着亨德森的期许，希望能够透过战略咨询力量，创造一个更加有生产力、更加有竞争力、能带来更多价值的企业与商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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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舒是BCG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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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



思科CEO钱伯斯：

占领变革先机

Cisco's CEO on Staying Ahead of Technology Shifts

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 文

万艳 | 译　时青靖 | 校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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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思科将变动的市场视为机会而不是威胁，它一直保持创业心态，通过调整和适应，用自行开发、收购以及孵化这3大策略来抓住市场转型中的商机。






市
 场变幻莫测，思科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我们能够预测、抓住并占领先机。多年来，我目睹很多风光一时的企业从市场中消失，康柏公司、太阳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Sun Microsystems）、王安电脑公司、迪吉多公司（Digital Equipment）等皆因未能预判出市场走向而归于失败。今天，我们正在经历多种基础技术变革，比如云计算、移动技术以及万物互联（Internet of Everything）。这些变革迫使我们和用户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数据、安全和商业模式，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做出艰难抉择，以及在动荡的市场中保持专注。如果你是一家占据着巨大市场份额的大公司，你可能会将市场的颠覆性视为一种威胁，我们却将此视为一种机遇。如果市场没有进入转型时期，企业要想攫取市场份额十分困难，需要与竞争对手进行激烈竞争，方可赢得一两个百分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改变整个公司，通过扩张规模来攫取市场份额，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来思考信息技术的未来。



错失重要转型

我并非一开始就对技术感兴趣。我的读书生涯很长，本科攻读的是双学位，其中一个是法学学士，另外还攻读了一个MBA学位。毕业时，我打算到一家大公司从事金融和法律方面的工作，工作地点最好在纽约或芝加哥。不过，我的一个朋友就职于IBM公司，他的业绩评估部分源于成功招到多少人才。他开始与我讨论一个工作职位，但我告诉他，我不感兴趣。我的想法是，我才不要读了近10年的书后去当销售员！后来，他给了我一张篮球赛的门票，我是一个超级体育迷，就收下了这个礼物。

赛后，我朋友的经理也跟我谈起IBM的工作。我告诉他我不感兴趣，事实上，我当时觉得这个朋友有点惹人烦。这位经理表示，我的想法是错的，我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份能帮客户实现商业模式转型的工作；技术仅仅只是转型期的工具而已。他对这份工作的描述吸引了我。我最终加入了IBM，成为一名销售代表，一做就是6年。

6年后，我从IBM跳槽到王安电脑公司，有机会和创始人王安共事，他是我见过的最杰出的企业家。他创造了计算机业的核心部分，并建起一家成功的公司。

IBM和王安电脑公司的工作经历让我学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无论企业规模有多大，若是错过了市场转型，也会陷入危险境地。当大型计算机向小型计算机转型时，IBM在明确大方向并做出调整方面行动得太慢。当它试图打造小型计算机时，过于复杂的行动却像个大型计算机，以至于欠缺一个小型计算机公司所需的优势。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IBM的管理者全然不顾用户的心声。类似事情同样发生在王安电脑公司。该公司错过了小型计算机向个人电脑转型的过渡期。王安公司其实比IBM早几年打造出个人电脑，但只是注重外形而不是专注于软件或应用程序。我在IBM目睹过一些朋友被解雇，当我跳槽到王安公司担任经理时，在18个月里我负责监督的裁员就高达5轮。这是一段痛苦期，但我了解到，缺乏自我颠覆精神的公司会发生什么。

离开王安电脑公司后，我联系了一些朋友和熟人。4个月后，我已经到22家公司进行了面试，其中一家就是思科。我得知它需要一位能够量化企业目标，并能识别市场转型的高管。我知道从事网络设备方面的工作蕴含巨大前景，因为互联网领域似乎正要开始发力。1991年，我加入思科，担任全球运营部门高级副总裁，1995年我成为公司CEO。



实现飞跃时机

此后的20年里，IT行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思科和其他供应商的用户也经历了同样的过渡期。由于预测到这些转型，并走在技术前沿，我们得以不断升级路由器，从移动和视频技术转变为以应用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和云计算技术。

20世纪90年代，光纤电缆成就了互联网流量井喷。其后几年里，IT行业转向交换技术，从而令更多数据得以通过同一光缆进行传输。在电话通信业，市场从模拟信号转为依靠互联网协议的语音传输，使得企业用传输计算机数据的网络传送电话语音成为可能。美国朗讯科技公司、北电网络有限公司（Nortel）和阿尔卡特公司等企业错过了这一转型期，被远远甩在行业末端。想想看，互联网是如何从收发电子邮件的中等规模扩大到网站林立、视频众多的程度；用户是如何从使用台式机转向依靠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获取所有信息的。如今，市场正从拥有服务器群组转向外包至云端。近来，能将人、流程、数据和物品实现爆炸式链接的万物互联技术，已经能够将商业需求用于打造基于新型设备的新通信渠道。

其中的一些变革需要消费者购置新设备。所有这些变化均要求企业对技术做出巨大投入，不这么做的企业就会惨遭淘汰。每次变革都意味着我们需要决定何时从销售一个尚盈利的产品转而投入到新技术上，这一新技术往往需要我们就现有的产品线进行重新调配。如果我们想要占领技术转型先机，这些变革就至关重要。

转型的最佳时机往往源自我们的客户，他们推动了几乎每一次的市场转型。多年前，早在市场从路由技术转向交换技术前，我拜访了我们的核心客户——福特汽车公司。该公司的高管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开发一种新型联网技术，名叫“高速以太网”。我对此一无所知。一周后，我打电话给一些波音公司的主管，问他们是否了解“高速以太网”。“是的，在我们看来，它可能是大势所趋。”他们说。从他们那里我得知，一家名为Crescendo Communications的公司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我们最终收购了Crescendo公司，实现了技术转型。类似的，当市场转向无线网络时，用户告诉我们去购买无线网络设备制造商Meraki，我们照做了。在许多其他情况下，用户帮我们瞄准市场转型节点，向我们指出哪种新技术对转型有益。这正是我拨打销售电话时，愿意花大量时间去聆听CIO、CTO和CEO想法的原因之一。



保持创业心态

当确信市场将发生转型时，我们有3条路径去适应和调整。如果我们能尽早预见到转型，就能在传统的研发过程中自行开发新技术。在思科，我们将收入的近15%投入到研发上。此外，我们还在进驻项目上拥有自己的创业者。我们向这些早期创业者提供资金、指导以及合作机会，而他们则会专注于我们认为存在巨大潜力的领域，比如大数据分析、云计算和企业安全领域。他们有望将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并且相关产品能为我们所用。另外，我们也时常进行收购，迄今为止，我们的收购已高达174宗之多。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科技行业的收购日渐式微，但我们的大多数收购都很成功。

“孵化”是我们进行调整的第三种方式。我们会就特定项目召集一群工程师与研发人员，让他们搬离公司，形同成立一家“初创企业”。眼下，我们正在运行一个类似项目。它涉及280名员工，他们正为思科的未来打造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业务。如果他们达成目标，将会获得巨额的财务回报。这有助于他们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创业心态，在招募人才方面发挥出他们独特的潜能。他们起步良好，我们会密切评估他们的进程。一旦项目完成，我们会让他们回归总公司。这些工程师和研发人员能帮助我们将创新产品快速推向市场，并将我们与同行区别开来。

地理位置也在市场转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王安电脑公司和迪吉多公司失败的原因之一正是它们坐落于波士顿地区，多数小型计算机公司皆坐落于此。当我就职于王安公司时，误以为全球所有主流计算机公司皆位于128号公路上，这一念头正是王安公司错过小型电脑向个人电脑转型的原因之一。此原因同样适用于其他一些公司。比尔盖茨曾公开表示，微软在互联网时代调适太慢，部分原因在于总部设在西雅图而不是硅谷。两座城市在捕捉市场转型上起到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你需要特定文化来快速适应市场变化。有时，这要求企业家敢于更换自己的领导团队成员。当我接任CEO时，核心团队有11人。我知道，几年后，只有一两个人会留下来，事实果然如此。在我任职期间，思科换了7任销售负责人、6任CFO和6任工程部门负责人。适应新市场意味着，企业需要不断引入新专家，并拥有一个能够拥抱变化的韧性文化。




超越拨号上网时代

早在2000年之前，思科主要在销售基本卖掉了路由器业务，和其他能推动互联网技术的设备。但当拨号调制解调器让位于宽带、智能手机和其他新技术时，思科大幅调整了业务重心，转而探索5种不同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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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2005年，思科收购无线局域网企业Airespace公司，提升了它在无线网络领域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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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2006年，思科推出了领先性沉浸式视频协作解决方案收购视频通信先锋公司Tele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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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


2009年，思科推出引入统一计运算系统，令其坐稳虚拟计运算环境领域的头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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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用程序为核心的运算


2013年，思科推出引入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ACI）程序为主的运算技术解决方案，令该系统实现超越常规模式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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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互联物联网


2013年初，思科推出一项品牌推广活动，并成立了一个工程师团队，专门负责提供实时解决方案。





必须勇往直前

我们无法每次都能准确捕捉到市场变革节点。有时，我们行动得太早。比如，我们大约7年前就着手从事万物互联，市场当时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敢于将此项目进行下去，但又不会过度投资，造成下注过重的局面。毫无疑问，市场最终走到了这一步。

有时，我们思路正确，但执行出了问题。比如，我遭到最多抨击的就是停止了迷你视频摄像机Flip产品业务。2009年，作为我们打入消费品市场的举措之一，我们收购了该公司。不久之后，乔布斯在一款产品发布会上展示了Flip，并宣布iPhone将拥有拍摄高清晰度视频的功能。这不是简单地在iPhone上增设摄像功能，而是意味着消费者能轻易地将视频传到云端，这将彻底颠覆Flip。我认为，在苹果公司这么做之前，我们能让所有的智能手机具备同样功能，Flip收购案将会取得成功。但我们行动不够快，损失已经产生。为了保证信誉，我们果断决定停止Flip产品业务。

颠覆自我确实很难。例如，2014年，为了适应我们预见到的下一轮市场变革，我们决定专注于云计算等成长领域，为此我们宣布对6500个岗位进行整改。在目睹了王安电脑公司从3.2万人变为人去楼空，我曾希望永不实行裁员战略。你永远无法准备好承受来自家庭、用户和股东的痛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快速行动，以避免走到被迫裁员的地步。2014年年终时，公司人数与年初相同，并且变得比以往更强大。

我是一个超级体育迷，某种程度上，我们努力追求IT行业第一名的做法很多方面都类似于踢足球，无非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找到那个“球门”。如今，很多企业由于满足于传统的商业模式和惧怕变革，而在转型上不作为。在思科，我们会尽一切可能专注于用户的解决方案，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思考IT业。

当变革显而易见之时，通常已经为时已晚。早在多数顾问提出变革建议之前，你就要时时主动做出重大改变。你要勇往直前，并打造出一种企业文化，能令你在没有蓝图的情况下弄清如何赢得战局。这正是思科一直在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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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的资料与数据

成立：1984年

总部：美国加州圣何塞市

员工数量：7.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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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钱伯斯在《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全球上市公司100位卓越CEO中排名第3位。






中国案例 China Case



东软HR：

人才战略驱动业务变革


王丰 | 文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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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创新并不是孤芳自赏的专业研究，而是真正为业务带来价值和效益。HR管理应涵盖专业和业务导向两个特质，保证人才与战略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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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随着业务竞争的加剧，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人才战略与业务战略的匹配给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




观点


东软的HR管理涵盖了专业和业务导向两个特质，采用产品设计的思路、项目制交付的方式，在东软历次变革转型中，保证了人才的匹配。




解决方案


东软HR配合驱动公司业务战略的关键做法是：

CEO始终将人才与战略、资本、市场动态匹配视作首要问题

用未来决定现在

注重系统性和完整性

善用专业理论并持续积累最佳实践






当
 听到好几位基层管理者说“看不懂90后”时，王经锡，东软集团高级副总裁认为事儿大了。

相比前辈们，90后视野宽阔，视角独特，他们强调自我，不信奉权威。如果70、80后的管理者看不懂90后，那么他们能领导好90后吗？

早在2012年第一批90后毕业生大量加入东软之前，王经锡就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让他们喜欢这个组织，愿意为这个组织贡献智慧？过去的管理模式，面对90后群体还仍然那般有效吗？他深知这是一个绕不开的管理话题。2014年初，东软成立了一个关于90后的预研项目，这个项目不仅关注90后的群体特征，同时更深入地去研究90后在典型工作场景下的行为倾向和行为表现。这更像是一个专业人力资源研究机构做的事情，但在王经锡所带领的东软人力资源团队中，这样的管理行为经常发生。而这些都源自于东软所处的业务环境和行业HR的视角。

1991年，董事长兼CEO刘积仁创办了东软。刘积仁说，从第一天开始，我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有四个：战略，资本，市场和人才。刘积仁特别重视战略与人才的匹配度，是由东软当时的创业环境所决定的。东软总部位于沈阳，刘积仁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位计算机应用专业博士，但创业之初，整个东北地区根本没有做软件的人，没有人怎么办公司？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与东北大学合办软件加强班。招到学生后，一边教学生知识，一边给学生做职业技能培训，还要向他们承诺，毕业后就录用他们，让他们很快成为管理者。“你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去北京、上海找工作。”刘积仁说。

在东软的发展历程中，人力资源始终是影响公司战略达成的核心要素之一，这让东软人力资源与业务始终紧密相连。（参见后文：《刘积仁：HR管理如何匹配战略》

 ）

做为东软集团高级副总裁，王经锡分管人力资源系统，东软拥有2万多员工，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业务最为全面的IT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2013年营业额为74亿元。从最初的人才匮乏，到如今2万名员工，20多年来东软的人才管理也几经变革，王经锡所带领的HR团队一直秉承着：一，始终围绕业务战略，站在未来看现在；二从顶层设计开始系统性的解决问题，而非单点的事件对应。这两个原则的贯彻，是东软的HR战略多年来成为业务战略重要驱动器的保证。为了确保以上两点能够真正落地，东软人力资源工作采用产品设计的思路、项目制交付的方式，踏实的推动一个又一个变化的发生。



用未来决定现在

王经锡有着超常的紧迫感，“经常要关心将来的事儿”是东软HR管理的一个与特点。东软高层们每年都会例行一个研讨会，每次研讨会上都会有一个雷打不动地的议题：未来会遇到什么？“我们永远用未来的可能性来判断现在该做什么，永远在思考人力资源如何与公司战略的发展持续匹配。”王经锡说。

在王经锡加入东软的第一年，正是东软发展进入快车道的一年，员工激增至3000人，2003年初便增至4000人，按照当年研讨会上的业务规划，马上就达到5000人。刚刚上任集团高级副总裁的王经锡感到有点“恐慌”，5000人之后该怎么办？接下来，2万人呢？3万人呢？按照最高的业务规划，人数可达到5万人。

人数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其他更为复杂的问题将接踵而来，例如成本空耗——新人进入公司实现产出之前，会产生纯粹的成本消耗，在软件行业，成本空耗周期是6个月。如果成千上万的新员工同时处于成本空耗状态，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将是巨大的。“认真梳理之后，问题变得很明确了，匹配1999年新战略的关键有两个，一是规模化的人才供给和快速上岗，二是规模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王经锡说。

为此，东软开始规划和布局自己的人才供应链系统。2000年，东软创建了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它有着独特的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这使得东软开发人力资源的时间可以提前到员工进入企业前的两到三年，这不但解决了新员工的技能水平和快速上岗的问题，还解决了文化融合的问题。2002年，东软将这一模式进行复制，创办了成都东软学院和广东（南海）东软学院。这三所学院不仅为东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供应，同时也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目前三所学院在校生总计达3万余人，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应用型IT知名高校。

文章开始提到的90后预研项目是站在未来规划现在的又一个案例。目前，东软2万员工平均年龄31岁，90后占28%，其余绝大部分由70后与80后平分秋色。王经锡忧虑的问题是，90后即将大规模化地进入，企业群体构成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公司没有对此进行判断并做出准备，如果公司内部的个体关系模式还没有任何转变，到时候就晚了。”王经锡说。

项目组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内部90、80、70各个世代的员工、潜在90后雇员（在校大学生）分别展开了大样本的调研，共计2000多份有效问卷、100余人的深度访谈。使用APM（Ability Personality Motivation）模型识别了东软90后员工的个性特征、各个代际之间的特质差异及成因、绩优90后的典型个性特征与行为特征，这些为东软未来的人才甄选、培养和新型领导力的发展等都提供了高价值的参考。同时采用PCI（Psychological Contract Inventory）心理契约理论，进行东软员工心理契约的建模，从雇主责任和雇员责任两个角度来分析员工与组织的行为特征，以及各个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心理契约如何驱动组织绩效提升等。项目组采用这样的方式来为业务和管理者提供最具说服力的分析与解决方案，帮助管理者主动思变，成为新生代的高效管理者。



系统性的架构与问题解决

人力资源工作真正产生价值取决于两个核心：一是HR自身工作的一致性；二是HR工作与公司战略的关系。

围绕人才成长规模与速度的挑战，王经锡要做的另一件大事是推动东软HR管理的变革。这个变革分为三个阶段：管理专业化，管理系统化，以及管理的持续升级和创新

第一阶段是专业化。2001年至2006年，东软HR团队完成了专项策略和方法，强调技术层面的模块化建设，涵盖人力资源规划、职位管理、招聘甄选、培训发展、绩效评估、薪酬福利等多个方面，基本建构了HR规模化管理的能力。

2006年，第一阶段工作进入到尾声时，王经锡向团队抛出一个大问题：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经过讨论，团队一致认为使命是：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人力资源能力；通过人力资源能力与高绩效的生产力行为的塑造，实现公司战略执行能力的提升。

王经锡认为，人力资源工作真正产生价值取决于两个核心：一是，自身工作的一致性，即模块之间的高度协同。他举了个例子，大家都说招聘甄选时要注重候选人的学习能力。于是在招聘时，面试官可能用了相关的方法、流程、标准去判断应聘者的学习能力，“但入职后，培训部门为他的学习能力持续投资了吗？为他发挥学习能力进行激励了吗？整个HR系统一定要连在一起的，不能是割裂的。”二是HR工作与公司战略的关系，“HR工作时时要服务于公司战略，这样，你做的所有的事，都会着眼于整个系统，进行整体的修整和优化，这样就可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王经锡说。

随着这样的思考，第二阶段的工作目标就浮出了水面。2007年，东软正式启动了People CMM（People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人力资源能力成熟度模型）认证项目。

PCMM是由卡耐基梅隆大学等机构推出的人力资本成熟度的模型，PCMM有五个等级，从低到高评定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本成熟度水平，它的目标是通过不断完善人力资本管理体系，逐步提高企业人力资本的价值贡献，以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它是世界领先的基于人力资源最优实践的集合，是指导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成熟度提升的路径地图。

王经锡组建了一个15人的专项团队，把刚刚建成的人力资源系统完全打散，按照PCMM 3级认证标准重建流程，全面梳理、完善、优化了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通过一年的努力，东软于2008年获得评估通过，成为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通过PCMM认证的企业，“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我们的HR管理系统由此成为一个内在充分耦合的系统。”王经锡说。

随着2008年的整体上市，东软又推出了新一轮战略转型：从以人头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向以知识资产来驱动增长的模式转变；从以技术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向以客户价值为中心的模式转变；从以中国为中心的成长模式，向以全球市场机会为中心的模式转变。这意味着，王经锡的团队要引导人力资源开始了第三阶段的转型——一方面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始推广PCMM ML3的成果和经验，形成东软系统化的人力资本管理体系——HCMS（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System）；另一方面，在PCMM 3级通过半年后，启动了PCMM ML5高成熟度改善项目。

PCMM进行到第4、5级时，最大的变化是，HR工作不仅仅只关注于自身领域，而是更强调与项目管理、质量管理及公司经营的各个领域进行结合，“结盟天下”，实现持续的人力资源创新。

所谓创新并不是孤芳自赏的专业研究，而是真正为业务带来价值和效益。评价PCMM 5级是否达成的标准，要从组织的利润是否增加、生产效率是否上升、客户满意度是否提高、员工敬业度、流失率等各个结果领域来进行度量。“它能使我们有能力从关注过程转型为关注结果，更加紧密的为业务战略服务。”王经锡说。



HR的自我变革和成长

2011年，东软获得PCMM5级认证，成为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同时通过PCMM5级公司。事实上，认证的过程就是一个HR团队自我变革的过程，长达3年的变革完全重建了HR团队的思维模式——HR团队要跨越自身的视角，转而从公司战略、业务、组织的视角来定位自身的价值并决定工作重点。“这使得我们HR整个体系面对的事情的量级和层次发生了变化，在思考HR使命和任务的视角也发生变化。”王经锡说。

东软所有HR人员每年都要定期学习这些知识，并且进行严格的考试。在东软，一个HR人员如果不熟悉HCMS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因为所有的流程、所有的工具方法都是按照这套规范来运作的。

在规范化的体系平台之上，他们更加自如地以公司战略为坐标，一步步进行新的变革与设计。社会化学习项目即是其中之一。该项目在2013年设立，王经锡为这个项目定了4个目标：1，彻底解决培训的规模化问题；2，响应无线互联时代员工需要改变学习方式的需求；3，以前，培训主要是为了提升专业技能，现在则是为了解决问题；4，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响应培训时间需要碎片化的趋势。

中国公司社会化学习项目不在少数，但很多都是流于形式，只是搭建了E-learning的平台。“我们的目标则是真正做到I-learning。”王经锡说。I-learning包含了5个维度：1，互动（interactive），2，快速（immediate）；3，有趣（interesting）;4,亲密（Intimate）；5，个性（Individual）。“只有兼顾到这5个维度，员工才能做到主动学习，实现有效率有质量的学习。”

目前东软的在线学习平台上已有几千门课程，每年可以进行几万人次的培训项目。I-learning鼓励员工应用移动端，方便互动并有趣味性。同时与内部社交渠道相结合，如东软自主研发的ohwyaa系统，它是社交化的知识社区，鼓励技术人员把自己的知识资产贡献到上面，并就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讨论，员工也可以寻找到ohwyaa系统上的牛人为自己解答问题，同时员工也可以通过ohwyaa系统互相联系，自由组建项目。HR部门还制定了政策，比如，如果某位员工想晋升，首先需要他在系统上发表文章，既有质量要求，也有数量要求，甚至包括多少人对文章的点赞、收藏。

王经锡说，社会化学习项目最终要实现东软培训系统运作方式的根本转变。“要从我要给你提供培训转变为你要培训，从我要让你学习进步转变为你要学习进步。”

如果说传统上的HR部门更多关注的是自己做了什么以及做这些事的过程，东软的HR团队现在更多关注的是结果，团队成员时刻要自问的是：我做到了什么？它产生了什么价值和影响？在王经锡看来，对于HR管理来说，不在于你知道了什么，而在于你做到了什么，你的成果是什么。

在过去的24年里，东软的HR团队一方面通过广泛引用国际标准搭建、优化HR管理系统，一方面，持续进行HR管理实践，积累、筛选出上百个最佳管理实践项目。面向未来，企业对优秀人才的争夺将更加激烈，没有哪一个过往的时代像现在这样重视与渴求人才，就如王经锡说的那样，“要打赢一场持续的人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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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积仁：HR管理如何匹配战略


HBR中文版：
 战略与人力资源的关系是什么？


刘积仁：
 战略永远是对的。真正的问题是，这个战略是不是属于你？你用什么方式把战略落地？绝大多数企业或早或晚地都会知道虽然战略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你能走到那儿吗？你怎么走过去？很多企业在途中掉队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没有做好战略、资本、市场和人力资源这四个方面的匹配。这其中，战略与人力资源的匹配是重中之重。在一个业务进行转型之前，如果已经做好了这些积累，当转型来临时，你便成了幸运儿。也就是说，没有长线，绝无短线，没有长期的积累，就没有短期的幸福。




从创业至今，东软进行了四次战略转型。在战略与人力资源的匹配过程中，组织如何发挥作用？


组织承载的是战略使命，让组织有效的是人，让人有效的是激励。从东软经历的四个战略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创业期，不发展是企业最大风险，所以我们没有把钱投入到精细的管理上，强调的不是制度的严肃性、组织的规矩，而是大家奋斗的热情。强调快速、灵活，有事儿大家一起干，快速响应市场；第二阶段，我们的战略在行业解决方案的市场中得到了最大份额，那时东软处在一个人员的迅速膨胀期，这要求组织实现精准、有序、安全、可度量，可评价。于是我们建立了“有横有竖”的组织结构，横有事业部，竖有大区，形成了强大、精细的IT管理系统，每个部门都有精准预算。




相比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对员工的激励方式有了什么变化？


在第二阶段的组织框架下，人的作用仍然是第一位的。但企业规模大了，不能再象以往那样以整个公司做为主体进行激励了，就要化整为零，充分授权，让每个部门都成为经营主体。此时强调以部门为核心对员工进行激励，建立预算制度，对每个部门进行定期评审，论功行赏。然后是第三个阶段的国际化战略，这一战略要求我们建立超越区域和市场的能力，这个过程中，文化冲突明显加大了，这需要我们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解决变革中的问题，而不是靠CEO一个人解决问题，因为企业面对的问题已经非常复杂。




此时CEO一个人的能力已经无法应付，你的方法是什么？


需要借助外部力量解决问题。其一，我们不断购买顾问服务，请外人给我们做培训，这需要企业的文化更加开放，愿意并且有能力从外部吸收的资源和能量。其二，我们吸引了很多老外做为股东，同时进行了科学的人力资源体系建设，用成熟的科学管理工具支持我们的变革，保障整个体系从发展期走向成熟期。




国际化战略期，战略与人力资源匹配的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对并购本身的理解，你要并购的是人，不是资产，也不是技术。如果人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国际并购一定要以人为核心，了解人的需求，你要问自己，他为什么可以跟你一起工作？如果你不能解答这个问题，你的收购肯定不会成功。东软与国际的融合，包括业务的融合，人的融合，文化的融合，这种全方位的融合，靠的是东软积累起来的组织能力和文化能力。




2008年之后，东软从劳动密集型的软件服务业向产品化、创造化的高端方向发展，在这第四次转型时，东软人力资源是如何重新匹配战略的战的？


首先是企业精神重构，必须创造一个宽松的文化，唤醒了员工的创新精神并培育员工的创新力。整体思路是“先紧后松”，“紧”就是通过不断地合并组织，把各个业务单元先管起来，利于达成变革共识，同时培养变革能力；“松”就是授权各单元发展不同的产品并建立不同的文化，释放一线潜力。这其实这与中央政府现在所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是一样的。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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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丰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高级撰稿。





中国案例 China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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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HR拥抱大数据

周禹　唱小溪 | 文　李源 | 编辑










东
 软集团作为我国最具竞争力的软件开发集成及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其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也具备十分突出的智能化特色。在这个数据无处不在、信息无孔不入且网络全面覆盖的泛智能时代，人力资源管理能够有怎样的创新作为？

当前大数据在商业和管理上的应用似乎更多集中于用户体验及消费者行为分析，一些企业级大数据库也大多涉及上市公司公示的财务业绩或治理结构信息，而对于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数据却少有标准化的积累和专业化的开发。尽管强调企业应重视评估和计量人力资本等“软资产”价值的呼声一直存在，但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人力资源领域的前沿课题。东软的实践，则给出了人力资源大数据智能化的应用经验。

首先，量化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被实质性地引入到人力资源机制的建设中来。具体而言，其一，以量化拟合的指数作为人力资源工作的目标指向。东软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功能都指向“组织资本准备度”和“人力资本准备度”这两个拟合指数目标。其二，让每一项人力资源机制的设计都经过严谨的实证检验。如在针对90后新生代员工设计管理方案时，东软自行展开调查，问卷调查覆盖样本2268人，深度访谈百余人次，从能力、个性及动机等方面考察各种管理机制的有效性，进而建设深度定制的新生代员工管理方案。其三，建立人力资源的机制与业务数据、财务数据的回归预测模型，实现战略性的预先干预。如东软建立了一系列员工培养机制与员工效能、业务收入的回归模型，基于模型来优化培养机制，将新员工入职后的组织融入周期缩短了2.5个月，并能预先帮助企业节约人均人员空置成本6万/人/年。类似地，东软还设有自己开发的招聘周期动态预测模型、个人离职概率预测模型等，后者对高离职意向者的识别可靠度高达72.3%。

其次，以项目制的方式自主开发人力资源管理的规范体系和智能系统。东软人力资源体系的建设采取项目制的方式循序展开。通过8个前沿性预研项目、20多个体系构建项目以及50多个专项改善项目的实施和交付，东软已经系统化地建成了包括规程、指南、方法、模块在内的共245个规范化文件，覆盖人力资源活动的全过程。而且，发挥其业务本身具备的智能解决方案开发能力，东软进一步将在这些标准化的内容进行功能软件化，打造出“全流程智能人才管理系统”。东软的人力资源智能工作平台所提供了以用户为中心的自助式体验服务，并开始将移动终端、社交协同、共享学习、人力资源云服务以及大数据下的人力资本价值评估预测等创新功能都逐步嵌入其中。

再次，基于综合评估模型适时动态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效果，实现以评促进、持续优化。互联网时代“快速迭代”的特征也充分体现在东软人力资源体系建设过程之中。如前所述，目前有关人力资源计量（HR Metrics）的研究在学术层面尚未达成共识，如早期的人力资源会计或审计方法并未成为企业会计科目的常规构成；欧洲的IIP系统强调以评估推动改进的理念，但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量化基础。东软则充分结合自身的数据整合与分析能力，引入“人力资源成熟度模型”作为框架，以95项HR对标评估指标来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效果进行评级评估，并结合精益质量管理的方法论推出HR-6Sigma项目，实现对人力资源工作活动的适时跟踪评估和快速改进。

值得预期的是，人力资源智能系统不仅可成为优化组织内部人员效能的管理工具，它本身也可以成为人力资源产业中价值潜力巨大的解决方案产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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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禹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MBA中心主任。唱小溪是西班牙Rey Juan Carlos University,经济与商业组织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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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运营模式，


应对中国中端市场挑战

石教立　唐麦 | 文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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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端市场挑战的意义远超出中国本身，在中国中端市场上掌控好风险和机遇，能为其他地区市场提供成功经验。






根
 据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全年经济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幅度为7.4%，对比2013年的7.7%和2012年的7.8%，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正式告别高速增长进入到常态增长阶段。

2014年，在中国的外企普遍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速放缓，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关键挑战。为促增长，2015年外企纷纷选择从企业自身出发制定有机发展战略，选择并购以外的扩展新市场等方式。事实证明，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是打造良好的运营模式，夯实基础。



在华外企增速放缓

近日，贝恩公司与中国美国商会联合发布了《2015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对近500家在行业、企业规模和在华商业实体方面都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美国商会的会员企业进行了调研，分析了中国经济、商务与监管环境的快速变化对美国在华会员企业的影响。（参见后文：《关于本次调研》

 ）

报告显示，2014年是近年来对外企最具挑战的一年，虽然大多数受访企业在中国市场继续盈利和收入的双增长，但约75%的受访者表示在华营运利润呈现放缓的态势，这一结果再次印证近年来外资企业面临的成本和竞争压力日益加剧。

受访企业认为,2014年外资企业在华运营面临的商业挑战之前五位为：劳动力成本、法律不明确、缺乏合格的员工、管理层人才匮乏以及中国保护主义增强。此外，缺乏合格的员工和管理人员也困扰着外资企业。同时，外资企业相信在华面临的知识产权泄露和数据安全威胁相较其他市场更大，鉴于外资企业使用云计算越来越普遍，它们也越来越关注数据安全和商业秘密保护。

调查显示，认为2014年中国投资环境质量下降的企业比例急剧上升，从18%升至到29%，十分接近认为有所改善的企业比例，32%。服务业企业认为投资环境有较大改善，而研发密集型行业所持观点最为悲观。另有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它们在华受欢迎程度与去年相比下降，且选择此项的受访者的占比也有所上升，只有服务业企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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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调研

今年是年度商务环境调查开展的第十七年。本年度报告对近500家中国美国商会的会员企业进行调研。根据经营范围的不同，受访者分属四大行业类别，即服务业（不包括信息服务）、信息/知识型服务业、研发密集型行业，以及资源和工业。调查受访企业在行业、企业规模和在华商业实体方面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2015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反映了受访企业关注的许多重要议题。要成功应对目前中国的经济转型，2015年将是面对新的经济和市场现实，继续调整、设定新的发展方向并实施必要重大变革的关键一年。外资企业需要明确是否继续在华谋求增长、追加投资，抑或优先考虑其他增长机会。同时，观察中国短期内的经济走向也必不可少。对于致力于实现在华业务增长的企业而言，需要确保企业的战略和组织很好地适应中国不断变化的市场机遇和人力资源挑战。

（返回阅读原文
 ）





优化运营模式，致胜中端市场

即使中国市场面临着上述诸多挑战，但外资企业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和消费率提高蕴含巨大投资机遇。受访企业表示，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国内消费不断增加是最重要的机遇，中产阶级的壮大和城镇化被认为是第三位和第四位的发展机遇。此外，中国市场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化，也对外资企业在华投资产生了重要的正面影响。因此多数外资企业仍愿意继续在华投资，并将其列为全球投资战略的重点。如何适应中国市场成功本土化，实现更好的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双增长，是大多数在华继续投资的外资企业所面对的挑战。目前，针对这些挑战，有三种应对措施被广泛使用：


其一，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或发起收购。
 但在今年，仅有6%的受访企业表示将通过并购和合资等非有机途径实现增长。受访企业表示，并购通常会遭遇巨大挑战：难以取得目标公司可信信息以及缺少有吸引力的并购目标是它们遇到的最大两类障碍。其他的障碍还包括企业文化不匹配，并购后的整合风险和难以获得审批等。因此并购并非所有外资企业最好的选择。


其二，从企业自身出发制定有机发展战略。
 这包括实现人才的合理利用，获得更优秀的人力资源，开发供应更广泛的产品和服务用以满足更多的消费群体，或进入不同区域市场等。

很多受访者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在华业务运营，并努力实现管理层和产品的本土化，以更有效的运营结构来更好地满足中国市场需求。对绝大多数中国美国商会企业而言，它们在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得到了巩固，考虑到长远发展，它们将有机发展作为实现收入增长的首要目标。

很多企业通过中国本土研发和服务来实现收入增长。外资企业在华设立成熟的研发中心，针对本土市场需求定制产品和服务是它们建立研发中心的最重要目标，第二位和第三位分别是提升研发成本竞争力和挖掘中国本土人才。已经有39%的受访企业将中国研发的产品用于供应全球其他发展中市场。这充分表明，中国团队对外资企业全球运营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越来越大。


其三，拓展新市场实现营收增长。
 对于已在中国高端领域取得成功的外资企业而言，它们长久以来面临着市场整体向下沉淀、直面新竞争对手抗衡的巨大风险。而随着不断积累中国市场的实战经验，外资企业也察觉到“够好即可”的中端市场的前景喜人。它们愈发将中国中端市场视为历史性契机，以创新的方式思考进入该市场并持续盈利，同时维持其高端业务免收负面影响。（详见2014年5月刊《制胜中国“够好即可”市场》——编者注
 ）

中端市场挑战的意义远超出中国本身，在中国中端市场上掌控好风险和机遇，能为其他地区市场提供成功经验。无论是医疗设备行业的通用电气，还是厨卫家具行业的美标，都已成功运用在中国市场培养的中端市场能力，向全球存在相同挑战的市场输出产品和战略。

制定适宜中国市场的战略只是第一步。塑造坚实且发展前景良好的运营模式是执行强有力战略的保障。

值得强调的是：贝恩公司的经验表明，企业在执行强有力的战略时首先必须要做对一件事，那就是“运营模式”。我们对来自不同国家和行业的多家公司进行了分析，发现拥有出色运营模式的公司效率可能更高、适应能力更强并且能够更有效地做出决策等，更可能在有需要的领域建立竞争优势，员工敬业度也更高。

我们将“运营模式”定义为战略与执行之间的桥梁，也就是为完成关键工作而实施的资源安排和运作方式。它包含五个维度：组织架构、责任制度、治理机制、工作方式、能力。（参见后文：《运营模式将战略与组织设计和资源部署联系在一起》
 ）


我们为何坚持以此作为运营模式的定义并选取这五个组成要素呢？因为我们观察到公司通常会在下述方面出错：


它们未清晰解读组织计划推动的战略就匆忙变革组织。
 此问题的原因通常在于战略不够具体化。它们仅仅解决了一小部分与组织设计有关的元素，比如它们变更了组织架构的“条框”，但却未对角色和职责进行具体说明，致使变更后的条框脱离实际。或者它们启动了大量通常注定失败的组织效能提升举措，因为这些举措从根本上是与连贯、清晰的组织蓝图脱节的。


在动态变化的市场中，企业未能制定相应的运营模式。
 大量外部因素已经经历了快速变化，比如在客户体验过程中，由于差异化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客户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组织的运营模式未能跟上这一变化。


当企业调整战略时，运行模式未能做出相应改变。
 比如企业应对互联网挑战做出的战略调整，或者针对新竞争对手做出的响应，以及企业以往的运营模式不再适应现在的成长速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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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模式将战略与组织设计和资源部署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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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主要为业务条线划分适宜的界限。我们将总体性组织架构视为运营模式的“硬件”，而其他四个维度则用作让硬件运转的“软件”。


责任制度，
 即主要组织实体的角色与职责，同时明确设立与责任制度挂钩的奖励框架用于强化高效的执行。


治理机制，
 主要是指管理层研讨会和管理流程，由此可达成针对战略要务、资源分配和业务绩效管理等高质量的决策。


工作方式，
 用于描述期望的文化标准，指导人员密切协作配合，特别是跨越职能界限或者跨团队合作。此维度不仅是传达“信任”和“尊重”等总体价值观，而且具体到哪些行为有助于有效的决策制定和执行。


能力，
 主要是指公司如何将人员、流程和技术以可复制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理想的结果。




图片来源：贝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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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导向”应对人才挑战

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在华外企继续将人力资源成本和合格的劳动力短缺列为在华运营面临最大的两项挑战。由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受访企业已连续三年表示已经或准备将产能或投资迁出中国，这个比例也在逐年增大。其中，资源和工业企业外流加速，近1/4的资源和工业企业表示已经或计划将部分产能迁出中国或将部分对华投资转移出境。值得注意的是，有17%的研发密集型企业也表示有此意向。

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优秀人才短缺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外资企业之中，中国本土企业也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无论身处哪个行业，受访企业均认为在中国吸引和留住合适人才的最大挑战是员工对待遇预期较高，其他几大挑战则与员工发展和晋升有关。第二位是缺乏职业机遇，第三位是企业内职业发展前景不明。（参见后文：《你的企业在吸引和留住合适人才方面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

调研表明，从“决策导向”来制定人才战略，是应对人才挑战的有效途径。（参阅《决策与执行：突破组织绩效五步骤》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0年出版——编者注
 ）。员工通常更加注重自身业务开展的可持续性，他们希望自己的举动能创造更多的价值。若员工感觉到自己在为公司执行一项“高层次的任务”，那么他们的工作动力也会更强，这也是公司吸引人才的一大利器。

聚焦决策还可以让公司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人才问题：在相当多的公司中，人才匮乏与人才浪费共存的现象并不罕见，许多关键职位是由绩效平平的员工担当的，还有些甚至是由绩效较差的员工担当，而许多优秀人才被埋没在普通职位上。

高管可以自问——哪些工作岗位对组织关键决策影响最大？谁是我们的最佳人才？我们如何确保那些业绩最佳者对重要决策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一旦明确了关键职位和最佳绩效员工，就可做到人归其位。公司也可从决策角度出发重新设计组织和运营，从而充分利用现有人才以及招募合适的人才。

综上所述，在国际、国内市场环境显著变化的同时，中国市场依然是全球最大且不可忽略的市场。但这一市场挑战巨大，外资企业想要立足中国市场，就必须时刻保持对国际格局、中国经济政治改革、中国本土企业的快速成长等变化的清醒认识，并处理好人力成本上升，资源和环境成本加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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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教立（Stephen Shih）是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组织业务主席。唐麦（Michael Thorneman）是贝恩公司大中华区总裁。






商学院·院长谈 │ B-School·Dean's Voice



让所有人受益于商业教育

——专访哈佛商学院院长尼汀·诺里亚

程明霞 |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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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商学院无可替代的，不仅在于它提供的知识、技巧和工具，还有长达终生的深厚的同窗之谊，它为你提供某种身份认同，让你探索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






尼
 汀诺里亚（Nitin Nohria）是在万众期待中就任哈佛商学院院长的。彼时的美国经济还深陷金融危机的泥潭，曾经风光骄傲的华尔街精英名誉扫地，甚至整个商业世界都失信于民。作为培养出最多华尔街精英、代表整个美国商业大脑与灵魂的机构，哈佛商学院备受指责和压力。而对诺里亚的任命，被认为是哈佛大学对这一切的回应。

诺里亚身上带着迥异于所有前任院长的印记：作为印度裔美国人，他是哈佛商学院第一位出生在美国之外的院长；此外，他不像前任那样大都有经济学或财务背景，而是一名领导力教授，且历来强调商业伦理在商学院教育中的重要性。总而言之，这位院长承载着哈佛商学院重振声誉、保持辉煌的使命。5年过去，2015年初，诺里亚在上海对《哈佛商业评论》梳理了他所有的挑战、对策与愿景。

言辞之间，诺里亚显然不愿意也不认为，哈佛商学院会将其在20世纪持续百年的领先地位拱手相让。他说无论他个人或者整个哈佛商学院、甚至整个哈佛大学，都会以创业者的姿态去面对21世纪所有的变化与挑战。而且，面对今日之世界，他建议人人都要具备创业者精神。



21世纪的哈佛商学院


HBR中文版：
 上任院长5年来，你都做了哪些事？


诺里亚：
 我于2010年履新，恰逢哈佛商学院步入它的第二个世纪，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要明确它在21世纪的定位。




HBR中文版：
 重新定位哈佛商学院吗？


诺里亚：
 哦，不能算是重新定位，因为哈佛商学院依然非常强大。我们要做的只是继续保持它在新世纪的领先地位。据此我们明确了五个重点：

首先是教学项目的创新。哈佛商学院因“案例教学法”（case method）而闻名，我们考虑如何在此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价值。因此我们设计了“实地教学法”（field method），就是把学生送去商业世界的第一线。比如2015年1月，2014届的MBA学生被派去全球各地的“实地”，亲身体会全球化是如何展开的。每个学生回到校园后都被要求做一个“实地项目”，他们必须发布一个新项目，不能停留在商业计划书的层面，而是要真正创建可供顾客体验的项目，在12周内完成。

第二是对交叉学科的探索。哈佛商学院一直通过《哈佛商业评论》生产管理理念，输送给全世界，塑造人们对商业的理解。在21世纪我们还会坚持这么做下去。不同的是，我们确信未来很多理念会来自交叉学科。比如环境安全、医保等这些非常复杂的难题，都不是单独学科能够解决的，所以《哈佛商业评论》未来的价值就是要突破不同学科的界限，为全人类的复杂难题寻找解决方案。

第三是全球化，目前哈佛商学院已经在全球设立了8个研究中心，包括我们脚下的哈佛中心上海。虽然从空间来看，我们大部分精力仍然投注在波士顿校园，但是通过全球各地的研究中心，我们将为更多人提供来自哈佛的上乘教育。现在，哈佛每年新发布的案例中有60%都是全球企业的案例，而且这个比例每年都在增长，要知道我1988年加入哈佛商学院的时候，全球企业的案例不到5%。正是设在全球的这些研究中心让我们得以生产这么多的全球企业案例。

我们的第四个目标是让哈佛商学院更具包容性。2013年，哈佛商学院举行了招收女性MBA学员的50周年庆典。第一位就读哈佛商学院的女性已过百岁，而哈佛商学院开始招收女性学员是它历史已过半的时候。但是去年，入读哈佛商学院的女性已经达到40%。

除了性别，我们希望在所有你能想到的方面都具有包容性，不论什么财务状况、什么国籍、什么背景，只要具备就读于哈佛商学院的资格，我们都要尽一切可能让他们在哈佛商学院完成学业。

最后一个目标是要整合“哈佛系”。从传统来看，哈佛大学的每个学院相互独立，在各自领域都做到顶尖，但每个学院通常只谈论自己，很少考虑与哈佛其他学院的关系。但是现任哈佛校长非常强调“一个哈佛”，以及“一个哈佛的力量”，因此我们都在学习与其他学院合作。每个学院都有其特征和长项，哈佛商学院的特质就是它的企业家精神与创造性。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医生、律师都渴望去创业，哈佛商学院非常乐意提供我们在创业方面的知识和资源，帮助哈佛其他学院的学生实现梦想。所以我们专门设立了“哈佛创新实验室”（Harvard Innovation Lab），这是哈佛大学唯一一处面向全校所有人敞开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好主意带到这里来，看看它如何能变成一个创业项目。

简要来说，这就是哈佛商学院在21世纪的五项工作重点。




HBR中文版：
 在2010年刚就任院长的时候，你说过哈佛商学院面临的两大核心挑战，一个是新兴市场的崛起，一个在线教育的兴起。5年过去，你的挑战仍然是这两项，还是有新挑战出现？


诺里亚：
 我认为这仍然是当前全球的两大现实。如果你放眼全球寻找机会，新兴市场的增长仍然是最具吸引力的故事，我不认为新兴市场的增长会大幅放缓。到21世纪末，全球人口会达到90亿，其中70亿生活在新兴市场，他们一定会推动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所以21世纪注定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新兴市场会是备受瞩目的亮点。

而数字化革命也才刚刚开始，比如，阿里巴巴等等来自新兴市场的企业已经打败美国公司，成为这个领域最大的玩家。迈克尔波特不久前发表了关于智能产品与物联网的长文，我觉得他文中描述的状况和提出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此外，我们认为未来25年在生命科学领域会有革命性的突破，这也是为什么哈佛商学院和哈佛大学会投入很多精力在这个领域。




商业领袖的三种类型：创业者、管理者、领导者


创业者Entrepreneur：


创业者不会被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所束缚。他们会给流程、业务，甚至整个行业带来革命性的改变。在这种变革当中，他们会征服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和挑战，从而发现或创造全新事物。




管理者Manager：


管理者通常对他们身处的时代洞若观火。他们基于自己对时代与环境的深刻理解来占据优势，运营企业，从而塑造自己的业务，获得持续发展。




领导者Leader：


领导者是那些当企业身处十字路口时，重振企业或整个行业的人。他们夯实业务，重塑产品和服务，重新调整组织架构与流程，让危机中的企业获得新生。




来源：In Their Times - The Greatest Business Lead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作者：Anthony J. Mayo and Nitin Nohria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编译：程明霞







哈佛商学院从未试图本土化


HBR中文版：
 在中国我也听到一些抱怨，说哈佛商学院像其他大型跨国公司一样，相当官僚而且行动缓慢，你怎么回应？


诺里亚：
 我认为哈佛商学院在过去5年里的变化比过去好几十年的变化还要大。那些说哈佛商学院行动迟缓的人大概并不知道，差不多所有商业教育领域的全新做法都始自哈佛商学院。我们创造了案例教学法，我们创造了高层管理教育，其他商学院纷纷效仿，我们创造了哈佛商业出版体系，哈佛商学院生产的案例被全世界所有商学院使用，等等。哈佛商学院在它百年历史上一直充满活力、不断演进，近5年来它就更加积极而活跃了。所以，对哈佛商学院迟缓官僚的印象肯定是错的。

另一个对哈佛商学院的错误印象是说我们缺乏创业者精神，但是数据表明，哈佛商学院非常具有创业精神：50%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在毕业后的20年里创办过自己的企业，只不过他们并不是都在硅谷，不都是科技企业而已，而是身处各行各业。

最近《福布斯》以及另外一些机构做排名，哪家商学院产生了最多的创业者？哈佛商学院在几个排名里都名列前两位。还有我刚才提及的哈佛创新实验室，也是哈佛大学大力投资创业精神的例证。

我想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哈佛商学院培养了太多成功的大公司CEO，所以人们容易误会哈佛商学院并不擅长培养创业者，但如果看数据，事实是，哈佛商学院既为大公司培养了许多杰出的CEO，也培养了大量杰出的创业者。

另外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群体是正在崛起的社会性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s），他们在各地创办了各种充满活力的社会性企业。哈佛商学院在这个领域也拥有领先优势，因为“社会性企业”（social enterprise）这个领域本身就是哈佛商学院在20年前创造的。我前面提到的哈佛大学在交叉学科的探索，这就是一个例子，早在20多年前我们就开始了这些研究。

所以你看，哈佛商学院一直在做很多领先的事。




HBR中文版：
 你刚才提到了哈佛商学院对新兴市场的重视，那么你如何看待哈佛商学院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者？


诺里亚：
 你是说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的商学院吗？我的感觉是，中国市场对于商业管理教育的需求呈爆炸式增长，不论哈佛商学院或其他任何一家商学院都不能充分满足市场的全部需求。从某种程度说，我们很高兴看到本土商学院崛起填补当地需求。

但是，中国的企业高管一定会在某个时刻需要全球化的商业管理教育，真正跻身全球商业高管精英当中。但至少目前，想要与来自印度、巴西、欧洲、拉丁美洲等等的全球杰出企业高管一起学习讨论，在清华、北大的课堂里还是很难实现的。这就是哈佛商学院课堂的优势。

所以，其实哈佛商学院从未试图本土化，我们在做的是帮助本土商学院成长。比如我们跟清华、北大之间的合作都是教给他们案例教学的方法，指导他们的案例写作等等。本质上，哈佛商学院在做的并不是一门生意，我们不和其他生意竞争，我们的目标是让全球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受益于商业管理教育。




HBR中文版：
 那么哈佛中心上海的作用是什么？


诺里亚：
 首先，我们期待哈佛中心上海每年能生产更多的中国企业案例。在2012－2014年期间，哈佛商学院共撰写了80多个中国公司的案例，这其中有国有企业的，也有私营企业的，单是阿里巴巴就已经有了三个案例。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多，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

第二，哈佛中心上海要支持哈佛教授和学生在中国的实地研究，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实地教学法”，帮助教授和学生选择、联系和安排他们要考察的中国企业。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也要帮助哈佛大学其他学院在中国进行很多长期项目的研究，比如中国的金融体制、环境问题等等。所以，哈佛中心上海其实是哈佛大学和中国之间的一座桥梁，是哈佛大学驻中国的大使。



在线教育更像零售业


HBR中文版：
 刚才谈了哈佛商学院如何面对全球化与新兴市场的崛起。让我们再来谈谈数字化的影响，请问传统教育在数字化时代会是怎样的生存状况？


诺里亚：
 我觉得在线教育有点像零售业。想想看，在线零售的崛起并没有完全替代人们在实体店消费时许多非常个人化的体验。传统教育相当于实体店的质量和体验。让传统商学院无可替代的，不仅在于它提供的知识、技巧和工具，还有长达终生的深厚的同窗之谊，它为你提供某种身份认同，让你探索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我不相信这些事情都会移到线上。




HBR中文版：
 所以实体教室会永远存在？


诺里亚：
 我相信实体教室仍然会是教育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它必须变得非常特别。如果教室只提供标准化课程，学生们就会都去线上学习了，但如果你提供非常互动性、启发性的内容，就像哈佛商学院的课堂，教授在学生之间引导对话，学生们在对话和互相启发中不仅学到知识，还培养出卓越的判断力，并且能获得持续终生的友谊，课堂就依然极具吸引力。




HBR中文版：
 所以MOOCs的用户其实不是哈佛商学院的客户？


诺里亚：
 对。




HBR中文版：
 目前对MOOCs的商业模式以及持续发展有很多争论，你怎么看？


诺里亚：
 我觉得对MOOCs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更像零售业，人们对亚马逊有需求，但同时会去耐克精品店、苹果体验店一样。你可以在网上买到任何一款苹果产品，但是在苹果的纽约店和波士顿店始终排着长队。用户在苹果店里试用各种产品，听非常熟悉产品的店员给你详细介绍，这些是线上没有的体验。我相信MOOCs可以提供质量相当不错的教育产品，同时也有很多人没钱没时间，没有能力投资于更互动的教育体验，他们会受益于MOOCs。但市场上同时还存在另一种需求，对更互动、更亲密的教育形式的需求。所以实体教室和在线教育不是非此即彼，而会同时并存。



21世纪，人人都需要创业精神


HBR中文版：
 你一直研究领导力，在你的著作《他们的时代——21世纪最伟大的商业领袖》（In Their Times - The Greatest Business Lead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中，你创造了“情境智慧”（contextual intelligence）的概念，总结出20世纪最杰出的商业领袖都具备“情境智慧”的领导力。那么，21世纪的领导者需要具备哪些特质，跟上一辈商业领袖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诺里亚：
 其实我不相信卓越领导者拥有一系列“特质”（traits），而更愿意说他们具备一系列“能力”（capabilities）。因为“特质”是生而有之，而“能力”是后天习得的。

习得这种“情境领导力”、获得全球视野，对21世纪的商业领袖来说仍然是极其必要的能力。我上面提到的“实地教学法”的全部目的，就是让学生培养“情境领导力”。学生们坐在美国的课堂里想象中国市场可能对某个产品、某种服务感兴趣，但是当他们来到中国，实地测试这个产品或服务的时候，就会发现因为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等情境差异，需要重新思考这个产品和服务，需要做出基于中国市场的应对和调整。我在书里总结了导致情境差异的6个要素（政府干预、全球事务、民主环境、社会规范、技术和劳动力——作者注），不同市场有不同差异，商业领袖们需要跨越这6个要素的局限做出正确的商业决定。

除了情境领导力，我特别想强调的是，21世纪非常重要的是，人人都需要具备创业者精神（entrepreneurship）。这不是说人人都要去创办自己的企业，而是说即便身居大公司你也需要以创业者的精神去做事。即便哈佛商学院，一旦我们丧失了创业者精神，也必将落后。所有牢固的百年大公司都需要以创业者的精神面对竞争。




HBR中文版：
 可是哈佛商学院的口号仍然是培养“领导者”（leaders），而不是培养“创业者”（entrepreneurs）。在《他们的时代》中，你区分了领导者、创业者、管理者（managers）三者的不同。


诺里亚：
 是的，我在书中区分了三者的差异：创业者是改变行业规则、创造全新事物的人；管理者是把企业从小做大，实现规模性增长的人；领导者是在企业遇到危机时将企业带向新生的人。我主要是从领导力的类型来区分三者，但是对一个领导者来说，这三种能力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他更多体现或具备其中某种或全部这些能力。




HBR中文版：
 全球化和技术升级让21世纪的商业世界瞬息万变，我想知道，对商业领袖而言，相比20世纪的商业管理，哪些需要改变，哪些不会改变？


诺里亚：
 持续变化的是商业模式。Facebook刚创办的时候，没人认为它能赚钱，但是它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商业模式。每天都有新的商业模式出现，商业领袖要永远对商业模式保持警觉，新出现的商业模式随时可能威胁公司现有的生存。对哈佛商学院也同样如此，如果不紧密关注数字化在教育领域催生的新商业模式，我们也会有危险。

而永远不变的，还是对人的管理。不管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任何技术革命，你始终需要激励人、鼓舞人，用更好的方式让人们彼此协作，尤其当公司具备相当规模之后，更要靠这些确保公司持续地良性发展。

无论你今天在做什么、做得多好，每个领导者都需要每天问自己：我明天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如果只是重复昨天做的事，明天你可能就落后了。这本质上都取决于领导者的核心能力，他对人、对公司的管理能力。所以不论商业模式怎样变，不论公司规模大小、发展阶段，领导力都是最核心的不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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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霞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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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的艺术

与人闲聊、演讲和利用社交媒体的技巧

The Art of Evangelism

盖伊·川崎（Guy Kawasaki）|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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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时代，“宣传”是管理者的职责。通过有技巧地闲聊、演讲和利用社交媒体，管理者可以向世人解释，自家产品或服务如何改善人们的生活。



如果你成为一名成功的宣传者，不仅能推广你的团队，还能给其他员工树立楷模。你表明自己是一个斗志昂扬、全神贯注的团队成员，还鼓舞了你的同事，展现了领导力。


早
 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宣传”就成了一个商业潮词。事实上，当我第二次进入苹果公司担任软件宣传官时，推动了这个词的流行。宣传，是由一个粗略含义为“宣告好消息”的希腊词语衍生出来的。它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向世人解释，你的产品或服务如何改善人们的生活。

我在苹果公司的工作就是宣传好消息：麦金塔（Macintosh）电脑会使每个人更具创造力和生产力。我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也想与别人分享同样的体验。所以我其实并不只是在“推销”电脑。现在，作为Canva的首席宣传官，我的职责是把一个将设计大众化的平台分享给大家。宣传官要真正做到：将他人的利益放在考虑的第一位。

很多行业都信奉一点：顾客即潜在宣传者。最热忱的顾客会免费传播贵公司的产品或服务。但需要记住：哪怕不在营销部门的管理者，也可以成为宣传者。在技术部门和其他行业担任顾问的几十年间，我认识到任何职能部门的高管们都可以担任宣传者的角色，并给他们的公司和事业带来巨大好处。

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你应该宣传你的机构和它所能提供的东西，并且应该自如地扮演这个角色，无论在内部（休息室、电子邮件或合作平台）还是外部（行业会议或领英、脸书、推特等社交软件）。在社交时代，宣传是每个人的职责。

如果你加入的公司，生产或销售的产品服务都合你心意，那么事情就会容易很多。我对这种公司的理解是：深入（能够预期用户需要的所有功能）、智慧（能提供聪明新颖的办法，减少用户的烦恼或增加他们的享受）、彻底（包括提供足够的支持等）、授权（允许用户自助自理），以及优雅（协调功能和形式）。

哪怕你推销的不是苹果电脑、百年灵手表、特斯拉汽车或维珍美国航空服务，你的公司仍能提供给大众一些颇具价值并与众不同的东西，因此它们值得你去宣传。它们不一定是商品或服务，还可能是你的企业价值观、先进的会计实务或在家工作的灵活措施。

如果你成为一名成功的宣传者，不仅能推广你的团队，还能给其他员工树立楷模。你表明了自己是一个斗志昂扬、全神贯注的团队成员，还鼓舞了你的同事，展现了你的领导力。环视你的办公室，宣传者到处都有——经常为会议委员会做贡献的执行副总裁；在推特上发布市场研究的同伴；把新产品照片放在拼趣（Pinterest）界面上的行政助理。他们就是那种受同伴欢迎的领导人物，所以你也要学习必要技巧，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依我之见，有三种高效的宣传方式：闲聊、公开演讲以及社交媒体。



闲聊

向那些你已经认识的，或已经认识你的人宣传会容易很多。我们所指的“闲聊”，就是建立此类社交联系的过程。如果你性格内向或者认为这样冒犯或操控了他人，对这么做感到犹豫的话，就需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在《青蛙王子：改变你一生的积极交流秘诀》（The Frog and Prince: Secrets of Positive Networking to Change Your Life
 ）一书中，达西雷扎克（Darcy Rezac）把人际交流定义为“发掘你能为他人做的事情”。这种开放的心态是建立广泛、长久以及真挚关系的关键，使人们相信你对你团队的描述。以此为基础，我列出了让更多人认识你的办法：


走出去。
 闲聊是需要与人接触的活动，你无法在你办公小隔间里与人闲聊。因此，请强迫自己在办公楼里四处走动，拜访不同的楼层和办公地点，参加贸易展览会、交流会、研讨会、大型会议和鸡尾酒会等。


问问题。
 聪明的闲谈者不会只顾自己一个人说，他们发起话题然后闭嘴聆听。


展示你的热情。
 如果你只会谈论工作，那你就是个无趣的人。成功的闲谈者对广泛的兴趣爱好都有热情。爱好广泛帮助你有更多方法去结识他人。我通过玩冰球结识了很多生意伙伴，并且又通过谈生意认识了很多玩冰球的同好。


跟进。
 在与他人会面后的24小时内发个邮件或打个电话。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如果你能从大众中脱颖而出的话，会让别人觉得值得深交。


高效使用邮件。
 邮件是关键。确保在邮件标题里写上重要信息（比如“很爱看你推荐的书”和“某某某介绍的”之类的标题就不错），确保你的电邮内容简洁，如果邮件未获回复，可以再发一遍，起到委婉催促对方的效果，而你自己应该永远做到在48小时内回复邮件。


让自己容易联系到。
 很多人想要成为优秀的宣传者却失败了，因为他们没在名片上印下自己的手机号码或在邮件签名区里附上联系方式。请别为建立联系制造障碍。


助人为乐。
 我相信“助人者天助之”的道理。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世界顶级宣传者，就多助人为乐，积攒人品吧。



公开演讲

演讲的目的就是要娱乐听众。如果听众高兴了，你就能悄悄夹带一点有含金量的信息。但若是你的演讲很无聊，那无论涵盖多少信息都无法称得上是好演讲。

当我于1983年开始为苹果工作时，很惧怕公开演讲。谁会愿意在乔布斯精彩绝伦的演讲之后再上台？但如果你决定在宣传上取得成功，就必须掌握这个技巧。发表演讲是宣传的重要部分，因为它督促你纂写清晰明了的信息，并将其传播给大众。我耗费了20年时光才做到了在讲台上从容不迫，学会了如何做到不仅仅是顺利完成演讲，还要让人们站起来为你大声鼓掌。以下是我的秘诀：


发表有价值的内容。
 如果言之有物，演讲就会进行得非常顺利。如果你本来就没什么可说的，还不如谢绝这次演讲机会。如果你不想取消，就做做调查，确保找到些谈资。做到这点，至少成功了八成。


不要在演讲中推销。
 别把时间用在推销你自己或你的团队上，也不要浪费在诋毁你的对手上。最糟的演讲就是让人们觉得演讲者不过是在招揽生意。


量身定制。
 每一场演讲中，针对不同听众，请量身定制前三到五分钟的演讲内容。这样能证明你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并努力为听众提供宝贵且独特的体验。找到你和观众之间的私人关联。比如，当我给美国庄臣公司的员工演讲时，我向他们展示了庄臣家用清洁剂摆在我家橱柜里的照片。


致力于娱乐听众。
 很多演讲教练不赞同这个观点，他们可能没有像我一样，每年要演讲50多次。我认为演讲的目的就是要娱乐听众。如果听众高兴了，你就能悄悄传递一点有含金量的信息。但若是你的演讲很无聊，那无论涵盖了多少信息都无法称得上是好演讲。


讲故事。
 演讲时最好的放松方式就是讲故事。那些故事可以关乎你的青春、孩子、顾客，和你读过的书。讲故事能让你沉醉其中，甚至让你忘了自己是在演讲。优秀的演讲者是优秀的“说书人”，而卓越的演讲者能通过讲故事传达他想传达的信息。


演讲开始前和听众互动。
 通过在演讲前会见你的听众来提高他们对你的兴趣。和他们交谈，让他们与你建立联系——尤其是那些坐在前几排的人们。然后当你站在台上时，你能看见他们友善的脸孔，你的自信心会因此而高涨。


掌握你能掌控的事情。
 如果条件允许，在演讲开始前请主办方根据观众数量安排大小合适的场所。坐满听众的场合更能调动情绪，也让听众能更专心地聆听你讲话，在你讲笑话时会心大笑，并且不会在你讲故事时分心。在200个座位的讲堂上对200个听众发表演讲，比在1000个座位的讲堂里对500人演讲效果更好。


不停练习。
 想要娴熟掌握演讲，你至少要练习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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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组讨论中表现出彩

小组讨论可能看起来轻松：时间不长，而且有其他几个人跟你一同应付。但其实小组讨论比演讲更难，因为决定权不在你手里，而且也没有很多展示你个人的时间。即便如此，你仍然有办法在小组讨论中表现出彩：

1、了解小组讨论主题。

2、向主持人提供你的简短个人简介，三句话即可，并让主持人阅读简介。

3、提高音量，嘴巴和麦克风的理想距离是一英寸。

4、讲真话，当被问及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时，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直言不讳的人。

5、有问必答。但要掌控对话，让其向你期望的方向发展。

6、简朴、简短。删减复杂的讨论，保证门外汉也能理解。

7、假装对其他讨论成员的发言感兴趣——哪怕他们喋喋不休的都是些陈词滥调。

8、向听众而不是讨论成员致辞。

9、永远不要光说“我同意”，想点表达赞同的新颖说法。





社交媒体

在我为麦金塔（Macintosh）电脑做宣传的那些年，最有力的推销工具是电话、传真和飞机，宣传方式则是在酒店宴会厅里聚集几百人。如今谷歌+（Google+）、脸书、照片墙（instagram）、领英、拼趣和推特使得宣传变得迅速、自由和无所不在。任何有兴趣实践这些方式的人都会从中获益。闲聊能让你每年结识几百人，演讲能在个别场合里让你出现在几百人面前，但是社交媒体能让你在几周内接触到数千人，以下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办法：


提供价值。
 想要利用社交媒体取得成功？基本规则很简单：分享好东西，不管是由你创建的内容还是策划的内容。“好东西”有四种形态：


信息。
 发生了什么？例如，美国国防部表示，可以考虑征募并审查希望从军的变性人。


分析。
 这意味什么？例如：《琼斯妈妈》杂志解释为什么乌拉圭球星路易斯苏亚雷斯（Luis Suárez）在世界杯期间的咬人事件是关乎卫生的大事件。


协助。
 我该怎么办？例如，科技资讯网（CNET）概述了如何向911发送求救短信。


娱乐。
 这是什么鬼？例如，每年复活节希腊小镇Vrontados的两个教堂举办火箭大战来庆祝节日。


变得有趣。
 很多人误以为他们的粉丝只想阅读特定领域的内容。难道我只应该跟他们分享关于创业、创新和技术的故事么？难道摩托罗拉的总经理只能分享关于摩托罗拉的故事么？这样会很无聊，而且在社交媒体上行不通。请开启你的脑洞。


敢于冒险。
 社交媒体欣赏勇敢者。所以请不要犹豫，大胆分享你的感受和日程活动。对那些影响到你团队和顾客的事件，请你表明自己坚定的立场。例如，你如果认为应该有更多女性担任高管，就去分享支持你观点的文章。一位美国技术领域高管应该勇敢表达自己对技术移民工作签证的看法。


保持简短。
 大众能在一瞬间判断自己是否对某些内容感兴趣，如果你没有快速赢得他们的兴趣，他们就会离开。根据我的经验，谷歌+和脸书上每条精选内容的最佳长度只有两三句话，推特上的最佳长度应该在100字左右。而原创内容的最佳长度在500到1000字之间。


做正人君子。
 正人君子指善良、可敬并且干正事走正道的人。转发别人的帖子，做出正面且明智的评论，并推荐相关资源和应对措施。尤其当你在编辑管理帖子时，每条帖子都应该包含一个链接，指出参考来源表示感激，使读者了解到更多信息，并增加你在博客和网站中的曝光度和知名度。


增加戏剧效果。
 每个帖子的图片、图表、视频中都应该含有“视觉亮点”。如果帖子超过四段，最好列表或编号显示。当我看到满篇一个挨一个的段落，完全提不起阅读的兴致。如果我想看小说的话，就会去买电子书。


用标题吸引读者。
 我很难抗拒例如“如何……”、“前十……”，“最终的……”之类标题的吸引。这些标题仿佛在对我说：我是一篇颇具实用性的文章。


使用主题标签。
 主题标签把帖子和全世界的人们连接起来，并使本来结构松散的媒介生态系统变得结构明朗。当你给一个公告添加主题标签时，你等于告诉人们这个公告跟哪些公共话题相关。比如，谷歌+上的主题标签“＃社交媒体秘诀”，就把相应的和社交媒体相关的帖子联系起来。


保持活跃。
 “活跃”意味着每天发布3到20篇不同的贴子。这只是参考数目。只要你的贴子有价值，发布再多也没关系；但如果你的帖子很蹩脚，哪怕每天只分享一两篇也嫌多。Buffer、Do Share和TweetDeck等自动化工具能帮你筹划并发帖，让你在30分钟内计划好一天要发布的好帖。


宣传并不是自我推销。
 它是把你自己、你的团队和你的机构所生产的对他人有利的东西分享出去。它是责任，也是机遇，它属于每个人——从HR到IT，从金融到运营，从高管到基层。所以请逐步学习上述技巧，从每周一个宣传行动开始，到每天能够进行多次宣传行动。宣传是一门艺术，并且熟能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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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伊川崎是Canva的首席宣传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执行专员，以及《创业的艺术2.0》（The Art of the Start 2.0
 ）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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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压力每年导致12万美国人死亡，并使美国每年医疗保健开支增长5%－8%。

《在美国，工作压力因素、死亡率以及医疗支出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STRESSORS AND MORTALITY AND HEALTH COSTS IN THE UNITED STATES），乔·吴、杰弗里·普费弗和斯特凡诺斯·泽尼奥斯|文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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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外扩张与

组织使命相悖

Stretch the Mission?

威廉·萨尔曼（William A. Sahlman）

拉玛纳·南达（Ramana Nanda）| 文

熊静如 | 译　安健 | 校　万艳 | 编辑










一家以支持新兴市场创业者为使命的非营利组织，正为是否要扩张到美国而争论不休。






对
 海伦娜巴伦西亚而言，迈阿密就是家乡。她在那里长大，形成对人的理解，从那里起步迈向更广阔的世界。她热爱这座城市的混合文化和充满活力的当地企业。事实上正是这份热爱促使她联合创办了一家世界知名的非营利组织Unamano。Unamano致力于帮助新兴市场中的创业企业。

不过在海伦娜看来，迈阿密却并非Unamano下一步要扩展的地区。另一位联合创办人、海伦娜的好友康莱德阿比刚刚提出了向迈阿密拓展的建议。康莱德也来自迈阿密，他坚定认为故乡迈阿密符合他们的目标市场条件：失业率居高不下且不断攀升，收入鸿沟扩大，并且对早期创业者而言环境恶劣。迈阿密和麦德林、阿曼一样需要Unamano的帮助。

海伦娜想到自己的表弟吉列尔莫。吉列尔莫是一名工程师，不久前从迈阿密大学毕业后正在创业。他创业的进程举步维艰。虽然海伦娜很理解康莱德提出这一建议背后的种种理由，但她的直觉却反对这个想法。Unamano的使命是帮助新兴市场而非美国的创业者。一座美国城市不管有再多问题，总是能够自力更生的吧？

柯纳德的建议让董事会分裂成势均力敌的两派，一半人支持，另一半人则坚决反对。出于对朋友的尊重，海伦娜在会议上没有表态，却一直在思考：这个提议背离初衷太远了吗？Unamano的疆域应该扩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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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胆想法

海伦娜出身于一个哥伦比亚人家庭，从小腼腆内向的她和家人住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附近。高中毕业后她北上读书，在大学里了解到拉丁美洲的创业状况。这令她心绪难平：有雄心的创业者可以轻易拿到100美元的微型贷款，但除非你出身富贵，否则不可能借到相对大额的资金，也无法获得风险投资。

此后海伦娜便一直梦想创立一家非营利组织，寻找、指导、支持拉丁美洲的高潜力创业者，直到她进入法学院，才遇到了愿意帮她的人——同学康莱德。两人都来自迈阿密，加上共同的改变世界的渴望让两人走到一起。两人很快把海伦娜的想法付诸实施，建立起一个健全的组织。Unamano的目的并非筹集资金然后资助创业者，而是作为连接纽带，招募本地企业领袖帮助创业者。

由于机构的核心理念来自海伦娜，因此由她出任CEO。彼时，康莱德更多负责其他事务，无法担任高管职位，但同意帮忙参与董事会事务，他的想法、精力和无畏精神吸引了更多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加入，也带来了投资，对组织的成功功不可没。他曾建议Unamano把目标定为让受助企业的收入提升4倍。对于新兴市场初创企业而言，这一目标可谓大胆激进。

海伦娜意识到要想实现这一目标，Unamano必须审慎选择帮助对象，帮助最有前途的创业者。他们通过一系列陈述会、背景调查和面谈对候选人进行筛选。一旦成为Unamano支持的创业者（简称UE们），就能从当地经验丰富的顾问那里得到免费建议，引荐给当地和全球的导师和服务提供商，以及参加相关会议。成功的UE被期待成为下一代当地天使投资人和风险资本家。简而言之，Unamano致力于在创业荒原之地建立一个创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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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时间里组织发展迅速，从拉丁美洲扩展到中东和亚洲。它在12个国家有办公室，包括雅加达、迪拜。大约30人在纽约总部工作，另外250名员工分散在世界各地。UE们运作的业务每年带来总计60亿美元收入，雇用22.5万人。海伦娜已经作为创业精神的拥护者登上《福布斯》、《华尔街日报》以及《经济学人》杂志。虽然海伦娜工作地点在曼哈顿，但她经常出差，频繁在各地演讲。

海伦娜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大多数假期时间她都会回到迈阿密。康莱德在董事会演讲一周后的复活节里，她终于找了个时间和吉列尔莫聊聊。

海伦娜还记得她的表弟是个友善且富有活力的青年，她和姐妹们曾管他叫熊仔、小狗。他如今已是研究脱盐技术的博士后。在他看来，脱盐项目有助于解决南佛罗里达州的用水问题。他找到一个开明的化学企业主，对方提供实验室场地和一些财务支持。显然，尽管吉列尔莫生性外向，但他仍然更像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一个商人。他还没能找到新的导师或投资人。吉列尔莫因为无法接触到有经验的商界人士而壮志难酬。这一切被海伦娜看在眼里。

“Unamano能为我做点什么吗？”吉列尔莫从海伦娜父母的假日晚餐中起身离开时忧愁地问道。

海伦娜说她很抱歉，但这不可能。至少现在Unamano专注于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没有美国业务。

“但这没道理啊，”吉列尔莫抗议道，“拉丁美洲的首都就是迈阿密！”

吉列尔莫说的有道理。迈阿密戴德郡66%的人口为西班牙裔，超过100万拉美人生活在这里。有些人因不正常的政府管制而流离失所，有些人则来这里寻找机会。这里本应成为创业的活跃区域：拥有很好的技术基础设施；大量介于25－44岁之间的人口，并且他们大多具有工程学或计算机科学的教育背景；同时还拥有庞大的消费者市场。

然而，吉列尔莫遭遇的困境却屡见不鲜。当地经济以旅游和房地产为基础，一直没有跳出这个范畴向医疗或生物科技等高增长领域拓展。创业成功的故事少之又少。虽然研发投资不断增长，但迈阿密的早期投资活动却逐渐偃旗息鼓。去年整个大迈阿密地区只有16家公司获得风险投资。

有创业雄心的人早早就意识到要想成功就得去纽约、波士顿或是西海岸。当年迈阿密帕尔梅托高中的学生代表、亚马逊掌门人杰夫贝索斯，就是这股“逃离风潮”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迈阿密成为贫富差距巨大的典型例子，百万富翁比比皆是，与此同时大多数迈阿密人却在贫困线上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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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娜和康莱德的家庭便是这两类人群的代表。海伦娜的父亲在迈阿密市中心摆摊卖咖啡三明治；康莱德的父亲则是椰树林地区的房地产投资人，康莱德现在还住在那一带，运作着多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石油开采企业和一家风险投资合伙企业。

处在富裕阶层的位置，康莱德眼中的迈阿密潜力无限。他觉得既然Unamano去年设定的战略目标是2020年以前在25个国家开始分支机构，为什么不考虑迈阿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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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的需求

回纽约的飞机上，海伦娜回想着Unamano选择进行扩张的区域的基本原则：对正在发展中的初创企业而言，该区域很难获取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诸如资金、人才以及导师；候选地点还应展现出前景，GDP健康向好；必须尊重产权、遵纪守法；有凝聚力的文化；稳定的中产阶层；良好的教育机构；相当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有一个当地商业核心领导群体，且他们愿意投身于帮助本地创业企业；一定水平的风险投资活跃度；来自该区域的“内拉力”，表现为对Unamano的需求，愿意给予运营资助；还需要本地商业领袖愿意在3年时间里奉献资金或时间。

迈阿密当然符合条件，当地一位知名媒体人已经提出提供300万美元来引入Unamano分支机构。不过，在迈阿密这样一个相对富裕的城市开设分支机构真的合理吗？迈阿密的收入中位数是大部分Unamano所在城市的10倍。而且即便迈阿密的创业者面临种种问题，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美国在支持创业企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此外，海伦娜回想起了她的使命宣言：“通过支持高影响力的创业公司，改变发展中国家”。正是这一愿景吸引了资深社会创业家劳伦斯梅尔乔加入Unamano董事会担任主席。劳伦斯在近期的董事会会议上对康莱德说：“‘2020年前发展到25’意味着25个发展中国家。我加入Unamano是为了带领它从一家有魅力的机构变为一家全球性的重要机构。这一过程意味着尽可能多地服务发展中国家。”

虽然那天他们都同意可以先搁置争论，但海伦娜知道下次开会时他们还会争执不休。

海伦娜用拉瓜迪亚机场的公用电话打给康莱德说：“有些董事会成员认为这会让整个机构脱离发展轨道。他们认为你只是偏爱自己的家乡。”

“是‘我们的’家乡。”康莱德语带调侃地说道。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没法实现，甚至我觉得这件事就不应该实现。如果我们现在分心在美国市场运作，怎么能在2020年前扩展到25个国家？这对我们的品牌意味着什么？”

“我们太过于关注国家了，”康莱德说，“我们都已经意识到一点：我们需要考虑的不是国家，而是城市。考量城市人口、城市经济、基于城市的创业生态系统。你看黎巴嫩：如果我们把国家看成一个整体，我们绝不会在那开设分支。我们看中的是贝鲁特这个城市。我们不应该被国家边界误导。”

“好吧，但是迈阿密在美国，美国城市怎么能跟贝鲁特一样呢？”

“欧洲经济不景气，我们考虑要不要在欧洲设立分支时也有过类似讨论，”康莱德说，“我们现在都认同这样做是对的。”

“没错，但那是希腊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已经被高失业率、需求不振和货币问题折磨得不行了，迫切需要帮助。”

“迈阿密也迫切需要帮助。”康莱德说。

“没错，还有纽瓦克、布里奇波特、纽黑文也很迫切。如果我们扩张到迈阿密，到什么时候该停下呢？整个组织的使命会被稀释。”

“我不想在纽瓦克或是美国任何其他地方开设分支，”康莱德说，“只在迈阿密。”

“那已有的分支机构呢？”海伦娜有点恼火，“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巴西和阿根廷以及其他国家的常务董事都不会同意我们把资源投向美国，你永远无法获得董事会批准。一半董事坚决反对这个想法。”

“我知道有个人能改变他们的想法”，康莱德调侃的语气又出现了，“好了，海伦娜，相信我这一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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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真实案例，展现现实中公司领导者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专家的解决方案。本文基于哈佛商业学院案例《Endeavor：关于迈阿密的激烈讨论》（Endeavor: Miami Heats Up
 ，编号814043-PDF-ENG）。作者是威廉·萨尔曼、拉玛纳·南达、大卫·莱恩以及丽莎·马赞蒂。该案例可以在HBR.org
 上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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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萨尔曼是哈佛商学院1955级MBA班工商管理专业教席教授。拉玛纳·南达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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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Experience



专家点评

先调研，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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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罗滕伯格

ndeavor Global的CEO，


Endeavor Global是一家支持创业企业成长的非营利组织






我的第一反应是：“迈阿密怎么会需要我们的帮助？”


几
 年前我面临和海伦娜一样的状况。当时迈阿密的商业领袖找到我的机构，建议把我们的模式带到迈阿密，帮助找出和帮助有影响力的创业者。我们已经在发展中市场运营了15年，此前所在的地方都明显缺乏创业支持网络、辅导平台和风险投资。我的第一反应是：“迈阿密怎么会需要我们的帮助？”

这个案例是根据我们的故事改编的。和Unamano的领导层一样，我们的董事会和管理团队也对这一提议争论激烈。最初我们的主席埃德加布朗夫曼、我，以及一些董事会成员都提出了和海伦娜一样的问题：（1）美国当地的创业生态真的如此欠缺，以至于我们的帮助能带来很大影响吗？（2）在迈阿密，我们能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伊斯坦布尔、雅加达等城市一样找到创业的明日之星吗？还是说最优秀的创业者都已奔向了硅谷？（3）迈阿密的办公室会吸走大量关注和资源影响其他国家的创业者吗？

尽管怀有种种疑问，我们还是继续探究这个提议，请贝恩咨询公司来分析利弊，然后召开全体董事大会来作决策。对这个建议的强烈支持者有两人，一个是联合创始人彼得凯尔纳，另一位是前墨西哥地区分支的常务董事费尔南多法布里。法布里是我招进来的，担任全球总裁职位。

费尔南多认为我们的国际分支机构不应该拒绝帮助美国的城市，他认为我们的使命已经超越了“发展中国家”这一范畴，这些国家的朋友们已经觉得他们迈入了发达国家行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显示，虽然机构给创业企业提供支持，但像迈阿密这样的城市依然缺乏能帮助公司成长为世界级企业的支持。结果董事会一致同意向迈阿密拓展。

虽然我们猜测其他国家分支机构可能会反对，实际上却没有。事实上，设立迈阿密办事处帮助我们提高了在美国的知名度，提升了信誉，也为其他国家的创业者吸引来更多创业导师和合作伙伴。我们对于创业人才的担忧也没有成真。仅仅一年我们就已经在迈阿密找到为数众多的高潜力创业人才，他们遍布各行各业，从面部识别软件、移动支付解决方案，到特色餐厅林林总总。

我们在迈阿密的实验初步成功，在此基础上今年我们会在美国新设两个办公室，分别位于底特律和路易斯维尔。最终我们计划在10个美国城市设立机构，同时继续朝着2015年前涉足25个国家的目标前进。

我会建议海伦娜更深入地考虑风险与回报，倾听所有股东的意见。她可能会发现反对向美国扩展的声音逐渐消失，也可能会发现美国创业者面临的障碍和机会其实与Unamano所在的其他地区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最终如果她决定支持向迈阿密扩展的建议，我会让她做好心理准备，来自美国其他城市的需求将会纷至沓来，她要赶快筹划Unamano的扩大规模事宜。





经验 Experience



专家点评

使命无国界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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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拉杰·德什潘德


德什潘德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

还参与创办了数家企业






剑桥和马萨诸塞不需要Unamano，迈阿密则另当别论。


如
 果某项举措在一个国家获得成功，为什么不应用到另一个国家呢？

我妻子和我一起在印度设立了沙盒项目（Sandbox program），帮助当地创业者在经济低迷的市场中创造高影响力的社会创新。该项目获得了成功。3年后，我们把这个概念带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和劳伦斯这两个饱受工业经济下滑困扰的城市。在美国这一项目被称为“EforAll”。

我得承认，我们最初考虑要不要进军美国时也曾犹豫不决，不过我们的顾虑主要是技术层面。例如，我们不确定这个模式是否足够成熟，可以复制到印度之外的地方，担心它在美国这样一个已经拥有创新创业最好环境的国家中是否适应。我们相信，我们的基本理念对美国部分城市和新兴市场同样适用。剑桥和马萨诸塞不需要Unamano，迈阿密则另当别论。我同意康莱德的观点：非营利组织支持创业者的使命不应该局限于国家边界。

Unamano致力于培育改变世界的初创企业，而我们聚焦于小型企业，不过两家机构有一个相似之处：二者都是自下而上，由创业者驱动，而非政府的宏大规划或是大企业的社会责任项目驱动。EforAll致力于帮助那些想在低迷环境中创业的人，无论他创立的企业是不是科技公司，是不是可扩展的。我们不是在寻找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从汽车销售到瑜伽教练，我们欢迎任何一个有好想法的人。我们想要通过创业培育一种解决问题的文化，使用本地基金支持本地创业者。这是一项在美国和印度同样有效的战略。

尽管我很理解为什么Unamano的股东担心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可能会分流宝贵的资源，但他们也必须想到这一扩张步骤带来的潜在益处：更多募资机会，为机构带来更高知名度。

基于在印度和马萨诸塞州的实践，我们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其实需要同样的东西：它们不仅需要具有极大潜力的技术创新，同时也需要致力于在资源匮乏地区激发本地商业活动的草根社会创新。我们已经在美国的罗威尔和劳伦斯取得了成功。我们的印度项目仍然势头向好，不过我们的新目标是在2025年前扩展到美国250个最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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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HBR.org社区的一些建议


使命不应一成不变


组织应定期检讨对使命的表述，看组织是否能够继续坚持它诞生的初衷。如果使命已经成为组织达成目标的障碍，就必须作出改变。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

美国韦恩·休伊曾加商务与创业学院DBA





需求是地区性的，而非全国性的


硅谷、纽约和波士顿的投资活动不会帮到迈阿密或是图森市的创业者。


阿尔然·图潘

Impactioneers创始人





进军美国会破坏品牌


这一举措有损于Unamano在美国之外的品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市场对任何重塑品牌的反应都很有可能破坏Unamano已经建立起来的品牌公信力。其他国家市场可能会逐渐认为Unamano的所有行动都是以美国利益为主导。


布莱尔·劳伦斯

Sherritt International公司商业系统管理人








杂谈 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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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苛责女性CEO

Why Are We So Hard on Female CEOs?

凯文·埃弗斯（Kevin Evers）| 文

刘筱薇 | 译　刘铮筝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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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通往高层之路上遇到多种抵制。坚定、果决的女性因没有表现出女性特质而受到惩罚，符合传统刻板印象的女性则被认为太温顺，不适合当高层领袖。




我
 们对于企业女性领袖稀缺的现状分析得还不够彻底吗？难道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我们需要更多女性领袖，无论如何都要让职场更多样化吗？但数据仍然堪忧。数据分析公司Catalyst的研究显示，在标普500强公司中，女性目前只占高级管理层的四分之一、董事会的五分之一，占据最高职位的女性仅有23人，约为最高层的4.6%。

所以我们对此话题还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学者称，我们在解释这些数据时，不能含糊其辞。比如，尽管有些女性“选择性退出”去照顾家庭，但她们人数有限，不足以解释清楚为何有权力的女性人数不多。即使最开明的公司，也可能在讨论女性行使职权的恰当时机上，出现深层文化差异。

研究表明，手握权力的女性表现出更多焦虑症状，有权力的男性则较少表现出此症状，原因在于女性领袖被视为反常的一群人，因此遭到抵制。坚定、果决的女性因没有表现出女性特质而受到惩罚，符合传统刻板印象的女性则被认为太温顺，不适合当高层领袖。《纽约时报》和《财富》杂志都提到过，在23位标普500强公司的女性CEO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曾被激进投资者攻击过。相较之下，根据研究机构FactSet和《经济学人》统计，自2009年年底起，仅有15%的标普500强公司遭到过激进分子的攻击。

最近出版的一些书清楚表述了女性高管群体面临的独特挑战。这些书与两位女性CEO有关：雅虎的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和通用汽车的玛丽巴拉（Mary Barra）。她们都在男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行业登上了最高位，而且都是临危受命。这进一步证明了女性领袖往往会遭遇到“玻璃悬崖”——她们只有在公司快要倒闭时，才能得到掌控权。这些书从全新角度诠释了这两位女性高管。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通往高层之路上遇到的不同抵制。

梅耶尔在2012年7月出任雅虎CEO时，雅虎已经近乎无药可救。尼古拉斯卡尔森（Nicholas Carlson）在《玛丽莎梅耶尔及其拯救雅虎的斗争！》（Marissa Mayer and the Fight to Save Yahoo!
 ）一书中写道，雅虎由于多年来过于自负且纪律涣散，早在2000年前就开始走下坡路。如今，雅虎的问题已经耳熟能详：缺乏战略重心、官僚作风严重、组织结构混乱、完全没有责任心，以及过度依赖已经难以为继的网络公司支付的广告费。在此期间，雅虎不断更换CEO，但这一局面依然没有得到改善。

如果说梅耶尔和她的前任有任何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她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具备一个最高管理者该有的勤勉作风，而且她是否有本事管理好公司也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她在上任之初就办事不利——取消公司在家办公的弹性政策，还在办公区内为自己的新生儿建了一个育婴室。卡尔森一一列举了梅耶尔的劣迹：招聘决定失误、习惯性迟到、微观管理倾向、不顾及他人感情，并采取臭名昭著的分级制度（stack ranking，指企业在固定时间内，提拔表现优秀的员工，淘汰表现不佳的员工——译者注
 ）。

但卡尔森偶尔也承认，现在就对梅耶尔的表现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他的整体论述都显得小题大作，更何况梅耶尔面临的挑战还很艰巨。所以就算刚上任的梅耶尔把法律顾问错当成IT人才，那又如何？她的古怪大笑与她带领雅虎走向成功的能力有什么关系呢？

最近，《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法哈德曼约奥（Farhad Manjoo）等人指出，梅耶尔应得到更多尊重。她让雅虎的透明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很多人认为，减少在家办公时间是正确举措，因为这个正在经历急速重组的组织，需要员工花更多时间面对面交流。她重建或者说接手的公司正在盈利，而且从今年开始重回正轨。这很了不起。

男性会遭到卡尔森恶意的攻击吗？当然，梅耶尔作为一个年轻、漂亮、时尚的硅谷明星，还有在斯坦福学习和谷歌工作的背景，肯定会受到密切关注和审视。此外，她在怀孕时掌管雅虎，进一步突显了她的年轻和女性身份。但我总怀疑，这本书的论调显示了作者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女性掌权者的反感。描写一名男性CEO不到两年时间让公司摆脱多年困境、起死回生的书在哪里？

相较之下，在劳拉科尔比（Laura Colby）所写的书《权力之路：通用汽车的玛丽巴拉如何粉碎玻璃天花板》（Road to Power: How GM's Mary Barra Shattered the Glass Ceiling
 ）中，玛丽巴拉受到了更多尊重。我没有在科尔比的书中看到任何有关服饰的描述，她只带领我们回顾了巴拉登上最高位的历程：巴拉还是个18岁的学生时，就开始在通用旗下的庞蒂克（Pontiac）工作。之后，她担负的职责越来越重，各种技能也不断提升，而她的业绩也被大量宣传，最终帮助她在2014年1月获得CEO的职位。

尽管在美国国会委员会质询通用点火开关缺陷之前，她的表现并不合格，但巴拉似乎改正了错误。她在任一年时间里，直面了安全问题，而且通用的业绩表现不俗。巴拉给大众留下了机智、果敢、富有魅力和脚踏实地的好印象。她给通用制定的目标是什么呢？“不再制造劣质车。”你很难反驳这一点。

梅耶尔和巴拉显然有很多共同点。她们都让多年来业绩惨淡的大企业起死回生。她们都与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较量，破除官僚制度，并带来透明度和责任感。她们都应得到支持，而非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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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伯恩斯坦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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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莎·梅耶尔及其拯救雅虎的斗争！》


尼古拉斯·卡尔森

Twelve出版社，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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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之路：通用汽车的玛丽·巴拉如何粉碎玻璃天花板》


劳拉·科尔比

威利出版社，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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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布雷默：我在读什么书


[image: ]


《卡斯尔雷子爵传记》（Castlereagh: A Life
 ），约翰·布 | 著

“愤世嫉俗的人都爱马基雅维利。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卡斯尔雷。他是现实主义者中的佼佼者，英国治国之道的创始者。他在书中被刻画得如此丰满、悲情。这是我读过的最好传记之一。”

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是美国智库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创始人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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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埃弗斯是《哈佛商业评论》助理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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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DECISION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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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udy of decision making spans highly analytic fields (think Bayesian statistics) to deeply psychological ones (think cognitive biases). This package, which includes a review of those perspectives, looks at how leaders can "nudge" employees into better choices and at how people can work around their own biases.











BEHAVIORAL ECONOMICS


Leaders as Decision Architects


John Beshears and Francesca Gino



Everyone from CEOs to frontline workers commits preventable mistakes—for example, underestimating how long it will take to finish a project or focusing too much on information that supports their current view. It is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to rewire the human brain to undo the patterns that lead to such mistakes. But there is another approach: Alter the environment in ways that encourage people to make decisions that lead to good outcomes.

Leaders can do this by restructuring how work is performed, sa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s John Beshears and Francesca Gino. In this article, they offer a five-step process for mitigating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biases and low motivation on decision making:

1. Understand the kinds of systematic errors people make an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motivation.

2. Define the problem to determine whether behavioral issues are at play.

3. Diagnose the specific underlying causes.

4. Design a way to tweak the environment to reduce or mitig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ognitive biases and insufficient motivation on decisions.

5. Rigorously test the proposed solution.


HBR Reprint R1505C







MANAGING YOURSELF


Outsmart Your Own Biases


Jack B. Soll, Katherine L. Milkman, and John W. Payne



When making decisions, we all rely too heavily on intuition and use flawed reasoning sometimes.

But it's possible to fight these pernicious sources of bias by learning to spot them and using the techniques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gleaned from the latest research. They'll open up your thinking about possible outcomes, objectives, and options and lead to better choices.

To broaden your perspective on the future, the authors suggest, you can use proven tactics for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estimates and preparing for contingencies. You'll think more expansively about your objectives if you come up with many possibilities before deciding what's most important, get inputfrom others, and then carefullyexamine one goal at a time. Andyou'll generate better options ifyou identify several and evaluate

them side by side. Don't settlefor the first one that's acceptable; imagine that you can't pursue it,and you might find an even strongeralternative.

Strong emotional attachments or investments make cognitive biases even harder to overcome. When that's the case, use checklists and algorithms to stay focused on the right things, and set "trip wires" to trigger planned responses at key points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HBR Reprint R1505D







DECISION MAKING


Fooled by Experience


Emre Soyer and Robin M. Hogarth



We interpret the past—what we've experienced and what we've been told—to chart a course for the future. It seems like a reasonable approach, but it could be a mistake.

The problem is that we view the past through filters that distort reality. One filter i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hich focuses on outcomes rather than the processes that lead to them and celebrates successes while ignoring failures, thus making it hard for us to learn from mistakes. Another is our circle of advisers, who may censor the information they share with us. A third filter is our own limited reasoning abilities. We tend to focus on evidence that confirms our beliefs and gloss over information that contradicts them, and we read too much into our personal experience, which inevitably involves a small sample of incidents.

We can base our decisions on a clearer view of the world if we study failures and near misses— especially the processes behind them; encourage all employees to pursue preventive measures instead of just solving problems; surround ourselves with people who will speak frankly; search for evidence that our hunches are wrong, and encourage employees, data scientists, and consultants to do the same; and broaden our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give new meaning to our varied experiences.


HBR Reprint R1505E






THE BIG IDEA


STRATEGY


The 3-D Printing Revolution


Richard D'Ave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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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 of 3-D printing, also known as additive manufacturing, has moved well beyond prototyping, rapid tooling, trinkets, and toys. Companies such as GE, Lockheed Martin, and BMW are switching to it for industrial production at scale. More companies will follow as the range of printable materials continues to expand. Already available are basic plastics, photosensitive resins, ceramics, cement, glass, numerous metals, thermoplastic composites (some infused with carbon nanotubes and fibers), and even stem cell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makes the case that additive manufacturing will gainground quickly, given advantages such asgreater flexibility, fewer assemblysteps and other cost savings, and enhanced product-design possibilities.

Managers, D'Aveni writes, should now be engaging with strategic questions on three levels: Sellers of tangible products should ask how their offerings could be improved, whether by themselves or by competitor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should revisit their operations to determine what network of supply chain assets and what mix of old and new processes will be optimal. And leaders must consider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as whole commercial ecosystems begin to form around the new realities of 3-D printing.

Many of the biggest players already in the business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re vying to develop the platforms on which other companies will build and connect. Platform owners will be powerful because production itself is likely to become commoditized over time.


HBR Reprint R1505B


How We Did It


LEADERSHIP


Cisco's CEO on Staying Ahead of Technology Shifts


John Cha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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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is youth Chambers had no interest in technology—until an IBM recruiter suggested that he think of it as a tool for helping customers transform their businesses. Then stints at IBM and Wang taught him that even great companies are imperiled if they miss a market transition, such as the shift from mainframe computers to minicomputers or from minicomputers to PCs. In the 20 years since he became Cisco's CEO, a whole series of transitions have occurred in the kinds of technology companies rely on and in how organizations consume solutions. Anticipating those transitions and getting ahead of them has driven Cisco's evolution from routers and switches to mobile and video technology to application-centric infrastructure and cloud computing.

The company has three ways to adapt. (1) If it sees a shift early enough, it develops the new technology in-house, as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R&D process. In addition, its Entrepreneurs in Residence program financially supports and mentors earlystage entrepreneurs working in areas where Cisco sees huge potential, such as big data analytics and enterprise security. (2) It may make an acquisition—as it has done 174 times. (3) It may use a "spin-in," assembling some engineers and developers to work on a specific project outside the company, as if they were at a start-up.

"You have to be bold," Chambers writes. And you need "a resilient culture with an appetite for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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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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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 of Evangelism


Guy Kawasaki



The author was Apple's second software "evangelist" and is now the chief evangelist for Canva, an online design firm. He believes that all managers can adopt the practice, with great benefit to their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careers. No matter what your company, it probably offers something valuable and differentiated and therefore worth evangelizing about: if not goods or services, then corporate values, cutting-edge accounting practices, or flexible work-at-home policies.

Kawasaki outlines three ways to effectively evangelize: (1) Schmoozing. This requires you to get out of your office, ask questions, unveil your passions, follow up with people, e-mail effectively, make it easy to get in touch with you, and do favors. (2) Public speaking. You need to deliver quality content, omit the sales pitch, customize the speech for your audience, focus on entertaining your listeners, tell stories, circulate in the audience beforehand, control scheduling and venue when you can, and practice and speak all the time. (3) Social media. When posting you should offer value, be interesting, take chances, keep it brief, be a mensch, add drama, tempt with headlines, use hashtags, and stay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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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努力工作是种才华

国际象棋大师 加里·卡斯帕罗夫

Garry Kasparov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访

熊静如 | 译　时青靖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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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加里·卡斯帕罗夫
 一直是国际象棋的顶尖棋手。他6岁开始下棋，在苏联时期接受国际象棋训练，17岁成为国际特级大师，22岁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际象棋冠军。如今，他已隐退，成为年轻棋手的导师，以及国际象棋运动的积极推广者。







HBR：
 领导者能从顶尖围棋选手身上学到什么？


卡斯帕罗夫：
 无论棋手、商人还是政客，都需要作决策。决策总是有好有坏，改进方法就是回顾并分析作过的决策。很多人觉得，某个招式昨天管用、今天管用，明天就一定还会管用。这个观点是错的，因为处于劣势的一方会想出新的策略。

20年来我之所以能一直处于顶尖水平，就是因为我知道即使赢了，你也有很多东西要学。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完美棋局，不能因获得荣誉而懈怠，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




先天资质与后天的练习、准备相比，哪个对你帮助更大？


没有天份，你将一事无成，但努力工作也是才华的一部分。坚持不懈地努力站在国际象棋发展前沿对我很重要。我并不只是想赢得比赛或是令对手折服，还要确保自己能学到东西。




你如何分析对手？


在国际象棋比赛中，很简单。你像观察自己那样去观察对手如何下棋，了解他的种种做法和喜好。即便两个顶尖选手旗鼓相当，对弈过程中也总会有特定棋局能令某方处于最舒服的状态，所以你要运用开放策略逼对手进入他自己不习惯的棋局。




早期与棋王阿纳托利卡尔波夫的对垒对你有何帮助？


要想发掘自己的能力，你需要强大的甚至高于自己的对手。这就好比铸铁：铁在高温炙烤下，要么融化断裂要么炼成钢。与卡尔波夫的那场棋王争霸战不仅漫长（当年的冠军争霸战规定先赢6盘者为胜，二人相持不下对垒到48局后，国际棋联以保护两位棋手身体为名强行中止比赛——译者注），我曾被甩到过0比5的劣势。卡尔波夫后来已经非常疲惫，所以他们叫停了比赛。我向自己和其他人证明了我有巨大潜力，那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已拥有无限可能。




你会给学员哪些建议？


人们总是认为存在可以包治百病的良方，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各有不同。你的决策过程就像DNA、指纹一样独一无二。有些适合你的方法，我用了可能适得其反。所以你必须观察了解自己。有些人偏向进攻，有些人侧重防守。比如有的网球选手喜欢在后场腾挪，而有些则擅长网前搏杀。两类选手都有可能夺冠。

你要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然后扬长避短，制定出国际象棋比赛、商业交易，或是社会活动中的策略。记住，不管你花了多长时间准备，最终作关键决策时往往时间紧迫，这意味着你会依据内心来作决策。如果你是个偏防守的人，你不会在此时采取进攻行动。关键时刻你不会违背自己的本性，所以你要确保在博弈中创造出适合自己的局面。善于创造适合自己局面的一方将赢得比赛。




你怎么决定做哪个学员的教练？


我的第一个指导对象是马格努斯卡尔森。他正处于上升期，能力高超让我印象深刻。与他合作很愉快，因为他的棋风更像卡尔波夫，是更偏直觉型和战略型的选手，而我则更偏战术型和进攻型。这对他很有帮助，他可以学会如何从我的视角看棋局。我还曾执教过美国顶尖选手中村光一年，那段时间很有趣。

另外我每年通过我的基金会，面向美国10到16岁的优秀少年棋手做两次研讨会。在苏联国际象棋学校时，我从鲍特维尼克（被誉为“苏联国际象棋之父”——编者注）的课上获益良多，所以我觉得年轻棋手应该听听老一代的伟大棋手如何解读国际象棋本质、开局的基本原理以及每一步背后的意图，只盯着电脑屏幕动动鼠标是学不到东西的。任何人都可以用电脑，而如果你想出类拔萃，就必须运用自己人类特质的一面。




败给IBM的深蓝计算机后，你曾尝试过计算机辅助下棋，人机之间高效合作的关键是什么？


计算机强大的非人运算能力不是万能的——人类直觉是成功决策必不可少的部分。国际象棋提供了一个人机协作的理想实验田。你可以下许多盘棋来找出最佳协作模式。




你在事业如日中天时选择隐退，为什么？


我只想做些转变。我还能为国际象棋做些什么别的？再打赢几个锦标赛？再多下几年棋？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发生了诸多转变：结婚、开始新的生活、走上演说家的发展轨道以及即将出书。所以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全面转变的时期。我觉得除了继续下棋之外，我可以把精力用来做些能带来更多收获的事情。




你因反对普京而流亡海外，为什么如此坚持呢？


我反对所有的独裁专政，而普京是一位最危险的独裁者：一个想要永远掌握权力的人，手握核武器，还依靠对外侵略来巩固自己的威望。中国有利益群体能防止政策发生巨变，而俄罗斯没有中国那样的平衡官僚主义的缓冲机制。我不得不在2013年离开俄罗斯，按当时的局势，被软禁家中就是我能期望的最好结局了。我觉得我可以通过发表文章、公开演讲、接受采访等方式做很多事。普京已经不再是俄罗斯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




谈谈另一种政治吧，你最近竞选国际棋联主席时落选，从这次经历中你学到了什么？


很不幸，我们不能摆脱普京，这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如今掌控着国际棋联。国际棋联分支机构遍布182个国家，而协会领导者的行为就像钦差秘使——拜访各国首脑，谈谈国际象棋项目，然后替普京做点差事。

我觉得我们应该进行机构改革，去政治化、去中心化，让它不再只是一个巨大的社交网络，以国际象棋教育为核心项目。但是对抗普京及其背后的国家机器是一场艰难的攻坚战，所有俄罗斯大使馆的官员都被动员投我的反对票。我努力竞选就是因为我觉得国际象棋应该有更好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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